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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image: ]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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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 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2003.

    

  


  引言

  重塑财政民主


  2016年9月26日晚，希拉里·克林顿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位前国务卿在她第一次面对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辩论中占据了上风。作为一位真人秀的名人，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获胜。这位共和党候选人紧张而又咄咄逼人，连续打断他的对手。而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准备充分、态度轻松，不断得分，辩论突然转向了税收问题。


  特朗普打破了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传统，拒绝公布他的纳税申报表，声称自己正受制于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审计。希拉里诱使这位身价亿万的房地产开发商谈论这些年来他缴纳的少得可怜的税收：“只有在他试图获得赌场执照时才会有人能够看到他的纳税申报表，而且，纳税申报表显示，他没有缴纳任何联邦所得税。”而特朗普自豪地承认：“（不缴税）显得我很聪明啊。”希拉里并没有退缩。她冷静地阐述着，如果按照她为国家税法设想的，经过精心设计、仔细权衡、深思熟虑的技术解决方案，那么今天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从政治上说，“（不缴税）显得我很聪明啊”是一句很高明的话。作为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之一，自己承认完全可以不缴税，这简直是太荒谬了，而这恰好强化了特朗普竞选的核心阐述：华盛顿特区的建制派（当权派）毁掉了这个国家。税法和其他东西一样，都受到了不正当的操控。在特朗普的回答中，有一种与罗纳德·里根总统本人一致的声音，里根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比喻，那就是把税法比作“日常打劫”（daily mugging）。在特朗普和里根看来，对自身利益的不懈追求支撑着所有人的繁荣。资本主义就是利用人类的贪婪以获取更大的收益。税收就是一种障碍，所以避免税收就是正确的做法。


  同时，“（不缴税）显得我很聪明啊”暴露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悖论。无情的自私自利摧毁了作为任何繁荣社会核心的信任与合作准则。如果没有基础设施连接他的摩天大楼与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下水道系统运载垃圾，没有老师教他的律师如何阅读，没有医生和公共研究让他保持健康，更不用说，如果没有法律和法庭保护他的财产安全，特朗普自己什么都不是。使社会兴旺发达的并不是不受约束的自由放任，而是合作和集体行动。没有税收，就没有合作，就没有繁荣，就没有共同的命运，甚至也就没有一个国家会需要总统了。


  特朗普的自夸揭示了美国社会的失败。这已经变得如此自然，以至于总统候选人会公开承认富人不会为国库做出任何贡献，而他的竞争对手对此也无法给出清晰的解决方案。这个国家的税收制度已经失败，而这是任何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制度。


  写作这本书，我们一直牢记两个目标：第一，了解美国究竟是如何彻底陷入了这场混乱；第二，帮助解决它。


  税收不公大获全胜


  候选人特朗普的承认仅仅是美国新不公正现象的逸事证据。甚至当他们的收入激增，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回报，而且他们的财富飙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这些最幸运的美国人也目睹了税率的下降。与此同时，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工资停滞不前、工作条件恶化、债务膨胀、税收增加。自1980年以来，税收制度使市场经济中的赢家走向富裕，但使那些很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回报的人陷入贫穷。


  任何民主国家都必须讨论政府的适当规模和税收累进的理想程度。对于个人和国家而言，受历史和国际经验的影响，受统计和抽象推理的影响，有时改变看法是很自然的。但是，过去几十年税收政策的变化是经过如此深思熟虑的结果吗？对超级富豪征税的坍塌是美国社会想要的吗？


  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其中一些变化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但大多数情况是被动的承担：避税行业的爆发掩盖了收入和财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可被跨国公司利用的新税收漏洞出现了；国际税收竞争的螺旋式上升，导致各国纷纷降低税率。税收的大部分变化并不是因为民众突然有了豁免富人的欲望，而是因为没有选民投入而导致了压倒性的力量。无论减税是否能产生积极的经济效果，过去几十年的剧变大体上都不是知情公民深思熟虑和理性选择的产物。税收不公的胜利首先就是对民主的否定。


  本书的第一个贡献是讲述了这一巨大变革。我们讲述的既不是左派对阵右派的故事，也不是小政府保守派战胜了财富自由派的故事，而是关于（罗斯福）新政建立的税收体系如何遭到破坏的故事。在它消亡的每一步中，我们都发现了相同的模式。它开始于避税的爆发。接着，受到被认为无法战胜的敌人（避税手段、全球化、避税天堂、金融不透明）的影响，政策制定者放任这些避税行为持续蔓延恶化。最终，政府假装无法对我们当中最富有的人征税，从而大幅削减了富人的税率。


  为了理解这种不公正，以及哪些选择（和非选择）促成了它的胜利，我们进行了深入的经济调查。根据一个世纪的统计数据，我们估算了美国自1913年以来，从最穷困的人到亿万富翁的每个社会群体缴纳了多少税收。我们的数据系列包括支付给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所有税收：当然，不仅有联邦所得税，而且包括州所得税、种类繁杂的销售税和产品税、公司所得税、商业和住宅不动产税，以及工资税。区分“家庭缴纳的税收”和“企业缴纳的税收”是毫无意义的：所有的税收都是由人支付的，而且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一个多世纪的所有税收分配到现有的个人身上。


  我们的方法是系统性的。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吹嘘他没有缴纳很多税收，但其他富人呢？特朗普是一个反常案例，还是更普遍现象中的一个案例呢？个案可以提高人们的意识，但无论多么令人瞠目结舌，它们都无法让我们了解整个社会正在普遍发生的事情。为了研究税收的变化及其影响，我们在一个一致性框架体系内系统地结合了现有的证据，包括所得税申报表、税收审计结果、家庭调查数据、美国跨国公司在其海外子公司登记的利润报告、宏观经济资产负债表，以及国民经济核算账户和国际收支账户。经济统计数据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同样，我们的数据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留意这一点。但综合看，这组数据揭示了哪些选择、法律和政策助长了税收不公。


  我们多年来对美国经济的研究成果产生了这一全面的视角，使我们能够从整体上研究美国税收制度累进性的长期变化，这是迄今为止任何政府机构或研究机构都没有做到的。这些数据揭示了近几十年来发生的改变程度，其中首次包括了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后果。


  让我们看一看：1970年，最富有的美国人缴纳的所有税收超过了其收入的50%，是工薪阶层的两倍。2018年，在特朗普税收制度改革之后，亿万富翁缴纳的税收在过去100年中首次低于钢铁工人、教师和退休人员。富人见证了他们的税收已经降到了1910年的水平，而当时政府规模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这仿佛一个世纪的财政历史已经被抹去一样。


  全球的税收正义已刻不容缓


  除了美国，更重要的是，我们讲述的是关于全球化和民主的未来。因为尽管税收的变化在大西洋的这一边是极端的，但税收不公的胜利并非美国特有。在避税和无度的税收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不平等的加剧和税收累进性的下降。同样的问题在全世界涌现，且同样紧迫：如果民主选举的官员制定的税收制度继续提高少数特权阶层的收入，谁会对民主体制保持信心呢？如果全球化意味着对主要赢家征收的税率越来越低，而对出局者的税率越来越高，那么谁会对全球化保持信心呢？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创造新的财政体制和新的合作形式，以帮助民主政体和国际开放在21世纪蓬勃发展。


  好消息是，我们现在可以解决税收不公的问题。全球化并没有摧毁我们向大公司和富人征税的能力。选择是由我们来做的。我们可以允许跨国公司选择其申报利润的国家，或者也可以替它们做选择。我们可以容忍金融不透明和随之而来的税收滥用的无限可能，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评估、记录，并向财富征税。我们可以支持一个帮助富人逃税的庞大行业，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对其进行监管，清除对逃税的供应。使全球化和累进税相互兼容是可能的。本书的第二个贡献就是说明如何操作。


  左派和右派中的很多人相信，向跨国公司征税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尝试对跨国公司征税，它们就会搬到爱尔兰、新加坡，或许明天搬到中国。它们的资本是无形的，可以在纳秒内转移到百慕大。其他国家有低税率吗？我们必须有低税率。其他国家正在放弃对跨国公司和高收入者征税吗？我们也必须放弃。各国之间的税收协调是一个乌托邦，而且唯一的未来就是一场不断探底的税收竞赛。


  无论它们多么真诚，无论它们得到多么广泛的认同，这些信念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像在国际关系的许多其他领域所做的那样，协调我们的政策，而不是展开大规模的财政混战。不用多想，我们就可知道，一些国家和社会团体从目前形式的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其他形式的全球化也是可能的。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研究税收竞争的算法以及它在少数国家的繁荣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但我们也将看到，少数几个共同行动的国家如何宣告这场游戏的终结。我们将看到如何对避税天堂采取防御性措施，以及如何用一场向上的税收竞争取代如今不断探底的税收竞争。


  认为外部或技术性制约因素，如“国际竞争”“避税”“漏洞”，使税收正义成为空想的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说到税收的未来，一切皆有可能。从所得税的消失到前所未见的税收累进水平（如果过去40年的趋势继续保持，这将是一个看似合理的结果），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无限可能的未来。


  民主政体


  亿万富翁应该像如今的美国这样，将收入的23%用于纳税，还是应该像1970年左右那样，将几乎50%的收入用于纳税？企业利润应该按照1960年52%的税率被征税，还是应该按照2018年税制改革以来21%的税率被征税？非常幸运的是，这些问题是永远不会用数据或科学来解决的。它们不是经济学家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而是所有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通过民主审议和投票决定。经济学家能提供帮助的是汇集对“民有、民治、民享”政府（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至关重要的信息。正是通过展示可能路径的多样性，通过描述这些路径及其影响，来阐述不同的税收分配将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今天所做的选择将如何影响明天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


  本书的第三个贡献是创造一种新的工具来做到这一点。Taxjusticenow. org是一个模拟网站，该网站使政策制定者、活动家和所有人，无论他们的政治派别、思想流派或经济学知识如何，都可以评估税收政策变化对税收分配、每个社会群体的收入和财富以及不平等动态的影响。该网站允许任何人评估现行税制参数的修改以及更大胆的改革将如何影响社会。将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提高到70%是否足以使亿万富翁比美国工薪阶层为国库（包括所有税收）做出更大贡献？如果我们将公司税率提高到30%，或者对超级富豪征收新的财富税，情况会如何？中产阶层的税收可以削减多少，或者财政赤字可以减少多少？


  这些问题将始终在政治辩论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公众还无法获得确切答案。税收模拟器存在于美国财政部、国会预算办公室和一些智库，如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但对记者、候选人和广大选民来说，这是遥不可及的。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关于税收的讨论最终都相当模糊。从左派的观点看，人们普遍认为1%的人拥有如此多的财富，可以通过征税筹集可观的收入。这是真的，但论断需要精确：通过增加对富人的征税，我们究竟能准确地获得多少财政收入呢？是否足以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公立大学教育和医疗保险呢？就中间派而言，许多人在稳定的鼓声中哀悼着现行的税收漏洞；只要我们能够堵住这些漏洞，就不需要做任何改变。堵住漏洞很重要，但我们确信这会对税收缴纳的分配产生真正的影响吗？右派中，正统观点认为，综合所有税收，可以看到最高边际税率已经很高了。增加额外的税收将会是惩罚性的，或者会损害经济增长；相反，美国应该开征消费税。为什么不呢？但这样的税收制度会不会比今天更具累退性呢？


  基于一种新的经济方法，taxjusticenow. org网站对这些问题提供了真实答案。我们的税收模拟器涵盖了各级政府的所有税收，不仅包括所得税或联邦税。这样我们就可以模拟一些基础创新，比如对财富征收累进税，或者征收税基广泛的税收，以资助全民医疗保险。而且，现有的政策工具侧重于税收变化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而我们的研究显示了税收政策工具对一个重要参数的影响，即不平等，而这是在税收政策讨论中经常被遗漏的。


  我们都看到了关于美国收入和财富集中度上升的头条新闻：顶层群体的收入激增和其他群体收入的缓慢增长。这是真实的，在美国，收入为前1%的群体获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从1980年的10%上升到今天的20%。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政府将选择执行什么样的政策，特别是哪种税收政策将起主导作用。


  一切如常，由于滚雪球效应，从中期看，收入集中度可能会继续上升：富人收入中的储蓄比例要高于其他人，这就使他们能够积累更多的财富，进而产生额外的收入。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累进税，特别是对资本（而不是劳动）征收的高税率，一直控制着财富集中度的螺旋式上升。但是，过去20年的税收变化已经摧毁了这一保障措施。


  为了防止这种不平等现象达到极端水平，我们需要为21世纪建立一个新的税收制度。为了实现这一转变，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独创且切实可行的建议，从对极端财富征税到对跨国公司征税；从对医疗服务的资助到对累进所得税的再造。当然，我们的解决方案并不完美，也不是唯一可能的答案。但我们的方案是在现代研究的证据和理论基础上得出的，它们是精确的，因为我们对方案做了精准评估，并深思熟虑了方案的实施；而且它们是透明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模拟它们对每个社会群体的税收分配以及收入和财富的动态影响。


  从政治上说，这些治理不平等的想法是现实的吗？显然，政治黑钱和自私自利的意识形态是强大的敌人，很容易使我们丧失希望。虽然这些问题是真实的，但我们不应该绝望。在非正义胜利之前，美国是税收正义的灯塔。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可能具有世界上最激进的累进税收制度的民主国家。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策制定者发明了一种新的税收政策，并且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中一直实施，即最高收入者按照90%的最高边际税率被征收所得税，企业利润按照50%的税率被征税，大型房地产按照接近80%的税率被征税。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美国建立了很多学校，使人们的生产力日益提升、生活繁荣兴旺，而且资助了很多公立大学，直到今天，这些大学仍然是全世界大学中的翘楚。


  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税收的历史就像U形针一样，完全是180度的大转弯。有指导意义的是，尽管那些“聪明”的亿万富翁今天仍然不需要缴纳很多税收，但他们不能永远愚弄我们。


第一章

  美国的收入与税收


  美国的税收制度如何再分配？对一些观察家来说，毫无疑问，美国的税收是高度累进的，因为你赚的钱越多，作为收入的一部分，你应纳的税也就越多。欧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增值税，这是一项针对消费的征税，由于富人收入中更大的比例用于储蓄，而穷人收入中很大比例用于消费，所以这就给穷人带来了不成比例的负担。但在美国没有增值税，正如观察家们所言，因此低收入者一定缴纳相对较少的税收。根据这一观点，在收入金字塔顶端，联邦政府毫不犹豫地让富人通过缴纳累进所得税为国家支付账单。


  但是，对于税收的累进性，许多人持有不同观点，认为事实恰恰相反。由于税法和其他立法中的无数漏洞，特别是利息减免方面的漏洞，富人几乎是可以逃避纳税的。


  谁是正确的呢？在我们能够就政策问题进行一场心平气和的讨论之前，必须确定一些基本事实，那就是，谁真正支付了什么。不幸的是，那些负责向国会通报预算和经济问题的政府机构，如国会预算办公室，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至少没有完全解决。它们公布联邦税收分配的信息，却没有考虑州和地方税收，而州和地方税收不仅占美国人所有纳税的三分之一，而且比联邦税收的累进性也要低得多。它们的统计数据没有提供有关超级富豪的具体信息，因此无法判断唐纳德·特朗普是亿万富翁中的一个特例，还是更普遍现象中的一个实例。


  让我们试着拨开迷雾吧。


  
美国人的平均收入：75 000美元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我们的研究：如今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是多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引入一个在本书中起关键作用的概念：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根据定义，国民收入是指一个国家的居民在某一年内获得的所有收入，而不论这种收入采用何种合法形式。这可能是最宽泛的收入概念了。特别是，这个数字比纳税申报表上的收入或家庭调查中的收入要更大一些。例如，它包括了公司所有利润，无论这些利润是否分配给股东。如同股息一样，未分配利润也是股东收入的一种形式，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些收入在赚取的那一年被完全留存下来，并再投资于公司。国民收入还包括了所有附加福利，比如员工通过雇主获得的私人医疗保险。


  国民收入与一个大家更为熟悉且在媒体上颇受关注的概念密切相关，那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即GDP。顾名思义，GDP是指一年内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大萧条之后，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流行。此前，国民收入的概念更为盛行。然而，如今的总统和专家们喜欢评论的增长数据总是指GDP的增长。在美国，2019年成人人均GDP接近9万美元。[image: ]也就是说，每个成年人平均生产价值9万美元的商品和服务。


  为了得到国民收入的数据，我们需要对GDP进行两次调整。首先，需要减去资本折旧，也就是那些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建筑物、机器和设备的价值损失，这是GDP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国内生产是“总值”的原因）。对于任何人而言，折旧并不对应任何收入：在支付员工工资、分配股息和投资新设备之前，企业必须首先更换破旧的设备和其他固定资产，拖拉机年久失修，窗户必须修理等。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折旧数额很大，约占GDP的16%。事实上，折旧甚至比国民经济核算中计量的更大，因为生产往往伴随着自然资源枯竭和生态系统退化。从逻辑上讲，这些形式的折旧也应该从GDP中减去，尽管人们正在努力弥补经济统计中的这一缺陷，但目前还没有实现。[image: ]


  从GDP到国民收入（NI）的第二个调整是，加上美国从国外获得的收入，再减去美国支付给世界其他地区的支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际资本市场被关闭期间，这些国际间的流动微不足道。如今，跨境支付的利息和股息相当可观。美国以利息和股息的形式将其GDP的3.5%支付给外国，而从其他国家获得相当于其GDP 5%的利息和股息。按净值计算，美国获得了更多。


  扣除折旧，加上国外收入的净值后，2019年美国国民收入达到约18.5万亿美元，或者说居住在美国的2.45亿成年人（20岁及以上）的平均收入为75 000美元。无论是从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前的收入看，如社会保障福利和公共资助的医疗服务支出，还是从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后的收入看，这75 000美元都是一样的。不管政府征税多少，它最终都会重新分配给有血有肉的个人，无论是以现金形式（例如社保福利），以服务形式（例如为你支付医疗费用），还是通过支付警察、士兵和其他公共部门员工的工资。幸运的是，政府没有破坏任何收入。在这方面，当然它也没有创造任何东西。


  
美国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18 500美元


  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不到75 000美元，而有些人的收入要高得多。为了更详细地研究收入分配，有必要将人们分为四个群体：工薪阶层（处于收入分配底层50%的群体）、中产阶层（在工薪阶层之上的40%）、中上阶层（在中产阶层之上的9%）和富人（在所有其他三个群体之上的前1%）。虽然这些群体不是同质的，但这样简单的划分就已经揭示了赤裸裸的不平等。


  让我们从工薪阶层开始，他们是处于收入金字塔底层的1.22亿成年人。对他们来说，2019年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前的平均收入为18 500美元。是的，你没看错：美国有一半的成年人依靠18 500美元的年收入生活。稍停一下，想想你工资支票的最上面一行，在扣除任何所得税之前有多少。我们期望，许多读者会立即意识到他们与另一半美国同胞之间的鸿沟。对于1.22亿成年人来说，市场每年带给他们的总收入是18 500美元，约占美国成人人均75 000美元收入的1/4。这个数字可能是最全面的估算，它是从可能最大口径的收入衡量标准，即国民收入开始的，然后没有任何遗漏地把这个总数分配给全部成年人口。例如，这18 500美元包括了员工立即支付给政府的钱（以工资税的形式），或他们的雇主立即支付给私人保险公司的钱。


  在收入金字塔再上一层40%的人（中产阶层）在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前的平均收入为75 000美元，正好是全部成年人群体的平均收入。这个由近1亿成年人组成的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被视为美国的代表。尽管我们都听说过美国中产阶层灭亡的末日故事，但现实情况更加微妙。平均年收入75 000美元的美国中产阶层，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阶层之一。而且，自1980年以来，中产阶层的收入每年增长1.1%，虽然没有什么惊人的增长，但也不容忽视。以1.1%的增长速度，他们的收入每70年就会翻一番：新一代人的收入是其祖父母的2倍。在美国经济中，异乎寻常的事实并不是中产阶层正在消亡，而是工薪阶层的收入是多么微薄。


  那些赚得比中产阶层还多的人怎么样呢？当我们观察收入金字塔顶端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区分中上阶层（收入前10%中不包括前1%的群体）和富人（收入前1%的群体），因为这两个群体处于完全不同的级别。当然，由2 200万成年人组成的中上阶层并不值得同情。他们拥有220 000美元的平均年收入，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居住着宽敞的郊野别墅、孩子就读于昂贵的私立学校、拥有充裕的养老金和良好的医疗保险，根本不需要为生活而挣扎。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与收入金字塔塔尖1%的美国人（240万最富有的美国人）存在着质的差别，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平均年收入为150万美元。


  
收入前1%的美国人的收益：等同于收入底层50%的美国人的损失


  自从“我们是99%的人”这一口号出现以来，公众已经熟悉了富人与社会上其他人的财富差距。但是，这一看法值得重复，因为它反映了美国经济的一个基本事实：在过去几十年里，对于那些在收入分配顶端的人而言，他们的收入飞涨，而这是其他人所没有的。一些人认为，成功富裕的专业人士（据说是收入前20%的群体）已经把其他群体甩在了后面。[image: ]事实上，数据显示，美国社会的主要断层是在收入金字塔的更高层，即在前1%的富人和其他人之间。


  或许没有什么比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更简洁地概括美国经济的蜕变了。1980年，在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前1%的人群获得了略高于10%的国民收入，而后50%群体的收入份额大约为20%。但是，今天的情况恰恰相反：前1%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0%以上，而工薪阶层的收入占比几乎不到12%。换句话说，前1%群体的收入几乎是整个工薪阶层的2倍，但从人口统计看，工薪阶层的人数却是这1%群体的50倍以上。可以说，240万最富有的美国人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增加，正相当于1亿多美国工薪阶层遭受的损失。


  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独一无二地见证了如此巨大的财富变化。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无疑是一种全球现象，但回顾过去40年，收入集中度上升的速度明显取决于你所关注的国家。例如，将美国与西欧进行比较。1980年的大西洋两岸，收入前1%群体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是相同的，约为10%。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不平等程度的走势看起来大不相同。在西欧，前1%群体的收入份额增加了2个百分点（而美国增加了10个百分点），如今达到12%。而后50%群体的收入份额下降了2个百分点，从24%降至22%。[image: ]放眼望去，在高收入的民主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不平等加剧程度比美国高。


  
    [image: ]

    图1.1 1978—2018年美国不平等程度的加剧

    （国民收入中，前1%群体和后50%群体的收入份额）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自1978年以来，税前国民收入中前1%群体和后50%群体分别所占的收入份额。单位是指每个成年人的个人收入，已婚夫妇的收入平均分配到夫妻两人。数据显示，前1%群体的收入占比几乎翻了一番，从1980年的约10%增加到今天的约20%。相反，后50%群体的收入份额从1980年的20%跌落到如今的12%。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每个人都缴税


  既然对美国的收入分配有了很好的认识，那我们就可以转向税收了。2019年，美国居民向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缴纳的税收略高于美国国民收入的28%，相当于平均每个成年人20 000美元左右。当然，有些人缴纳的税收超过20 000美元，有些人则更低。但没有人零纳税。2012年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痛斥了47%的人没有对国库做出贡献，他称这些人是“只接受不给予的人”，尽管这种说法可能很受欢迎，但其实毫无意义。作为一个国家，美国通过政府的各种形式（联邦、州、地方）共用其近1/3的资源。每位成年人都为这一努力做出了贡献。罗姆尼只是在暗示47%的人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在我们问“谁来缴税”时，还有许多其他税种需要考虑。


  广义而言，美国的税收与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可以分为四类：个人所得税（individual income taxes）、工资税（payroll taxes）、资本税（capital taxes）和消费税（consumption taxes）。每个税种都历史悠久，并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


  创设于1913年的联邦个人所得税是美国最著名、规模最大的税种，约占总税收收入的1/3（在28%的国民收入中占比约为9%）。尽管联邦所得税应该以所有收入作为征税基数，既包括来自工作（工资）的收入，也包括拥有资本带来的收入（如利息、股息、资本利得等），但是应纳税所得额低于国民收入总额。逃税导致了二者之间的差距：因为统计学家尝试还原美国人的真实收入，所以他们在国民收入统计中包括了那些基于国税局随机审计数据得出的隐匿收入金额，使国民收入大于应纳税所得额。但是，应纳税所得额低于国民收入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形式的收入在法律上是免税的，特别是资本收入。


  退休账户应得的股息和利息呢？免税。公司未分配利润呢？免税。通过雇主支付的医疗保险费呢？免税。房主向自己支付的隐性租金呢？同样免税。如今，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收入（税基总额）仅占美国国民收入的63%。其余大部分国民收入在法律上是免税的。尽管左派和右派政治家都普遍坚持，最好有一个宽泛的征税基础，也就是说，要从最大可能的资金池中征税，但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里，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基础已经缩小了。1980年，71%的国民收入被列入应纳税所得额。尽管不断地调用资源以实现征税“基础拓宽”，但山姆大叔可以用来征税的蛋糕越来越小。


  2019年，适用于这一应纳税基数的税率范围是从基础的12 200美元收入适用0%的税率到超过510 300美元（已婚夫妇为612 350美元）的收入适用37%的税率。这使联邦所得税成为累进税。累进税的反面是累退的，也就是说，你挣得越多，你必须缴纳的税收占收入的比例就越低。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单一税率税（the flat tax），这是一种无论收入多少，每个人都缴纳相同税率的税。虽然是累进税，但如今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已经远低于其历史水平。自1913年创设联邦所得税以来，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平均为57%（这一税率适用于最高税收等级群体，2019年为收入超过510 300美元的群体），比当前的37%高出20个百分点。


  除了联邦所得税，美国7个州[image: ]以外的所有州还征收自己的所得税。各州通常使用与联邦政府相同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定义；然后，采用自己的税率表，加利福尼亚州的最高边际税率是13%。包括纽约在内的一些城市也有自己的所得税。总体来说，这些州和地方所得税收入合计占国民收入的2.5%，使个人所得税的总税收收入达到美国国民收入的11.5%。正如我们看到的，在相应的税基下，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仅占美国国民收入的63%，所以美国的平均所得税税率仅略高于18%（11.5%除以63%）。


  第二大税收来源是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工资税，占国民收入的8%。这些税收是针对劳动所得征收的，也是从工薪阶层的工资中征收的“第一美元税收”（the very first dollar），税率为12.4%。2019年，征税的工资上限为每年132 900美元，相当于跻身最高工资收入5%的门槛。任何超过这个上限的收入都可以免税，导致社会保障工资税严重累退。为了资助联邦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另一项单独税收对所有收入按照2.9%的税率征收。50年前，所有这些工资税规模还很小，现在已经增长到几乎和联邦所得税一样大的规模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变化大大削弱了美国税收制度的累进性。


  第三大税收来源是消费税：州和地方政府征收的销售税，以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针对汽油、柴油、酒精、烟草等征收的产品税。许可税（如机动车许可证和对开采自然资源的征税）也属于这一类，还有贸易关税，也就是进口货物的销售税。总的来说，每个成年人的消费税平均为3 500美元。这相当于对个人消费支出平均征收6%的税。销售税约占消费税总额的一半，而产品税和许可税占另一半。2019年，尽管在特朗普总统的大力推动下，进口税大幅增加，但仍只占一小部分，约为消费税总额的1/10。[image: ]


  最后也是最小的税收来源是资本税。在这一类别下，我们包括了公司所得税、住宅和商业不动产税，以及遗产税。其中，一些是对资本收入流征税（对公司利润征收的公司所得税）；另一些是对资本资产征税（或者一年一度的不动产税，或者死亡或赠予时征收的遗产税和赠予税）。资本税加起来略高于国民收入的4%。由于资本收入约占美国国民收入的30%，因此资本税相当于对资本收入平均征收大约13%的税（4%除以30%）。


  
只有人缴税


  不管属于哪一个税种，所有税收都是由人缴纳的。如果“大公司”或“机器人”能为我们纳税，那就太好了，可惜那是不可能的。正如所有国民收入最终要归于血肉之躯一样，所有税收最终也要由真实的人来承担。例如，就像公司的未分配利润被看成股东的收入（公司留存并立即再投资的收入）一样，公司税也是股东缴纳的税收：纳税减少了公司利润，从而减少了股东可以获得的股息或者用于再投资的利润。


  虽然只有人来缴税，但有些缴税人可能生活在（非美国的）其他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让其他国家支付税收也是可能的，或者至少可以尝试一下。然而，除了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例如一些小的石油生产国，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成功地让外国人对本国税收做出很大贡献。以美国为例，其部分不动产税和公司税由外国人缴纳，例如，在洛杉矶拥有房地产的中国居民要向加利福尼亚州缴纳不动产税。同样，外国人持有美国公司近20%的股份，[image: ]因此美国的公司所得税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外国所有者征收的税。但是，非美国公民缴纳的美国税收总额是很小的，约占国民收入的1%。而且，这样的缴税是相互的。美国人持有外国公司的股份，并且在伦敦和西班牙拥有房地产，所以他们也在国外缴纳公司税和不动产税，这与外国人在美国缴纳的税收大体相当。最终，美国政府征缴了国民收入的28%作为税收，美国人缴纳了其收入的28%作为税收。


  为了弄清楚纳税额是如何在个人之间分配的，也就是说，哪个社会群体缴纳了什么税收，这就需要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约瑟夫·佩克曼（Joseph Pechman）对美国所有税收的分配做出了开创性的估算，但奇怪的是，没有人尝试效仿他，最后的估算停留在了1985年，当时的不平等程度远低于今天，而且税收结构也大不相同。[image: ]


  要搞清楚谁来纳税确实存在一些障碍，主要原因是虽然最终由人来纳税，但那些合法地将支票汇给国税局的实体不一定是纳税的人。例如，雇主支付了一半的联邦工资税，而员工支付了另一半。但是，这种区分是毫无意义的：最终，所有工资税都是基于员工的劳动收入而征收的。这些税收在行政上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雇主支付，另一部分由员工支付；这种行政的划分仅仅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一般来说，对劳动的征税（如工资税）由劳动者缴纳，对资本的征税（如公司税和不动产税）由相应资本资产的所有者缴纳，对消费的征税由消费者缴纳。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尽管需要整理大量信息，但在概念上，将税收分配给实际纳税者就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今天谁缴纳政府税收的问题，不同于如果具体的税收更低或更高，明天经济会如何的问题，经济学家称之为“税负归宿”（tax incidence），相当令人困惑。例如，如果降低公司税率，会发生什么？原则上，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变化：公司可能通过提高股息分配或股份回购大幅提高股东收入；可能提高员工工资；可能大幅降低所售产品的价格；可能扩大对工厂或研发的投资。


  我们将在本书的后面部分，基于潜在的改革背景讨论“税负归宿”的问题。同时，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决定谁缴纳现行税收，与想象如果这些税收发生变化，世界将会怎样，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明天公司税率降低，不管公司可能会怎么做，今天的公司税还是要由股东支付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人。[image: ]


  
美国的税收制度是累进的吗？


  我们现在可以试着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当我们解释了贡献于国民收入的所有税收和各种收入形式时，美国真的会使富人比穷人缴纳更多税收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计算了2018年，即特朗普总统税制改革的下一年，有效税率（effective tax rates）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变化情况。我们把人们分为15个群体：最底层10%的群体（即税前收入最低的2 400万成年人），向上10%的一个群体，以此类推，直到达到最顶端10%的群体，再把最顶端的10%分解成越来越小的群体，直到达到最富有的400个美国人的群体。（聚焦于金字塔顶端是有必要的，因为富人虽然数量很少，但其收入占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在潜在的税收收入中也占很大比例。）我们计算每个群体的纳税额，然后除以每个群体的税前收入。[image: ]通过（计算）构建，2018年所有群体平均支付其收入的28%用于纳税，即美国的宏观经济税率（macroeconomic rate of taxation）。有趣的问题是，有效税率在整个分配中是如何变化的。例如，相对于其支付能力，超级富豪的贡献是否超过了最低工资的员工呢？


  简言之，答案是：否。如今，除了那些几乎没有缴纳20%税率的超级富豪，每个社会群体都将其收入的25%~ 30%作为税款注入国库。美国的税收制度是纳税群体庞大的单一税率制，但在收入顶端，它却是累退的。有观点认为，美国即使没有像欧洲国家征收那么多的税收，至少美国是以累进的方式在征税，但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更准确地说，工薪阶层是收入分配中的最底层，占比为50%，他们的平均年收入为18 500美元，缴纳的税款约占其收入的25%。对于再上一层的中产阶层，其占比为40%，税率略有上升，而对于中上阶层，税率稳定在28%左右。然后，富人的税收会增加一点，但绝不会大幅超过28%的平均税率。最后，对于400位最富有的美国人而言，缴纳的税率却降到了23%。作为一个群体，尽管他们的个人情况不尽相同，但这个世界的特朗普们、扎克伯格们和巴菲特们缴纳的税率比教师和秘书们还要低。一个被许多人视为累进的税收制度，事实上，怎么会如此累退呢？


  
    [image: ]

    图1.2 美国的税收制度：一个纳税群体庞大的单一税制，在收入顶端变为累退制

    （按收入群体划分的平均税率，2018年）


    注：本图描述了美国2018年各收入群体的平均税率。所有联邦、州和地方税收都被包括在内。税收表示为税前收入的比例。P0 -10表示收入分配中底部的10%, P10 -20表示上一层的10%，依此类推。综合所有税种，美国的税收制度看起来像是跨越各收入群体的庞大的单一税率制，各收入群体的税率相似，但对于收入最顶端的群体，却是更低的税率。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为什么穷人缴税更多


  让我们从收入阶梯的底部开始。尽管处于底部的那些美国人是最不幸、最弱势的，但是他们肩负着沉重的税收负担，这是如何造成的呢？主要是以下两个罪魁祸首。


  首先是工资税。每一位处于收入底部10%的员工，不管他的工资多么微薄，都会立刻看到他的工资减少了15.3%:12.4%用于社会保障，2.9%用于医疗保险。同时，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坍塌：2019年，按照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全职工作的员工年收入几乎不到15 000美元，仅为成年人人均国民收入的1/5。1950年，同样最低工资员工的收入相当于平均国民收入的1/2以上。[image: ]除了税前收入大幅减少之外，最低工资员工的工资税却在大幅上升，从1950年占收入的3%上升到今天的15%以上。


  而其他国家则在一条相反的道路上行进：削减工资分配底部人群的工资税，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法国，最低工资增长速度要高于通货膨胀率，2019年达到10欧元（每小时），相当于11.50美元（而美国为7.25美元）。同时，最低工资员工的工资税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50%以上削减到现在的20%以下，这些工资税为包括全民医疗保险在内的广泛的福利制度提供资金。[image: ]


  第二是消费税，这也是导致美国工薪阶层高税率的主要元凶。美国没有增值税，但有大量的销售税和产品税，像增值税一样，使价格更高。而且，还有一个转折点：与常规增值税相比，美国免除了对大多数服务的征税，而对富人而言，服务占据了其整体消费的很高比例。这一转折意味着穷人（对产品）的消费需要缴税，而富人（对服务）的消费基本上是免税的。美国没有增值税；却有穷人的增值税。


  您喜欢欣赏歌剧吗？没有销售税。您有乡村俱乐部会员资格吗？没有销售税。您需要律师吗？没有销售税。但是，如果您开车、穿衣服或购买电器，就会一直被征收销售税。诚然，大多数州已经降低了食品杂货店的销售税率，这部分的消费占最贫困人群消费总额的15%左右。但这种慷慨很大程度上被极端累退地对燃油、酒精和烟草征收的产品税抵消。与销售税相比，产品税不取决于产品的购买价格，而只取决于消费量（葡萄酒按升计量，或啤酒按盎司计量）。因此，相对于普通饮料，在高档葡萄酒和啤酒上征收的税率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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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美国的单一税制：按税种构成

    （按收入群体划分的平均税率，2018年）


    注：本图描述了美国2018年按收入群体划分的平均税率及其税种构成的情况。所有联邦、州和地方税被包括在内。税率表示税前收入的比例。由于消费税和工资税的累退性，工薪阶层缴纳的税收几乎与中产阶层和富人一样多。而超级富豪缴纳的税收却比其他群体更少，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收入不需要纳税。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现有的最佳估算显示，在美国，销售税和产品税加起来是极端累退的。这两个税种从最底层10%群体的收入中征收了10%作为税款，而在顶层征收的比例只有1%或2%。[image: ]这种累退性主要源于一个事实：穷人消费了其所有的收入，而富人则会储蓄其收入的一部分（而且超级富豪几乎储蓄了其所有收入：尝试每年花费10亿美元）。但是，对服务的税收豁免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些批评欧洲式增值税的保守派认为，如果在美国实施服务税，这项税收将成为一台无法控制的印钞机，从而将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导致他们不悦的原因鲜为人知：与目前陈旧的消费税不同，美国的增值税将会从富人的钱包里掏钱。


  尽管销售税是地方税而不是联邦税，但对穷人而言，没有避税天堂：他们的税收负担在各州之间变化不大。尽管一些州征收更低的消费税，或者对杂货店的销售税降低更多，但总体而言，这些州的税收制度是压倒性的累退制。这确实是一个普遍的规则，联邦政府下的各级政府更倾向于实施累退性税收。在联邦政府层面实施累进税要容易得多，因为联邦机构可以获得更多信息和资源，可操作性更强；而且，由于各州之间存在税收竞争，富人可以更容易地跨州转移，而不是跨越国界。正如大多数评论家所做的一样，在分析税负分配时忽视了州和地方税收，结果呈现了另一幅图景，误导了人们。


  
为什么富人缴税更少


  从一开始，累进税就有一个核心目的：抵消消费税的累退性，从而使社会更容易接受税收。在美国，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1913年创设联邦所得税的第一个正当理由就是为了抵消关税的累退影响，当时关税是联邦税收的唯一来源。另一个合理解释是为了抑制“镀金时代”[image: ]不平等现象的高涨。


  不幸的是，如今的所得税基本上未能实现这些目标，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是亿万富翁的大部分收入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也是他们纳税率低的根本原因。正如我们看到的，只有63%的国民收入被纳入所得税的税基，许多形式的收入在法律上是免税的。相当一部分纳税人受益于这些免税政策，但真正富有的人受益更多。对于富豪中的许多人来说，几乎所有收入都是免税的。想想看：马克·扎克伯格真实的经济收入是多少？他拥有脸书公司（Facebook）约20%的股份，2018年脸书公司盈利200亿美元。所以，那一年他的收入是200亿美元的20%,40亿美元。不过，脸书公司没有分配任何股息，因此这40亿美元根本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与其他许多亿万富翁一样，目前扎克伯格个人所得税的有效税率几乎为零。而且，只要他不出售股份，这一税率就将一直保持在几乎为零的水平。


  理论上，扎克伯格需要缴纳的唯一一笔可观的税收应该是他在脸书公司所持股份对应的公司税份额。但现在第二个问题出现了：公司税几乎消失了。脸书公司从来没有在缴纳税收方面表现出色，多年来，它通过将利润转移到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已经逃避了数十亿美元的公司税。而且，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更详细地看到的，脸书公司并不是唯一一家这样做的跨国公司。除避税外，2018年美国公司税的税率从35%大幅下调至21%。结果如何呢？2017—2018年，联邦公司税收入下降了近一半。[image: ]我们将详细回顾这一发展历程，但值得在这里记录其最直接的影响：低公司税意味着，那些收入主要来自持有公司股份的超级富豪现在真的可以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逃避纳税义务了。


  富人纳税少的第三个原因是近些年联邦个人所得税改革。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联邦所得税已经从一个平等对待劳动和资本的综合性税种，转变为一个资本明显凌驾于劳动收入之上的税种。自2003年以来，股息已经从下降到最高20%的税率中获益。这一变化意味着，当像微软这样的公司分配股息时，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公司所有者也只需要为这些股息缴纳最多20%的所得税。自2018年以来，医生、律师、顾问、风险资本家等获得的商业收入享受了20%的减免，因此商业收入的最高边际税率为29.6%，而不是对工资收入征收的37%的税率。这是特朗普税收制度改革带来的关键变化之一，也是最具争议的方面之一。事实上，所有经济学家似乎都反对这一改革，特朗普改革真是一个罕见的壮举啊！对于自雇者，减免是不可以的，例如一名成功的独自工作的顾问。但是，对于雇用许多员工或拥有足够多股本的企业产生的收入，减免是不受限制的。例如，相当方便的是，在纽约市拥有和出租摩天大楼的人。[image: ]


  工资是唯一没有从免除、扣减、降低税率或任何其他优惠中受益的收入类别。因此，对于任何收入水平来说，工薪阶层都要比从财产中获得收入的人承担更重的税负。更广义地说，对于相同收入的人来说，由于法律对收入的不同分类（而且经常是专横武断的），就会面临截然不同的税单。过去20年来的税收变化已经严重偏离了税收公正的核心原则：收入相同的人应该缴纳同样数额的税收。情况已今非昔比。


  破坏美国税收体系的危险因素很简单：资本收入在不同程度上正在变得免税。这一过程并不总是相同的：一些资本税的消亡速度比另一些要快。大型跨国公司利润承担的税负要比国内企业更少。股息收入比利息收入承担更少的税负。根据其财富的属性，富人在不同程度上受益。迄今为止，那些主要收入来自持有大公司股份的超级富豪是最大的赢家。


  
财阀当政


  如果税收制度是巨大的单一税率制，而且带有对超级富豪的优惠待遇，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吗？我们为什么要在乎呢？有几种方法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会做任何夸大数字的事情（低估富人缴纳的税收）。如果真有什么的话，恰恰相反，我们对美国税收在高收入阶层累退程度的估算可能更趋于保守。我们给每家公司分配了相同的有效公司税率，尽管那些由富人控制的公司有可能，甚至非常有可能逃避更多税收，例如，通过将他们更多的利润转移到离岸避税天堂。如果这是真实的，我们将会高估亿万富豪们缴纳的税收。


  我们还应该明确指出，美国整体税收制度的累进程度远低于其初始印象，当然美国也不是唯一如此的民主国家。开展彻底审慎的国际比较是困难的，其原因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讨论，但最好的证据表明，美国并不孤单：例如，法国的税收制度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比美国的更累进。[image: ]


  我们认为，美国税收缺乏累进性有三个原因。


  首先，出于基本预算的考虑。即使人们只关注到收入阶梯最顶端的税收变为累退，但是金额还是很大的。目前，处于收入顶端0.001%的群体缴纳的税款占其收入的25%。如果将他们的税率提高一倍至50%，每年将创造1 000多亿美元的税收，那么其他方面的每一件事情也就平等了。这足够使每个工薪阶层的税后收入每年增加800美元，例如，通过降低他们的工资税来增加收入。就美国而言，收入在顶端的极度集中，意味着超级富豪缴纳的税收对政府的整体财政意义重大。


  第二个原因相当简单，那就是公平（fairness）。富人们没有缴纳的税收，必须由我们其余的人负担。人们总是可能争辩，每个人都获得了他们应得的市场收入；那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富人，现在正从越来越不受约束的全球市场获得他们应得的回报。我们并不同意这种有时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的意识形态，但我们必须承认，至少它是一种一致的世界观。然而，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亿万富翁应该比我们每个人缴纳更低的税收呢？随着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缴纳的税收却应该越来越少吗？有什么原则可以证明这种明显反常的情况是正当的呢？


  但是，反对美国现行税收制度的最根本原因可能是它助长了不平等的螺旋上升。正如我们看到的，顶端1%富豪的收入占比不断膨胀，工薪阶层的收入占比却已经崩塌。然而，税收制度不仅没有压制这种趋势，反而强化了趋势的蔓延。富人过去缴纳很多税款，现在却很少了。穷人过去缴纳的税款相对较少，而现在他们的税负却增加了。回首过去100年，2018年前400个最富有的美国人适用的税率首次低于工薪阶层（见图1.4）。


  这看起来像是财阀当政的税收制度。顶端富豪的税率几乎不到20%，他们在积累财富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随着财富的积累，富人的权力也在不断积聚，包括他们为自身利益影响政策和政府的能力。


  
    [image: ]

    图1.4 美国亿万富翁现在缴纳比工薪阶层更低的税率

    （平均税率：收入底层50%群体相对400个最富有的美国人）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自1960年以来收入底层50%群体和400个最富有美国人的平均税率。税率表示为税前收入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400个最富有美国人适用的税率远高于底层50%群体的税率。2018年，情况发生反转，底层50%群体的税率首次超过了400个最富有美国人的税率。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根深蒂固的财阀当政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风险，但我们总是有可能摆脱的。我们可以猜想少数超级富豪是否拥有了很大一部分国家财富，但这是无关紧要的。美国的制度如此强大，所以不可能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虏和操控。从波士顿到洛杉矶，民主将会永远击败财阀当政。当然，民主在过去也已经战胜了财阀当政。民主在南方奴隶主的财阀当政中取得了胜利。民主击退了镀金时代新生实业家的财阀当政。


  一个是通过战争获得了胜利；另一个是通过税收革命取得了成功。


  
    	
      请参阅taxjusticenow.org上的在线附录，了解本章讨论的统计数据的完整详细信息。

    


    	
      参阅Barbier（2014）。

    


    	
      参阅Reeves（2017）。

    


    	
      参阅Alveredo et al. （2018）。所有数据都可以在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的网站wid. world在线获取。

    


    	
      阿拉斯加、佛罗里达、内华达、南达科他、得克萨斯、华盛顿和怀俄明州。

    


    	
      2019年，关税有望达到750亿美元，是2017年380亿美元的两倍（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ct A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表3.2,2019 - Q1）。然而，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消费税总额超过了8 000亿美元（同上，表3.5,2017，除了财产税以外的生产和进口税总额）。

    


    	
      参阅US Treasury（2018）。

    


    	
      参阅Okner and Pechman（1974）。联邦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美国财政部或税务联合委员会）和智库（如税收政策中心）提供了按收入群体划分的联邦税收分配的统计数据，但它们忽略了州和地方的税收。例如，参见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2018）。税收与经济政策研究所（ITEP）已编制了近几年州和地方税收分配的估算（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2018）。Piketty、Saez and Zucman（2018）对所有税收和本章给出的已更新的结果进行了分配，并改进了该研究。

    


    	
      参阅Saez and Zucman（2019），我们在其中详细讨论了这一点。

    


    	
      在收入分配的最底层，人们不赚取劳动收入、资本利得或养老金收入，而只能获得转移支付的收入；他们用转移支付的收入支付消费税，如果用税前收入的比例表示，这将导致高税率。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将收入群体限制在税前收入超过联邦最低工资（7 250美元/年）一半的成年人。该群体的平均税率与宏观经济税率基本相同。

    


    	
      1950年，全年全职工作（50周× 40小时× 0.75美元）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0.75美元，即全年1 500美元。1950年，成人人均国民收入为2 660美元。

    


    	
      有关法国工资税的说明，请参阅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9）。

    


    	
      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2018）提供了最全面的州和地方税收累进性的估算。

    


    	
      “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是指美国内战结束后到20世纪初的那一段历史，该阶段是美国对外扩张、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工业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竞争向寡头垄断过渡，大量财富集中于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大财团、大富豪不断涌现。——译者注

    


    	
      在国民账户中，2017年联邦公司税收入为2 850亿美元，2018年为1 580亿美元（US Bureau of Census, 2019，表3.2）。

    


    	
      企业所有人可扣除（最高不超过收入的20%）按其购买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的2.5%（不包括土地、无形资产和存货），且无须折旧。只要其资本回报率（企业所得与资本存量价值的比率）低于12.5%，即2.5%/20%，扣减额是不受限制的。

    


    	
      参阅Landais、Piketty and Saez（2011）; Bozio et al. （2018）。

    

  


第二章

  从波士顿到里士满


  美国的税收历史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一个戏剧性逆转的故事，一个突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变化的故事，一个突破性创新和激进大反转的故事。


  从1930年到1980年，美国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平均为78%。从1951年到1963年，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高达91%。[image: ]对美国最富有的群体来说，20世纪中叶大笔遗赠被按照准没收性税率征税，1941年至1976年税率接近80%。


  有观点认为，高边际税率作为一项政策曾经取得了成功，但一些评论家回顾这段历史时，却驳斥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完全纳税，而且漏洞也是大量存在的。按照这种观点，美国似乎已经对富人征税了，但从未真正征过税。


  那么，美国的超级富豪曾经为国库贡献过他们的大部分收入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仅仅是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产生的吗？还是累进税已然超越战争之外，反映了对正义与不平等之间更广泛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可能仍然影响着今天的税收讨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全面、长期的证据，说明对不同群体征收的有效税率的演变。通过将上一章中的计算追溯一个多世纪，我们将会看到过去美国税收制度究竟有多么累进。我们也将看到美国如何在世界历史上率先推行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累进性财政创新，往往也为其他国家推行类似的创新铺平了道路。


  当然，除了“法国模式”或“日本模式”之外，没有一种“美国模式”的征税。每个国家都会有其特定的发展轨迹，需要不断实践和完善制度，也会有突破和倒退。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财政史与不平等的发展动态、私有财产的信仰转变以及民主的进步有着深层联系。透过这段历史之窗，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如今变革所需的条件。


  
17世纪财富税的发明


  自从他们来到新世界（the New World）以来，从新罕布什尔州到宾夕法尼亚州，北方殖民地的定居者们就一直致力于确保富人要对公共支出做出贡献。17世纪，他们在当时可信的现代税制中发展起来。其关键创新是什么？是向财富征税。不仅像英国当时已经做的那样，向房地产和土地征税，而且也向所有其他资产征税，从金融资产（股票、债券、贷款工具）到牲畜、存货、船舶和珠宝都要被征税。


  早在1640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就对所有形式的财产征税。[image: ]尽管估值方法随着时间和州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一般原则认为，应使用现行市场价格评估每项资产的应纳税价值。当市场价值不易获得时，由选出的当地评估员估算，或通过对资产产生的收入乘以一定倍数计算。例如，在马萨诸塞州，年租金15英镑的房子被认为价值90英镑（6年的收入），并于1700年按此征税。


  可以肯定的是，按照今天的标准，殖民地的税收制度并不完美，甚至不公正。他们的财富税有着严重的局限性，不仅税率低，而且不是累进税。一些给穷人带来过度税收负担的税种作为财富税的补充，如进口税、人头税（对每个人按单一税率征收）。一些殖民地，如纽约，更多地依靠累退性消费税而不是财产税来资助公共支出。


  但总的来说，当时北方殖民地的税收制度异常累进，要比欧洲的更先进、更民主。以旧世界人口最多的法国为例。当马萨诸塞州认真地尝试对富人征税时，法国国王却宠爱富人，压迫民众。法国有一种臭名昭著的所得税（taille），它几乎豁免了所有特权群体：贵族、神职人员、法官、教授、医生，以及包括巴黎在内的大城市居民，当然还有被称为税农（fermiers généraux）的税收员自己。与此同时，最贫困的社会成员不仅要承担沉重的盐税（可怕的gabelle），还要承担进入城市的各种商品（包括食品、饮料和建筑材料）的税负（entrées and octrois）。由于每个人都需要食物和盐（这是在出现冷藏之前），在旧世界（the Old World）形成税收支柱的消费税远不如新英格兰的财产税具有累进性。[image: ]


  
新世界的两面性


  北方殖民地的税收制度也比南方更具累进性。在内战爆发之前，弗吉尼亚州作为南方最大的殖民地，其税收制度基本上包括人头税和无数对生活必需品的征税。当马萨诸塞州为了给每一种财富形式分配价值而发展出一套详尽的税收体系时，弗吉尼亚州并没有在此方面做出任何努力。那么，主要的税收收入来源是什么呢？除了对烟草、牛、马、马车轮子的数量、台球桌征税，还有人头税。[image: ]18世纪，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家乡的税收比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还要古老。没有所得税，财产税也只限于土地。


  与北方一样，各州之间的税收政策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南方税收的累退性更强。历史学家罗宾·艾因霍恩（Robin Einhorn）在其专著《美国税收，美国奴隶制》（American Taxation, Ameri can Slavery）中展示了这种落后与奴隶制之间的深层联系。一种恐惧始终困扰着南方奴隶主：非奴隶主占大多数，他们将用税收破坏并最终废除“特殊制度”。他们特别害怕对财富征税，当时南方各州中，40%的人口被视为财产，财产税是对作为奴隶主的种植园主的巨大威胁。他们不知疲倦地反对这种税收，两个世纪以来，他们挥舞着权力使税收和公共机构陈旧而无用。怎么做呢？扼杀民主。


  17世纪和18世纪，弗吉尼亚州民选地方政府被取代，实行了一种地方寡头自治的体制。公共职位采用终身任职，并由种植园主代代相传；郡法院成员要根据现任者的推荐来任命。当弗吉尼亚州的种植园主没有任命自己为税务员时，他们就会贿赂承担这份工作的任何人。当财产税最终出现时，土地所有者就会自我评估土地的价值。不出所料，他们使用了低得离谱的价值。直到1851年，弗吉尼亚州的选民才首次选举了他们的州长。


  “美国人讨厌税收！这是在他们的基因里的！”你一定听过很多次这种反税言论，一些反复出现的陈词滥调：1773年的波士顿茶党事件（Boston Tea Party）作为一场税收起义，是美国关键的奠基性政治运动之一。与欧洲人相反，美国人相信个人责任，相信向上流动，相信每个人都能通过努力工作和聪明才智攀上社会阶梯的顶端。在美国，穷人认为自己是暂时尴尬的百万富翁。[image: ]因此，这种逻辑认为，美国讨厌税收，只有在“饿死野兽”[image: ]（star ving the beast）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美国。


  艾因霍恩教导我们，为了追溯这些陈词滥调和花言巧语的源头，不要看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而要看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不要看那些渴望自由的普通人，而要看那些为捍卫自己巨额且不稳定的财富而斗争的奴隶主。他们也许比任何其他社会群体都更热衷于构建反政府的信仰体系，而这种信仰体系以各种形式充斥着美国历史。他们信奉私有财产的至高无上，即使私有财产中包括人，也在所不惜。他们痛斥“追根溯源”的所得税和财富税的罪恶，这些税种允许税务人员“入侵”私人住宅。他们援引了隐约可见的“多数人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指出“多数人暴政”正试图对小部分富有的公民“强取豪夺”。虽然美国反政府情绪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几乎没有人比南方奴隶主在完善反税言论方面做得更多。


  内战爆发后，这种对税收和民主政府的长期反感严重阻碍了南部邦联（Confederate states）的发展。因为它们主要依赖关税，当北方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on）封锁了南部港口时，它们的财政收入暴跌。由于缺乏对收入和财富征税的经验，南部邦联无法弥补损失的税收收入，所以不得不依靠债务来资助对北方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随着南部邦联政府发行越来越多的债券，其通货膨胀也急剧上升。


  相比之下，北方美利坚合众国是以直接税（direct taxation）的现行传统为基础来资助战争的。1862年的《税收法案》建立了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Bureau）。同年，第一个联邦所得税被征收，对600美元以上的收入按3%的税率征税，对5 000美元以上的收入按5%的税率征税。[image: ]600美元的免税门槛相当于国家平均收入的4倍左右，相当于今天的25万美元。[image: ]因此，尽管税率很低，但税收是累进的。1864年的《税收法案》将收入超过600美元的税率提高到5%，收入超过5 000美元的税率提高到7.5%，收入超过10 000美元的税率提高到10%，相当于今天的300多万美元。这项法律要求公开披露所得税的缴纳情况，1865年，《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纽约财富精英的收入：威廉·阿斯特（William B. Astor）披露收入130万美元（是当时平均收入的5 200倍，相当于今天的4亿美元）；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收入576 551美元（相当于如今的1.7亿美元），等等。[image: ]北方美利坚合众国仍然需要大量借贷以资助战争，结果也导致了通货膨胀加剧，但情况远远好于南部邦联。[image: ]


  
当所得税违宪时


  1865年废除奴隶制后，富有的实业家借助奴隶主的陈词滥调痛斥内战期间创设的所得税。他们重新利用并提升了南方寡头对干涉私人财产之恶的花言巧语。1871年，反所得税协会（Anti Income Tax Association）在纽约成立。这个协会汇集了当时拥有巨额财富的一些人：威廉·阿斯特、塞缪尔·斯隆（Samuel Sloan）、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 Sr. ）等。[image: ]该协会的努力是成功的：尽管战后所得税税率已经被国会削减，但是厄运难逃，所得税在1872年被废除。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和随后的镀金时代，虽然改革者们经过了多次努力，但1913年之前所得税可谓几经沉浮，命运多舛。


  19世纪末，努力重新实施累进税制具有两个主要的合理性。首先，联邦税收制度中存在明显的不公平。从1817年到内战爆发，国会只征收了一种税：进口货物的联邦关税。除了1861年推行的累进所得税外，内战期间几乎所有东西的产品税都在激增：奢侈品、酒、台球桌、扑克牌，还有公司、报纸广告、法律文件、制造业商品等。一些新创设的内部税（internal tax） ——那些对国内消费征收的税，与关税[一种外部税（external tax）]相对应——在南部邦联失败以后被废除，但是其他一些税种被保留了下来。1880年，内部税收入占联邦政府税收收入的1/3，其余2/3来自进口关税。[image: ]在这两种情况下，联邦税收的负担沉重地压在穷人肩上。在成功地废除了联邦所得税之后，镀金时代的富豪们几乎没有缴纳任何联邦税收；几乎所有的联邦政府收入都来自消费者。


  第二个促进人们努力推行改革的事态是与众不同的，那就是不平等的激增。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卡特尔化的迅速发展，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财富越来越集中。经济学家努力量化这些不平等。1983年，农业部统计学家乔治·霍姆斯（George K. Holmes）利用189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同期百万富翁家庭名单，估算出前1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全国财富的71%以上。[image: ]其他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image: ]相比美国内战前，不平等程度大幅提升，当时前10%群体拥有的财富不到总财富的60%。当然，对19世纪财富集中度的估算也有误差。[image: ]那就是，由于缺乏任何联邦所得税或财富税，估算不平等的主要资料是受限的。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上层社会也出现了不断增长的需求，那就是对不平等现象的否定。经济学家们歪曲了事实，他们的统计数据是错误的。但对于任何关注此事的人来说，毫无疑问，一场戏剧性的发展正在进行中。


  实施累进税的依据不断增多。许多经济学家，突出代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埃德温·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解释了为什么所得税是“在更正义的道路上充实现行税收制度”的必要步骤。[image: ]为了重新恢复累进所得税，法案被提交到国会，而这通常发生在经济危机之后，如1873年和1893年经济危机。累进所得税立法方面的努力得到了一个新兴进步民主联盟的支持，该联盟代表了美国南部白人，以及来自东北部和西部的穷人和中产阶层白人选民。而他们遭到了南方精英和北方实业家新联盟的反对。对于富裕阶层来说，所得税是为了取悦“西方煽动者”而进行的“审判官式的”“阶级立法”，它侵犯了隐私权。纽约参议员大卫·希尔（David Hill）认为，可能更糟的是，它不是“美国的”，而是由“欧洲教授”进口的。[image: ]


  尽管如此，1894年国会还是通过了一部所得税法案，收入超过4 000美元适用2%的税率，这大约是当时成人人均收入的12倍，相当于现在的90万美元。随后的辩论围绕着联邦所得税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展开。根据宪法，直接税必须按各州人口分摊。例如，如果10%的美国人口居住在纽约州，即使1/3的国民收入来自纽约州（19世纪末的情况大致如此），即使大多数应纳税个人（收入超过4 000美元的人）居住在纽约州，也必须只能从纽约州征收10%的税收。1894年和1862年的所得税都没有在各州之间分摊，因为分摊所得税是荒谬且毫无意义的：这将迫使政府在富人聚集过多的州（如纽约）对富人征税很少，从而失去了实施累进所得税的全部意义。


  尽管宪法规定直接税是分摊的，但它并没有定义“直接税”这个词。1787年8月20日，费城会议期间的一个著名时刻，马萨诸塞州的代表鲁弗斯·金（Rufus King）问道：“直接税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没有人回答。联邦所得税是直接税吗？或者直接税只是指人头税和对土地的征税吗？1895年，最高法院处理了这个问题。在波洛克诉农民贷款及信托有限公司案（Pollock v.Farmers’ Loan and Trust Company）的裁决中，法官宣布联邦所得税是一种“直接税”，因此必须按人口在各州之间分摊。这一裁决意味着1894年的所得税法案是违宪的，直接导致了它的废除。在镀金时代剩下的岁月里，联邦政府的所有收入都来自关税和烟酒的产品税。


  
累进税诞生了……


  在波洛克案裁决之后，只有在宪法改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设立累进所得税。1909年国会两院以2/3的选票通过了宪法第十六修正案，1913年3/4的州正式批准了该修正案，这是修改宪法必需的两个步骤，1913年障碍得以清除。修正案中写道：“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之收入课征所得税，而无须在各州之间分配。”同年，联邦所得税颁布。


  美国并没有开创累进所得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政策的兴起是一种国际现象。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德国、瑞典和日本是第一批创设累进所得税的国家，但并不是出于为紧急战争提供资金的目的。英国迅速效仿。美国的创新之处在于迅速提高了所得税的累进性。1913年，美国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是7%。早在1917年就达到了67%。在这一点上，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对富人征收如此重税。


  税收累进性大幅提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image: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希望阻止战争暴利，而这种暴利在内战期间已经使许多人暴富。为了防止这种“劣质贵族”再次出现，战争期间征收了超额利润税。起初这只涉及军火工业；后来在1917年4月美国参战后，税收扩大到所有公司。公司有形资本（建筑、厂房、机器等方面）的收益率8%以上的所有利润都被认为是非正常利润。1918年，非正常利润被按照高达80%的累进税率征税。


  尽管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战争环境似乎并不是美国税收累进性上升的主要动力。没有任何参战的国家会热衷于鼓励在战争中牟取暴利；每个参战国都对其国内企业征收了超额利润税。但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大幅提高了其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尽管英国很接近）。美国累进税的兴起不仅仅是特殊战争环境的产物，更源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知识和政治变革：代表南方残酷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民主党不断演变，渴望通过一个平等主义的经济平台将北部和西部的低收入白人团结起来，对抗共和党的金融精英；在不平等和工业集中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image: ]支持更多的经济公正。简单来说，越来越多的人拒绝看到美国变得像欧洲一样不平等，当时的欧洲被视为寡头政治的反面典型。[image: ]经济学家欧文·费舍尔（Irving Fisher）洞察了这种思维的倾向，在1919年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演讲中谴责了“财富的非民主集中”（undemocratic concentration of wealth）。[image: ]


  正因为如此，和平时期，美国开创了20世纪两项关键的财政创新。


  第一项创新举措是大幅提升财产税的累进性。正如我们看到的，到21世纪初，美国各州已经有了支持财产税的长期历史。但这些财产税有一个主要的局限：它们不是累进的。同样的税率适用于所有的财产所有者，而不管他们的财富如何。19世纪，人们曾努力促进这些税收累进，但由于各州采用了“统一条款”，规定所有资产，无论资产属性如何（例如，实物或金融资产）或其所有者的财富多少，均按相同税率征税，这些努力都失败了。[image: ]1916年，联邦政府推出了自己的累进财产税，其形式是对死亡后的财富进行累进征税，即联邦遗产税。其税率最初是温和的：1916年就最大的遗产而言，最高税率达到1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税率略有上升，20世纪20年代末稳定在20%。


  1931—193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适用于顶级富豪的税率从20%跃升至70%。从1935年到1981年，税率一直徘徊在70%~ 80%的范围内。20世纪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国家曾经以超过50%的税率，对（从父母到子女）大量的继承直接征税。唯一的例外是1946—1948年德国被盟军占领期间，当时的税收政策是由美国人决定的，强制按照60%的税率征税。[image: ]


  第二个税收政策创新具有更深远的影响。从创立到20世纪30年代，所得税的目标一直是征税。税收迫使富人按其支付能力同比例向国库纳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 velt）当选总统后，增加了一个新目标：确保每个人的收入都不超过一定数额。简而言之，没收超额收入。1936年，他将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提高到79%,1940年提高到8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高税率接近100%。


  
    [image: ]

    图2.1 当美国以超过90%的税率对高收入征税时

    （法定最高边际税率）


    注：本图描述1913年以来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和联邦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美国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和遗产税税率均超过70%，是西方国家中最高的（与英国一样）。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1942年4月27日，罗斯福在给国会的信中最充分表达了他的思想：“应该缩小个人收入贫富之间的差距；因此，我认为在国家危难的严峻时期，所有超额收入都应当贡献出来使我们赢得战争，任何美国公民在纳税之后，每年的净收入都不应该超过25 000美元。”对25 000美元以上的净收入将征收100%的税，相当于今天的1 000 000美元以上，不仅对工资征税，而且针对所有收入来源征税，包括免税证券的利息。国会认为100%的税率过高，而将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定为94%。国会还制定了限制平均税率的机制，使实际缴纳的税收不超过收入的90%。


  罗斯福执政前的70年，内战期间有62万士兵阵亡（大约相当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全部阵亡人数的总和），该期间关于如何向富人征税的讨论涉及的税率在0%~ 10%。而罗斯福执政期间讨论的问题是，90%或100%的税率是否更恰当，如果提升税收累进性有必要的话，那么证据更多地与20世纪早期的政治变化有关，而不是出于战争需要。从1944年到1981年，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平均为81%。


  这些准没收性最高税率只适用于异常高的收入，相当于超过今天的几百万美元。例如，1944年94%的最高边际税率只适用于200 000美元以上的收入，相当于每个成年人人均国民收入的92倍，也就是今天的600多万美元。以今天的美元计算，收入超过120万美元的，适用72%~ 94%的税率。但在该水平之下，税收与现在的典型情况是一致的。如今数十万美元的收入按25%~50%的边际税率征税。


  自内战以来，累进税收的反对派发现了一种有效的策略，那就是假装中产阶层承受了本应只涉及超级富豪的税负。但除了超级富豪，没有人会受到美国没收性最高税率政策的影响。中上阶层当然从来没有。


  正如罗斯福在递交国会的信中清晰阐述的，美国倡导的准没收性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旨在减少不平等，而不是征税。如果所有额外收入都捐给了国税局，为什么会有人试图赚取超过100万美元的收入呢？没有人会签订工资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劳动合同。没有人会积累足够的财富来获得超过100万美元的年资本收入。达到那一点后，富人就会停止储蓄。一旦超过那个门槛，他们很可能会把资产交给继承人或慈善机构。因此，罗斯福的政策目标是显而易见的：减少税前收入的不平等。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很接近，曾经强制实施法定的最高收入。


  
高水平的最高税率，低程度的不平等


  一直以来，有一个延续罗斯福时代政策的正当理由，那就是极端的高收入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其他社会成员利益为代价获得的，战争期间这种情况是很明显的，当时军火商在大众参战时蓬勃发展。但在和平时期，当金字塔顶端的收入来源于利用垄断地位、自然资源租金、权力失衡、无知、政治优待，或其他零和经济活动（我们将在下一章研究其中一个来源，即避税行业）时，情况同样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没收性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并不会减少经济蛋糕的规模；只是缩小了富人分得蛋糕的份额，从而一对一地增加了其他社会成员的收入。[image: ]


  当然，我们可以讨论这种观点的优劣，以及今天回到90%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是否有意义，这个想法我们将在第八章讨论。但是，为了开始考虑这样一个提议，我们首先必须解决一个基本问题：罗斯福的税收政策是否奏效？它真的降低了税前收入的集中度吗？


  有迹象表明，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很少有纳税人向国税局申报巨额收入。只有几百个家庭适用于最高的没收性税率。财政收入的不平等被瓦解了，也就是向税务机关申报收入的不平等消失了。战后几十年里，收入前0.01%的人贡献的财政收入达到了历史最低点。从1913年开征所得税到1933年罗斯福就职，这一群体平均每年贡献2.6%的财政收入。从1950年到198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平均0.6%。[image: ]从税收数据看，毫无疑问，罗斯福的政策达到了目的。


  但是，如果税收数据具有误导性呢？毕竟，富人们有可能在国税局视线之外找到很多收入的避风港。也许他们会用合法或非法伎俩逃避最高边际税率。如果我们将这一思路推向极致，就有可能想象，美国的不平等从未真正下降，或者至少不是税收统计数据显示的那样。如果顶级收入群体在财政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巨大波动是避税造成的错觉怎么办？


  显然，不假思索地对这个论点置若罔闻是错误的。作为一种理论，它有着直观的吸引力：当最高边际税率很高时，富人有理由试图隐瞒他们的收入。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不平等可能不会减少多少。重要的经济现象很少会轻易地自我揭示，例如到底有多少不平等存在；它们必须通过耐心而科学地构想来揭示，而且没有任何科学是一成不变的。衡量不平等的最佳方法是跟踪所有形式的收入，包括那些不必向国税局申报的收入，如公司的留存利润、免税债券赚取的利息等。换言之，我们将国民总收入分配给各个不同的收入群体，就像我们在前一章中对最近几年所做的那样。


  这一举措呈现的景象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财政收入数据的结论。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国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确实有所下降，当时极端的高收入按准没收性税率征税。与简单地阅读所得税统计数据相比，这一下降幅度确实要小一些，主要是因为公司留存收益在战后几十年有所上升，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国民收入的6%左右。当利润没有被分配时，它们就不会出现在股东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上，因此会导致观察家们低估了不平等的真实程度。当他们被征收税率高达91%的个人所得税时，一些富有的股东会指示他们的公司将利润再投资（免缴个人所得税），而不是分配股息（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但即使将留存收益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未征税收入计算在内，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收入集中度也确实大幅下降了。[image: ]美国前0.01%群体赚取的收入占税前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大萧条前夕的4%以上下降到1975年的1.3%，这是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确实，一些公司的利润是免税的，但这些金额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在20世纪60年代，留存收益是相当可观的（占国民收入的6%），但与长期的典型情况相比并无任何不相称之处，例如，自21世纪初以来公司留存收益一直占国民收入的5%。当股息税率较高时，留存收益并不是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分配政策不一致是很棘手的：一旦一家成熟企业开始向股东分配股息，除非该企业濒临破产，否则很少会出现逆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杜邦（DuPont）、埃克森美孚（Exx on）等巨头公司确实派发了巨额股息。股东们宁愿赚取现金，也不愿让利润留在大公司里，因为总有一种风险，那就是公司经理们会将这些未分配利润用在一些不可靠的投资上，白白挥霍掉这些利润。高额的未分配利润也会导致工会的攻击和诟病，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工会拥有很大的力量，它们会要求增加员工工资。


  总体而言，没有迹象表明，在哈里·杜鲁门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期，财政数据远远低估了富人的富裕程度。事实上，对任何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来说，富人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且变化方式并不友好。1955年，《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高管如何生活》的文章，[image: ]读起来令人心碎。“一位成功的美国公司高管大约早晨7:00起床，吃一顿丰盛的早餐，然后乘火车或驾车赶往他的办公室……如果他是一位高管，他赖以为生的经济条件与下一个低收入阶层的人没有太大的不同。”为什么呢？“25年已经显著地改变了高管的生活方式；1930年，普通商人都会受到经济风暴的冲击，但他还没有受到所得税的打击。高管仍然过着由奢侈品装点的生活，这是其他人无法支付的……如今，高管的家可能是朴实无华的，相对较小，可能只有7个房间和2个半浴室。”更糟糕的是，“大型游艇也已经在累进税的海洋中沉没了。1930年，弗雷德·费舍尔、沃尔特·布里格斯和阿尔弗雷德·斯隆乘坐235英尺长的游艇巡游；J. P.摩根刚刚建造了他的第四艘大游艇（343英尺）。而如今，75英尺就会被认为是一艘很大的游艇了。”


  
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富人的平均税率：55%


  富人不仅见证了他们的收入受到限制，而且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他们纳税的有效税率也很高。


  图2.2显示了1913年以来收入前0.1%的群体缴纳的实际税率，包括向各级政府缴纳的所有税收。如今，正如我们看到的，美国的税收体制基本上是一个庞大的单一税率税制：最富有的人几乎不会比中产阶层缴纳更多税收（事实上，越接近顶层，纳税就越少）。半个世纪前，情况看起来完全不同。相较今天而言，美国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缴纳更少的税收，因为工资税是比较低的。而另一方面，富人需要缴纳更多的税收。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40年间，富人支付其收入的50%以上用于纳税，超过了后90%的美国人的3倍。20世纪50年代初，收入前0.1%的群体缴纳的平均税率达到60%，而且，在艾森豪威尔的两届总统任期内保持在55%左右。在此期间，美国的税收制度无疑是累进的。


  
    [image: ]

    图2.2 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富人的平均税率为55%

    （平均税率：前0.1%收入群体相对于后90%收入群体）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自1913年以来，后90%和前0.1%收入群体的平均税率。税收包括各级政府（联邦、州和地方）的所有税收。税率表示为税前收入的比例。历史上，美国实行累进税制，前0.1%收入群体要比后90%收入群体缴纳更多的税收。而近几年来，后90%收入群体缴纳的税收几乎相当于前0.1%收入群体缴纳的税收。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这些高有效税率是如何实现的？


  首先，控制避税。下一章我们将探讨20世纪避税的变化。但在现阶段重要的是认识到，允许民众或企业逃税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选择。在战后几十年里，政策制定者选择与逃税和避税斗争；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如何做到这一点。


  但美国税收制度之所以如此累进，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对公司利润征收重税。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富有的人们从公司股份中获得大部分收入，公司所有权是真正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当公司利润被严格征税时，就相当于要求富人为国库做贡献。即使当公司被要求限制分配股息时，也是如此，因为公司税是对再投资或分配股息前的利润征收的。但实际上，公司税是对富人征税最低的税种。


  从1951年到1978年，公司利润的法定税率在48%到52%之间。与上封顶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不同，这些税率适用于所有公司利润。它们并不是旨在遏制寻租和抑制过高收入的边际税率，而是旨在产生税收收入的单一税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适用于公司利润的有效税率接近50%。在美国，公司赚取的利润中有一半直接归政府所有。


  正如我们看到的（见图2.3），在20世纪中叶，美国正是通过公司所得税，而不是个人所得税，促使富豪们对国库做出贡献。从设计上看，很少有人适用于90%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但实际上，所有股东在公司利润中所占的份额都面临着50%的有效税率。在战后几十年里，公司的所有权仍然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在养老金计划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所有权之前），而且公司利润很高，因此公司所有者赚取了很多收入。公司把一半的利润作为税收直接向国税局缴纳。不管分配股息并扣除税收后还剩多少，许多公司都会向股东分配股息，而这些股息适用的税率高达90%。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在乎对富人征税之国实行的政策吗？


  
    [image: ]

    图2.3 公司税对富人的关键作用

    （前0.1%群体的平均税率）


    注：该图为美国1910年以来，前0.1%群体缴纳的平均税率及其按税种分类的纳税构成，包括所有联邦、州和地方税收。公司税包括商业不动产税（而住宅不动产税与销售税归为一类）。对于前0.1%收入群体而言，其适用税率的主要推动因素是公司所得税，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公司所得税规模很大，但此后持续下降。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在1952年和1953年，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甚至达到92%。

    


    	
      学者已经利用殖民地的财产税记录构建了美国内战前关于不平等的统计数据。北部殖民地的不平等程度远远低于英国（Lindert,2000）。

    


    	
      参阅Einhorn（2006）。

    


    	
      参阅Einhorn（2006）。

    


    	
      加拿大作家罗纳德·赖特（Ronald Wright, 2004）认为这句话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说的，但这很可能是一个解释。

    


    	
      “野兽”一词是指美国政府和投资项目，特别是一些社会项目，如福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公立学校等；通常与军费、执法或监狱的开支无关。——译者注

    


    	
      1861年的《税收法案》确立了第一个联邦所得税，对800美元以上的收入征收3%的税率，但它缺乏执行机制，而且从未实施。它被1862年的《税收法案》废除和取代。

    


    	
      1860年，美国大陆大约有3 100万居民（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49,seriesB2）。美国国民收入大约相当于目前的50亿美元[1859年美国历史统计的A154序列（series A154）报告称，美国的“私人生产收入”总额为41亿美元，这可能稍微低了一些，因为政府生产量不大，所以必须向上调整]，因此1860年，人均收入约为150美元，即600美元免税门槛的1/4。从1860年到1864年，物价指数上涨了约75%（Atack and Passell, 1994，第367页，表13.5），因此1864年的人均收入约为250美元。

    


    	
      参阅Huret（2014），第25页。

    


    	
      1860年至1864年，南方邦联的物价指数上升了大约40倍，但北方美利坚合众国的物价指数只提高了约75%。南方邦联的数据，请参阅Lerner（1955）;北方美利坚合众国的数据，请参阅Atack and Passell（1994），第367页，表13.5。

    


    	
      参阅Huret（2014），第40—41页。

    


    	
      参阅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序列（series）Y353 -354。

    


    	
      参阅Holmes（1893）。

    


    	
      参阅Sparh（1896）、Pomeroy（1896），以及Gallman（1969）。

    


    	
      参阅Lindert（2000）。

    


    	
      参阅Seligman（1894）。

    


    	
      参阅Huret（2014），第85页。

    


    	
      参阅Mehrotra（2013）, Scheve and Stasavage（2017）。

    


    	
      社会动员是汇集所有社会和个人影响的过程，以提高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认识和需求，协助提供资源和服务，培养可持续的个人和社区参与。——译者注

    


    	
      根据现有估计，一战前夕，在欧洲前10%群体拥有总财富的90%，而在美国约为75%（参阅Piketty, 2014; Piketty and Zucman, 2015）。

    


    	
      参阅Fisher（1919）。

    


    	
      参阅Einhorn（2006），第6章。

    


    	
      参阅Plagge、Scheve and Stasavage（2011），第14页。

    


    	
      参阅Piketty、Saez and Stancheva（2014），该书介绍了这样一个理论模型，并使用现代数据进行了估算。

    


    	
      Kuzners（1953）通过使用个人所得税统计数据，得出了最高收入份额。参阅Piketty and Saez（2003），了解最高财政收入份额的现代估算。这里引用的统计数据是指前0.01%群体的收入占比，不包括资本利得。

    


    	
      关于我们如何计算非税收入的详细说明和完整结果，请参见Piketty、Saezand Zucman（2018）。

    


    	
      参阅Norton - Taylor（1955）。

    

  


第三章

  不公正如何获胜


  10月是美国首都华盛顿气候最宜人的时节，微风轻拂，天空湛蓝，人们感受着深秋“小阳春”的美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白色大理石纪念碑前，橘色和红色的树叶在暖阳的挥洒下闪闪发光。白宫南草坪上，大约24名参议员和两党代表围在一起，罗纳德·里根坐在一张小木桌旁，手里拿着一支钢笔，兴高采烈。


  里根总统已将大幅降低税率的税收改革作为其第二任期的首要内政。1986年10月22日，由于即将签署《税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他有理由感到高兴。从1988年1月1日起，率先对高收入实施准没收性税收的美国将适用在工业化国家中最低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28%。经过三个星期的辩论，这部税收法案在参议院以97比3高票通过。民主党人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艾伯特·戈尔（Al Gore）、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约瑟夫·拜登（Joe Biden）都热情地投了赞成票。


  这部法案本身并没有受到公众的特别欢迎，[image: ]但它在全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中获得了无以言表的热情支持。对他们来说，这代表着理性的胜利，代表着共同利益战胜特殊利益的胜利，代表着一个新的增长和繁荣时代的开始。时至今日，尽管该法案已被广泛认为是导致不平等现象激增的关键因素之一，[image: ]但仍被所有参与起草的人深深铭记。对于那些工作于美国大学的典型经济学家来说，宣扬该法案的优点几乎成为一种职业责任。[image: ]


  一个几十年来一直对高收入者征收90%税率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怎么会认为28%的税率反而更可取呢？这种巨大的逆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6年前促成里根竞选胜利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显著变化。共和党将全国各地的高收入选民和南方白人联合起来，重新激活内战前南方的反税言论并使之更适应现代社会。小政府思想由1947年创立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支持，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1964年总统竞选中崭露头角，然后于20世纪70年代由保守派基金会推进，最终蔓延到主流思想，并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image: ]在这一思想体系中，政府的首要职责是捍卫财产权利，而增长的关键引擎是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同时要最小化征税。根据这一世界观，[image: ]世上根本就没有“社会”这么一说，只有单个的男性、女性。对于一盘散沙的个体而言，税收一无所用；它相当于合法的盗窃。


  而且确实，里根在白宫的草坪上发表了演讲，法案的签署也已就绪，他谴责了已经变得“非美国”的税收制度；税收制度“激进的累进性深深刺痛着个人经济生活的核心”。相反，新的税收法案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最好的就业创造计划”。


  但仅凭这些条件，里根的税制改革恐怕不会在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获得通过，更不用说在参议院获得如此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它的胜利背后还有其他因素。根据里根和支持该法案的民主党人的说法，立法者别无选择。所得税的混乱已经令人望而生畏，并且滥用猖獗。鉴于这种情况，政府能做的就是大幅削减税率，同时堵住漏洞，以弥补税收损失。


  1986年的《税制改革法案》说明了累进税收是如何消亡的。其消亡不是被选民意志击倒，而是民主的消亡。纵观累进税收的绝大部分倒退，我们发现了相同的模式：首先是逃税的爆发；接着，政府就会哀叹，对富人征税已经不可能，而后大幅降低税率。要想了解税收的历史和税收公正的未来，关键是要理解这种螺旋式的变化，避税首先是如何上升的？政府为什么不阻止？


  
文明社会的代价


  在经济学家简化的世界里，税收执法是简单明了的：频繁审计的威胁、对逃税者的惩罚，以及一套简单且毫无漏洞的税收制度，都确保人们会照章纳税。当然，这些事情既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如果偷税漏税者可能被发现，并面临对其犯罪的很大制裁，那么作弊的人将会越来越少。如果税法中充斥着特殊利益的减免，避税自然会激增。[image: ]


  然而，在真实的世界中，使税收发挥作用的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税法和勤勉的审计人员。这是一个信念体系：对集体行动的好处（即当我们集中资源而不是单打独斗时，更能带来繁荣）、对政府在组织集体行动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以及对民主的优势有着共同信念。当这种信念体系盛行时，即使最累进的税收制度也能很好地运行。当这种信念体系崩塌时，即使最权威精明的税务机关也会被突然释放且合法化的逃税力量击败，最好的税法也会被压倒。


  这是一个关于集体行动的信念被信奉和抛弃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继承自新政，而且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累进的税收制度的故事。正如我们看到的，三十多年来，它不仅在纸面上，而且在事实上成功地向富人征税。从设计上看，很少有人支付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盛行的80%~ 90%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但如果将所有税种包括在内，富豪的有效税率超过了50%。逃税得到了有效控制。


  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开创了税收执法的策略，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该策略有效控制了逃税和避税。为了使税法精神落地，他赋予国税局很多法律和预算资源。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也花时间解释为什么税收很重要，呼吁道德，避免逃税。霍尔姆斯法官（Mr. Justice Holmes）说，“税收是我们为文明社会付出的代价”，这句话被刻在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税局总部入口处。“然而，太多的人并不想为文明付出应有的代价。”1937年6月1日，罗斯福致国会的信中如是说：遏制避税事关文明的存续。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样的社会规范确实限制了纳税人不诚实的逃税行为。表达这些社会规范的法律法规阻止了大量美国人利用国内税法的漏洞。


  新政的税收制度并不完美。其主要漏洞是，从1930年到1986年，资本利得的适用税率低于对其他收入的税率。当一项资产（如公司股票）的卖出价格高于购买价格时，就会产生资本利得。所得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但在美国按优惠税率征税。当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超过90%时，资本利得的适用税率仅为25%。[image: ]我们将在第七章讨论资本利得优惠利率的优缺点。这一政策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它鼓励富人以资本利得的形式赚取收入，而不是股息或工资。它创造了避税的机会。


  由于战后几十年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较高，你可能会猜到逃税是失控的。确实，富人们无法抵挡诱惑，即出于避税的目的将适用于高税率的工资和股息转变为低税率的资本利得。


  但是让我们看看数据吧。自1986年以来，平均每年资本收益占国民收入的4.1%。从1930年到1985年，资本利得与普通收入最高税率之间的差距更大了，相应的数字是2.2%，因此将普通收入重新归类为资本利得的动机就会越大。尽管有着巨大的税收优势，但战后几十年里资本收益还是很小。20世纪中叶，一些富人确实将普通收入重新归类为资本收益，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大规模发生。


  为什么呢？因为政府不允许它发生。其实，使普通收入看起来像资本收益的方法并不多。其主要策略包括使用股份回购。公司回购自己的股份，就像分配股息一样，具有把现金从公司转移到股东口袋的效果。这两种支付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税务应用不同：股份回购是向公司出售股份的股东产生了资本利得。1982年以前，股份回购是不合法的。社会规范要求公司应该通过股息向其所有者分配收益，适用于累进所得税，这也被庄严地载入了法律。[image: ]


  富人逃税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其雇主提供的免税津贴来赚取收入，比如公司的喷气式飞机、豪华的办公室、丰盛的饭菜、在科德角（Cape Cod）或阿斯彭（Aspen）举行的公司“研讨会”等。这些东西比资本收益更难衡量。但是，在任何有关公司高管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生活方式的当代编年史中，都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津贴特别普遍或数额巨大。通过分析二战后不久的高管补贴，经济学家查尔斯·霍尔（Challis Hall）发现“真正降低高管购买成本并代表额外收入的公司支出在大公司里的重要性微乎其微”。[image: ]如今的高管似乎不像20世纪60年代的前辈们那样省吃俭用，在公务机的使用上也不那么经济。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手大脚地挥霍公司资金根本不是社会认可的高管行为方式。[image: ]


  确实，避税计划经常出现，但很快就会被禁止。1935年，《税收法案》将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提高到79%，这是截至当时的最高税率。法案颁布后，富人想方设法逃避新的纳税义务。罗斯福在1937年致国会的信中，附上了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的一封信，信中列举了八种已经蓬勃发展但即将被取缔的避税手段。首先是“通过在巴哈马、巴拿马、纽芬兰和其他税收较低、公司法管理松散的地方设立外国私人控股公司来逃税的手段”。1936年，数十名美国富人创建了离岸空壳公司，并将股票和债券投资组合的所有权转让给这些空壳公司。空壳公司并不是它们的实际所有者，而只是为了收取股息和利息，从而逃避美国税收。政府很快就修改了法律，明确这一行为是违法的。[image: ]从1937年起，由美国人控制的外国控股公司获得的任何收入都将立即在美国纳税。这一措施成效立见，通过拥有外国控股公司避税变得毫无意义。


  同样，在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富人开始滥用法律，利用对他们控制的私人基金会的慈善捐款来减免税收。而这些捐款并不是“慈善”：基金会为其创始人、家人或朋友提供资助；或者出于政治动机赠送礼物。1969年的《税制改革法案》严厉打击了这种滥用自我交易的做法，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1968年到1970年，新成立私人基金会的数量骤降了80%。这一税法改革后，富人的“慈善”捐赠也持续下降了30%。[image: ]


  
逃税大爆发


  只要历届政府坚持（罗斯福）新政时代的信念体系，罗斯福的策略就行之有效。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改变了，“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而是问题所在”。里根在1981年1月著名的就职演说中如是说。如果有人想逃避税收，那也不怪他们，罪魁祸首是高的“非美国”（un-American）税率。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席卷美国，逃税成了爱国之举。根据复兴的自由主义信条，既然“税收就是偷窃”，那么逃税避税也就是合乎道德的。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历届政府都在与避税行业斗争。但是，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时，避税行业得到了政府批准。避税热潮开始了。


  避税热潮并没有一发而不可收拾。避税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个由金融家、发起人和顾问组成的网络席卷市场。其中一些“发明者”要求他们的员工每周想出一个新点子。[image: ]他们充满了创造力，并产生了突破性的逃税措施。每当国税局取缔一个特别恶劣的逃税方案时，其他逃税方案便会应运而生。这些逃税方案像牙膏一样粘贴在《华尔街日报》和主流报纸的金融版被广而告之。市场经济的魔力如火如荼地运转着；竞争压低了这些逃税服务的价格。像市场经济中的任何其他产品一样，逃税方案也使生产者和消费者致富。金融家、发起人和顾问将佣金收入囊中；避税者则逃避了税收。大量的盈余被创造出来，经济学家称之为收益（gains）。同时伴随着些许的扭曲：所有这些盈余都是以牺牲其他社会成员利益为代价，一美元一美元地产生的。


  里根时代的标志性产品就是税收庇护（tax shelter），如果你愿意，可称之为逃税iPod。它的运行原理如下：所得税允许纳税人从任何形式的收入中扣除商业损失。因此，避税行业开始出售一些对企业的投资，而这些投资的唯一魅力就在于它们正在亏损。这些企业不是正规公司，而是合伙企业，因此不需要缴纳公司税。合伙企业每年将利润分配给投资者（合伙人），成为合伙人自己的收入（或损失），并缴纳个人所得税。无论谁投资于这些亏损的合伙企业，或者说税收庇护，都可以要求企业分担一部分损失。例如，对于一个拥有合伙企业10%股份的高工资员工，如果合伙企业亏损100万美元，那么就可以从他的收入中扣除10万美元，并相应抵减他的所得税。同样地，对靠利息或股息收入生活的富人来说也是如此。


  其中一些合伙企业是没有任何经济活动的假公司。它们存在的理由就是记录虚假的账面损失，以便计入所有者的纳税申报表。还有一些是真正的企业，这些企业是盈利的，但是由于税法的特殊规定产生了税项损失，例如石油、天然气和房地产行业的巨额折旧准备金。作为里根时代的第一部税法，1981年的《经济复兴税法》（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允许企业加速资产折旧，大幅提高了这种避税方式的有效性。


  虽然避税行业诞生于里根入主白宫的前几年，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真正繁荣起来。让我们看看数据：1978年，在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上，申报的合伙企业亏损额相当于前1%群体税前收入的4%。它先是缓慢上升，然后呈指数级激增。1986年，达到了前1%群体税前收入的12%，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所得税史上的最高水平。从1982年到1986年，全国通过避税手段，投资者申报的虚构损失超过了真实合伙企业的利润总额。[image: ]没错！纳税申报表上报告的合伙企业净收入总额（利润减去亏损）是负的，这真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1982年是经济衰退的一年，但从1983年到1986年，经济开始复苏并快速增长。然而，税收庇护已经达到了如此之高的水平，以至于整个产业界（从房地产到石油）看起来都在蒙受损失，即可以从所有者个人收入中扣除的账面损失。


  美国的所得税收入暴跌。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所得税收入（个人加上企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了1949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是美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下降之一。与此同时，1982—1986年，联邦政府赤字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上升到5%以上，创下了二战以来的最高纪录。


  这种偷漏税行为的爆发最终加强了里根在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谈判时的影响力。当时的财政赤字如此之高，以至于民主党坚持认为，法律的任何修改都一定不能再进一步恶化财政收支平衡。里根不得不这样做：大幅削减税率，但由于取缔了税收庇护，减税将使税收收入保持中性。一笔虚构的10万美元账面损失可以抹去10万美元真实工资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从那时起，商业损失只能从商业收益中扣除。[image: ]考虑到避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的水平，堵住这一漏洞有望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确实如此。该法案颁布后，合伙企业仿佛被施了魔法，停止了账面亏损。合伙企业亏损总额占前1%群体税前收入的比例从12%下降到1989年的5%和1992年的3%。到20世纪90年代初，税收庇护已经消失。


  
避税与逃税：一场有缺陷的争论


  迄今为止，市场是为满足人类无限欲望而发明的最强大的机制；市场是为满足数十亿人不断变化的需求而提供多样化产品的最有效方式。但它们天生就不会关心任何共同利益。市场为我们提供更快捷的手机和更美味的早餐麦片，同样，也可以毫不犹豫地提供毫无社会价值或具有负面社会价值的服务：那些服务可以使社会中一部分人富有，但使另一部分人贫穷，甚至使我们整体贫穷。避税市场就是这样一个市场的例子。它不会创造一美元的价值。它是以牺牲政府利益为代价而使富人变得更富，也就是说，以牺牲我们每个人利益为代价而使富人变得更富。在每一次逃税风波的背后，并不是民众对税收突然产生厌恶，而是逃税市场创造力的爆发。
[image: 图像]

  诚然，从社会角度看，并非所有税务律师和税务咨询公司提供的服务都一文不值。有些帮助个人和公司了解税法、澄清歧义，或者更基础地代表他们填写纳税申报表。这些服务都是合法的。但是，制造只用来削减税收的产品，显然与销售盗窃工具并没有太大区别。至少，在1980年之前，这种行为是被这样对待的：逃税市场被认为是令人厌恶的，并且不允许其繁荣。任何市场都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政府决定哪些市场可以存在，哪些市场不能存在，或者至少哪些需要严格监管。容忍避税是政府的选择。


  这就引出一系列有趣的问题。首先，如果这是纯粹的盗窃，逃税行业如何使自己合法化呢？


  在美国，纵容逃税的言论可以追溯到累进税制实施的早期。1933年，《纽约时报》披露，美国财富巨擘J.P.摩根在1931年和1932年没有缴纳所得税。这位金融家很快发现自己受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攻击，而且日益不满于民主党和罗斯福对逃税者的不齿。[image: ]J.P.摩根怎么看待他们的罪恶？把逃税和避税放在一起。逃税是违法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不好的。但避税并不是，它只是利用税法的漏洞保留更多收入。他坚持认为，钻税收漏洞是没有道德责任的。责任在于政府：如果存在税收漏洞，那么政策制定者就必须修补漏洞。同时，那些聪明到可以利用漏洞的人也不应受到指责。毫不奇怪，J.P.摩根坚称他只是避税，但从未逃税。


  这条防线仍然是当今避税行业的核心。但是当J.P.摩根提出它时，它是错误的，现在它仍然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法律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包含一套被称为实质课税原则（economic substance doctrine）的条款，该原则认定除了减少纳税义务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的交易都是非法的。每个人都明白，逃税市场永远都会领先于政府一步：预测无数种逃税方式总是不可能的，受高薪驱使的税务会计师和顾问会想出很多办法规避法律。这就是为什么实质课税原则会先发制人地宣布，那些除了避税之外没有其他目的的交易是无效的。投资虚假合伙企业产生可抵扣税款的账面损失，在百慕大建立空壳公司的唯一目的是逃税，这些交易即使法律没有明确禁止，也违反了实质课税原则。因此，它们是非法的。


  当然，很难知道为什么个人纳税人会从事某些交易。有时，看起来像是纯粹的逃税计划也会促成某个合法的经济目标。各国政府还利用税收制度促进某些活动，例如，投资地方政府债券（其利息在美国免税）。给予这些激励的政策往往是糟糕的政策，因为它通常会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以一些靠不住的理由减少税收收入，而利用这些政策并不会受到谴责。就此而言，J. P.摩根是正确的。问题是，许多所谓的“完全合法”的避税行为，比如在热带小岛上设立空壳公司，显然违反了实质课税原则，因此违反了法律。[image: ]


  
政治与执法限制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基本问题。如果许多价值数十亿税收收入的交易真的违法，为什么没有被诉至法庭？是什么阻碍了政府执行实质课税原则？


  要理解这一谜题，我们必须从税务机关不可能调查所有可疑交易这一事实入手。首先，有一个基本的信息问题：了解突然出现的各种可疑避税方案需要时间，而且避税行业也可以很轻松地使国税局的审查能力应接不暇。1980年，美国税务法院有5 000起避税案件悬而未决；到1982年，随着避税热潮的持续升温，这一数字增加了两倍，达到15 000件。[image: ]在短短几个月内，法院不得不了解和裁决数以千计已经产生的可疑避税方案，显然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次就是资源问题。最厌恶税收的美国人每年整体要花费总计数十亿美元制定他们的税收优化策略，而且这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大。但是，国税局的人力财力却日渐萎缩。这就导致不仅难以发现可疑的逃税方案，而且难以调查、起诉并最终裁定非法交易无效。即使发现了可疑的逃税方案，财大气粗的纳税人也可以聘请最好的律师（包括前立法者）为其辩护，将这场法律之战延长数年，并且增加他们在法庭上获胜的机会。


  在理想情况下，国税局将依赖税收筹划行业的自律。税务律师和会计师严守道德原则，并视帮助执行法律精神为职业责任的一部分；他们应阻止违反实质课税原则的避税行为商业化。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律师和会计师都是由避税推动者和避税消费者支付报酬的，因此，面临着严重的利益冲突。


  对于这一问题，一个很好的例证是自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积极的逃税行为是通过书面法律意见（legal opinion）确认其合法性的。实际上，这些意见函起到了欺诈性的保险作用，保护逃税者免受潜在的惩罚，以防他们采用的逃税计划被国税局认定为滥用法律。税务律师受到道德准则（及其良知）的约束，提供公平的法律意见。但是，对于灰色地带的避税是否更接近黑色（逃税）而不是白色（免税）的看法涉及很强的主观判断，当金钱回报足够高时，提供“正确”意见，即洗白最肮脏的逃税计划的诱惑可能是压倒性的。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可能缺乏税收执法的政治意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遗产税的缓慢消亡。20世纪70年代初，遗产税和赠予税的税收收入占家庭净财富的0.20%，但自2010年以来，这一比例每年几乎不到0.03%~ 0.04%，降至原来的1/5。导致这一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税收豁免门槛提高和最高边际税率下降（从1976年的77%下降到如今的40%），但是归根结底主要原因还是税收执法的崩塌。1975年，美国国税局审计了1974年提交的29 000份最大遗产税申报表中的65%。截至2018年，2017年提交的34 000份遗产税申报表中，只有8.6%被审计。[image: ]税收执法的崩塌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如今遗产税申报中披露的财富，看起来美国要么几乎没有富人，要么他们永远不会消亡。如果我们相信遗产税申报表上的财富，那么如今美国的财富分配要比法国、丹麦和瑞典更平等。[image: ]当《福布斯》富人榜上的美国400位顶级富豪中有人去世时，他们在遗产税申报表上的财富平均只有《福布斯》估计的真实财富的一半。[image: ]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遗产税的避税行为一直都存在，[image: ]但历届政府都以不同程度的热情强调了这个问题。至少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努力堪称微乎其微。被反对者贬斥为“死亡税”的遗产税是唯一一项由联邦政府征收的财产税。这也是所有联邦税收中最累进的税种，自征收以来，90%以上的美国人享受了豁免。[image: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是由财产神圣化和不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的，遗产税也就成为其主要打击目标之一。离开了这种政治背景，就不可能理解如今遗产税筹划行业的“成功”，在这个行业里，“慈善”信托泛滥、估值折扣滥用，更不用说证据确凿的公开（和未被起诉的）欺诈案。[image: ]政治决定了税收执法的优先顺序，最重要的是选择实施实质课税原则，还是容忍那些以减少税收为唯一目的的交易。


  税收执法决策就是每当税率大幅下调时，税收遵从（tax compliance）反而不一定增加的原因。1981年，里根将最高所得税税率从70%降到50%，但是避税行为持续升级。即使最高遗产税税率从1980年的70%降到1984年的55%，接着从2000年的55%降到如今的40%，逃避遗产税也依然存在。在上面两个例子中，税收执法的改变击败了降低最高税率带来的所谓有利于遵守税法的影响，而这些变化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转变，正是这些转变首先推动了法定税率的下降。[image: ]


  
“穷人逃税，富人避税”，或者反之亦然？


  如今，谁在逃税呢？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根据定义，衡量非法活动和地下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然而，我们并不完全一无所知。有两个关键原始资料可以用于估算逃税的规模和分布。首先是随机税收审计。除了针对最有可能作弊的人开展常规审计外，国税局每年还会随机挑选一些纳税人对他们的纳税申报表进行审查。国税局这样做的目标不是为了追查可能的逃税者，而是为了评估税收缺口的大小，即总共有多少税收未被征收，并且了解更多逃税者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研究项目中，经审计的纳税申报表是随机选择的。[image: ]


  随机税收审计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可以发现未报告的自雇收入和税收抵免的滥用，更广泛地说，可以发现所有相对简单的逃税形式。但它们有一个主要局限：那就是并不能很好地捕获超级富豪的逃税行为。在随机税收审计的背景下，几乎不可能发现利用离岸银行账户、特种信托、隐藏的空壳公司和其他复杂形式的逃税行为。这些逃税形式大多是通过法律和金融中介机构进行的，而其中许多中介机构在金融不透明的国家开展业务。为了弥补随机税收审计的缺陷，我们需要使用其他信息来源以反映这些复杂的逃税形式。这些信息来源包括离岸金融机构的泄密信息，例如，2016年“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泄密事件，即巴拿马莫萨克·丰塞卡公司（Panamanian firm Mossack Fonseca）泄漏的内部文件，以及鼓励逃税者说出真相以换取减轻处罚的政府税收赦免计划。


  美国税务律师中有句名言，“穷人逃税，但富人避税”。根据这一观点，只有粗野的纳税人才会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富人会利用法制伦理的和法律的漏洞大幅削减税收账单。然而，一旦我们将随机税收审计与泄露数据和特赦数据结合起来，就很少有证据表明这句名言传达了任何真相。如图3.1所示，考虑到各级政府的所有税收，美国所有社会群体都在逃避部分税收义务。但富人似乎比其他人逃避的更多。从工薪阶层到中上阶层，在大部分收入分配中应纳税而未纳税部分稳定在10%多一点，而超级富豪的这一比例则高到近25%。[image: ]


  
    [image: ]

    图3.1 富人逃税的增加

    （按税前收入分组，逃税占应纳税的百分比）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1973年和2018年按税前收入分组，各级政府的所有税收都包括在内，逃税占应纳税的百分比。1973年，各个收入群体的逃税率相当稳定。2018年，富人的逃税率（约为20%~ 25%）高于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其逃税率约为10%~12%）。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我们如何解释这一发现？首先，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无法逃避很多税收。他们的大部分收入由工资、养老金和通过国内金融机构获得的投资收入组成。由于这些收入来源会自动报告给国税局，所以不可能逃税。当然，在收入金字塔底部也存在着逃税，主要是逃避消费税（例如，通过现金交易）和工资税（例如，个体自雇者），这是美国工薪阶层缴纳的两个主要税种。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由于雇主、银行和其他第三方会向国税局系统性地报告相关系统信息，所以逃税是有限的。[image: ]当我们转向收入金字塔顶端的时候，由第三方报告的收入越来越少，逃税也就成为可能。


  为什么逃税行为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多呢？第二个也是主要的原因是，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富人可以利用避税行业帮助他们逃避纳税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行业变得越来越精英化：现在的目标客户是比40年前更富有的纳税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避税的推动者就在主流报纸上宣传他们的创新。从好的方面看，他们有成千上万的客户：医生、律师、正式雇员和富有的继承人等。但他们炮制的骗局也非常明显，而且总是有被国税局停业的风险。现代税收筹划行业以全球经济精英为目标，通过一些只有邀请才能参加的活动吸引高级客户的加入，如晚会庆典、高尔夫锦标赛和艺术展览开幕式。随着不平等的加剧，大型财富管理银行以及那些创建空壳公司、信托和基金会的律师事务所和托管人可以通过讨好一些超级富豪客户来赚取高额佣金。[image: ]


  这就是为什么1973年（美国国税局实施随机税收审计计划的第一年）的逃税水平在整个收入范围内大致保持不变，而如今随着在收入分配阶梯中的位置上移（即收入增加），逃税也在增加。随着金融监管放松和不平等加剧，避税行业前所未有地扩张，而且更加专注地为超级富豪提供税收筹划服务。两个同时出现的趋势强化了这一演变过程。首先是税收执法的变化，正如我们在遗产税案例中看到的那样。其次是全球化，它开启了避税的各种新形式：将公司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对此做深入研究）和在秘密司法辖区隐藏财富。


  
    [image: ]

    图3.2 “穷人逃税，富人避税”，或者反之亦然？

    （按税前收入分组，逃税占应纳税的百分比）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2018年按税前收入分组，各级政府的税收都包括在内，逃税占应纳税的百分比。该图还按照税种分类呈现了逃税的构成。2018年，由于遗产税执法不力、跨国公司积极逃避公司税以及离岸个人所得税逃税，富人的逃税超过了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大逃脱：跨境逃税


  当今，逃税的核心是离岸空壳公司，这是一种强大而多功能的逃税技术。2016年，“巴拿马文件”曝光使离岸空壳公司世人皆知。它就像一种多功能工具，可以用来逃避遗产税、资本利得税、普通所得税、财富税、公司所得税，以及跨境支付利息、股息和版税的代扣所得税。如果你想欺骗国税局、前配偶、子女、商业伙伴或债权人，它也能派上用场。如果你的目标是从事内幕交易、洗钱、兜售非法佣金、私下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或资助恐怖组织，它也是很有帮助的。作为零和经济的象征，离岸空壳公司简直所向披靡，毫无对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项逃税技术（离岸空壳公司）的使用量急剧上升。正如我们看到的，1936年，在国会认定从国外赚取收入但没有在美国纳税的行为不合法之前，一些美国富人成立了离岸空壳公司试图逃避所得税。但是仅仅过去30年，离岸空壳公司的市场开始腾飞。以莫萨克·丰塞卡公司为例，“巴拿马文件”的泄漏使我们获得了全面的数据。从1977年成立到1986年，莫萨克·丰塞卡公司每年注册成立几百家空壳公司。从1986年到1999年，每年注册成立数千家空壳公司。从2000年到2010年，每年注册成立1万多家空壳公司。金融危机后，新成立的空壳公司数量回落到每年略少于1万家。在2016年“巴拿马文件”泄密时，仅莫萨克·丰塞卡公司就在21个离岸金融中心创建了21万家公司，其中最突出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巴拿马。[image: ]目前，全球活跃的空壳公司总数还没有可靠的估算，或许有几十万家，也可能有数百万家。


  在美国，由于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的欺诈行为，空壳公司已经获得了新的恶名。2018年8月，弗吉尼亚州的陪审团发现，特朗普总统的前竞选主席忘记在他的纳税申报表中报告乌克兰寡头支付给他在塞浦路斯银行账户的数百万美元。正如世界各地逃税者使用的绝大多数离岸银行账户一样，马纳福特在塞浦路斯的银行账户从账面看属于零税收地区注册的空壳公司。为什么呢？因为空壳公司阻断了银行账户与其所有者的关联，导致财务不透明，使税务机关、调查人员和监管机构更难知道谁真正拥有什么。瑞士历来是全球离岸财富管理中心，在外国人持有的财富中，有60%以上是通过空壳公司持有的，这些空壳公司主要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巴拿马注册成立。[image: ]


  
打击逃税：《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案》的经验教训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认为可以有效地打击海外逃税，但至少可以说，这种想法值得礼貌地谨慎对待。瑞士难道不像所有主权国家一样，有权制定自己的法律吗？如果它想严格执行银行保密制度，禁止金融机构分享客户信息，那么究竟有什么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呢？


  然而，2010年发生了变化，经国会批准，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FATCA），规定在外国银行和美国国税局之间实施自动数据交换。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必须鉴别它们的客户中谁是美国公民，并告知美国国税局每个人在他的账户中持有什么，以及从中赚取的收入。如果不遵守这部法案，将会受到严厉的经济制裁：对美国支付给不合作金融机构的所有股息和利息收入征收30%的税。在这种威胁下，几乎所有国家都同意适用这部法律。许多其他国家也效仿美国，与避税天堂达成了类似的协议。自2017年以来，银行信息的自动共享已成为全球标准。卢森堡、新加坡和开曼群岛在内的主要避税天堂都参与了这种新形式的国际合作。


  尽管现在对这一政策进行定量评估还为时过早，但它标志着与以往做法相比有质的差别。在大衰退之前，避税天堂的银行与其他国家的税务机关几乎没有任何数据交换。[image: ]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外隐藏财富如同儿戏般简单。但现在，这样做就需要更加复杂巧妙和坚定的决心。


  新制度并不完美。认为那些几十年来一直把客户藏在空壳公司后面、用牙膏管走私钻石、把银行对账单隐藏在体育杂志中分发的银行家们，现在都在与世界各国的税务机构真诚合作，这未免有失天真。金融不透明仍然是猖獗的，离岸银行家很容易假装他们没有美国或法国客户，他们只管理“属于”巴拿马或巴哈马空壳公司的账户，因此不会向有关当局发送任何信息。即便如此，重要的是认识到，这是自21世纪头10年中期以来取得的进步，而那时盛行的是保密和缺乏合作。


  关键的经验教训总是反复重现：昨天被接受的东西明天就可以被取缔。许多人认为不可能，但新的国际合作形式确实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逃税会使任何旨在提高税收公正的项目走向失败，但这并不是注定不可改变的。容忍逃税是我们共同的选择，但我们也可以做出其他选择。


  
    	
      美国广播公司（ABC）和盖洛普公司（Gallup）在1986年底进行的四项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的态度不温不火，支持率为22%~40%，大部分公众没有任何想法。在四次民意调查中，每一次的赞成/反对/不知道的百分比分别为22/15/63、22/15/63、38/36/26、40/34/26（参见Kertch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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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22年首次引入资本利得优惠税率时，长期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一直低于40%。从1942年至1964年，最高税率为25%，那是实施准没收性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的时代。

    


    	
      由于忽视了这一社会准则，经济学家无法理解公司为什么要支付股息，并称之为“股息之谜”（例如，参阅Black,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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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财富》（Fortune）杂志刊登的一篇长文描述了高管的生活方式（Ducan - Norton, 1955）。唯一提到公司额外津贴的是这样一句话：“普遍的做法是，公司总裁乘公司飞机去纽约的时候，通常会带上家人和朋友。回程可能包括绕道加拿大钓鱼。”这可以与如今公司额外津贴的传闻相对照，例如，2014年汽车制造商雷诺公司时任总裁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借60岁生日在凡尔赛宫举办庆典活动（花费超过60万欧元），而官方宣称，这是为了庆祝雷诺-日产联盟成立1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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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阅Thorndike（2003）。

    


    	
      大卫·盖伊·约翰斯顿（David Gay Johnston）2003年出版了专著《完全合法》（PerfectlyLegal），该书描述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富人避税的激增。

    


    	
      参阅Ventry（2006）。

    


    	
      这些审计统计数据每年由美国国税局公布，并可在网上查阅（2018年的数据见US Treasury,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2018，表9a, 1975年的数据见US Treasury,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1975，第89页，表2）。《摧毁国税局》（Gutting the IRS）的系列报告（ProPublica, 2018 -2019）利用这些统计数据记录了近几十年来国税局执法活动的大幅减少。

    


    	
      我们可以使用遗产乘数法（estate multiplier method）从遗产税的统计数据中推断财富在全部人口中的分布，遗产乘数法是指死亡时的财富根据年龄、性别和财富以死亡率的倒数进行加权计算。详细讨论和评价参阅Saezand Zucman（2016）。

    


    	
      参阅Raub、Johnson and Newcomb（2011）。

    


    	
      关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遗产税避税的描述，参阅Cooper（1979）。

    


    	
      参阅Kopczuk and Saez（2004），表1，第2列。

    


    	
      特朗普生动地展示了《纽约时报》（NewYorkTimes）记录的遗产税避税行为（参阅Barstow、Craig and Buettner, 2018）。

    


    	
      有关逃税方面的学术文献发现，边际税率对逃税的影响很小，但税收执法对逃税的影响很大。例如，参阅Kleven et al. （2011）。

    


    	
      这被称为美国国税局国家研究计划（IRS 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以前被称为纳税人合规性测度计划（the Taxpayer Compliance Measurement Program）。例如，参阅US Treasury,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1996）。

    


    	
      参阅Guyton et al. （2019）。

    


    	
      美国国税局国家研究计划中记录了这一点（例如，参见USTreasury,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1996）。Kleven et al. （2011）以丹麦为背景更详细地分析了这个问题。

    


    	
      参阅Alstadsæter、Johannesen and Zucman（2019）, Zucman（2019）。

    


    	
      参阅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2016）。

    


    	
      参阅Zucman（2013,2015）和Alstadsæter、Johannesen and Zucman（2018）。

    


    	
      Johannesen and Zucman（2014）研究了银行信息自动交换之普遍采用前薄弱的信息交换制度。逃税者可以通过不合作的避税天堂离岸账户规避现有跨境信息交换条约的不完整网络。

    

  


第四章

  欢迎来到百慕兰


  2017年12月22日，华盛顿特区一个寒冷的冬日，税法签署仪式在室内举行。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号称“史上最大减税，最大改革”的《减税和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s）。该法案的主要特点是将公司所得税税率从35%下调至21%。支持者认为，该法案将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但即使那些不同意这种乐观预测的人也认识到，改革早就应该进行了。公司税已支离破碎。1995年至2017年，虽然联邦公司税税率保持在35%不变，公司利润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但公司所得税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30%。大量利润被转移到低税收地区。美国公司在百慕大、爱尔兰和其他海外避税天堂累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利润。[image: ]逃税市场充满了“创新”；税务当局被击垮。这是在为我们敲响警钟吗？


  对美国大多数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来说，大幅降低公司税税率是正确的做法。巴拉克·奥巴马在总统任期内曾主张将公司税税率降低到28%，制造商的税率则更低，降至25%。特朗普的改革并没有像里根的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那样获得两党的热情支持：民主党议员认为21%的税率太低，反对该法案对个人所得税的修改，也没有投赞成票。但大多数立法者都认为降低公司税税率是可行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富裕国家的大多数决策者是一致的。随着特朗普的法案获得通过，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誓言在2018年至2022年将公司税税率从33%削减至25%。英国走在了前面：在工党首相戈登·布朗的领导下，英国已于2008年开始大幅下调税率，并计划在2020年达到17%。在这个问题上，世界上的布朗、马克龙和特朗普们意见是一致的。全球市场的赢家是流动的；我们不能对他们征太多税。其他国家正在降低税率，我们也必须大幅削减税率。谷歌公司已经将其知识产权和大部分利润转移到百慕大了吗？我们必须给予公司税收优惠，使其知识产权回到美国。


  这个世界观是有问题的。如果全球化意味着不断降低对主要赢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所有者）的税收，而对那些被它排除在外的工薪阶层家庭征缴更高的税收，那么全球化可能就没有未来。税收不公正和不平等将继续加剧。而且，其结局会是什么呢？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越来越多的选民会受骗，并相信全球化与公平是不相容的，因此他们将成为保护主义和仇外政治的牺牲品，这将最终摧毁全球化本身。


  
当大公司缴纳很多税收时


  从20世纪初开征公司所得税到20世纪70年代末，大公司并没有逃避很多税收。这并非因为缺乏逃税的机会。自20世纪初以来，管理跨国公司税收的法律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有两个因素抑制了逃税行为。首先，正如他们对个人所做的那样，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继任者们采用积极的执法策略限制公司逃税，使逃税者感到羞耻，并呼吁道德。


  但更重要的是，公司高管对其角色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在如今的美国，传统观点认为首席执行官的目标必须是提高公司的股价。按照这种世界观，公司不过是一个投资者将资源集中在一起的财团。尽管一些公司领导人可能会哀叹被激进主义的股东束缚了手脚，但他们都认为股东价值最大化是他们的责任。逃税无疑可以提高股东价值。缴税减少意味着税后利润增多，这些税后利润可以作为股息分配给股东或用于回购股票。


  但是，股东为王的信条并不普遍，世界各地公司董事会组成的多样性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许多国家，员工代表占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在德国，大型公司的员工代表占一半。[image: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尽管员工代表不参加董事会，但人们也普遍认为，公司要对所有者以外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包括员工、客户、社区和政府。[image: ]对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公司高管并不认为逃税是他们的责任，也不会有太多的税收规划预算。50年前，通用电气虽然已经是一家遍布全球的企业集团，但并不像最近那样雇用了1 000名税务律师。


  让我们看一看：20世纪50年代初，联邦所得税收入占国民收入的6%，几乎相当于个人所得税！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富人的大部分纳税是公司税，因此在美国整个税收体系的累进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我们应该注意不要夸大公司税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公司税收入居高不下，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恢复了超额利润税（一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征税），税率在当时法定47%的基础上提高了30%;1950年至1953年，这一附加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当这一附加税废除后，公司税收入稳定在国民收入的4%~5%。


  
    [image: ]

    图4.1 公司税的慢性消亡

    （联邦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自1913年以来，联邦公司税收入和联邦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二战期间，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都急剧增加。二战后，个人所得税收入保持稳定，约占国民收入的10%，而公司所得税收入则有所下降。2018年，联邦公司税收入仅占国民收入的1%左右，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水平。详情请见taxjusti cenow. org。

  


  然而，重要的是认识到，公司税收入占国民收入4%~ 5%仍然远远高于今天的占比：在特朗普税制改革之后，联邦公司税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几乎不到1%。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减少至原来的1/4。其间发生了什么？


  
利润转移的诞生


  公司税的第一次衰退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当时通货膨胀加剧、公司利润下降。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由于几乎没有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竞争，美国公司利润丰厚。这种情况在1969年和1970年开始改变，当时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政府增加税收以弥补越南战争的财政预算赤字，美联储收紧利率以对抗通胀。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使70年代利率大幅提升，相应地，企业盈利能力持续下降。由于利息可以免税，高额的利息支付降低了税基，从而减少了公司税收入。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上半叶，伴随这些宏观经济效应，公司税逃税行业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在同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下，逃税行业也变得备受追捧。


  对公司来说，采用什么方式逃税才能达到与风靡一时的高收入人群利用虚假合伙关系逃税的同等效果呢？那就是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金融公司。具体而言，一家美国公司可以在阿鲁巴岛（Aruba）、博奈尔岛（Bonaire）或库拉索岛（Curaçao）设立附属公司，然后，让这家附属公司以3%左右的市场利率从欧洲银行借款，并以8%左右的更高利率将资金借给美国母公司。[image: ]这一策略有双重优势。离岸金融公司从5个点的息差中赚取收入。而且，由于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没有所得税，所以这一收入是免税的。更重要的是美国母公司的收益：由于支付的利息可以从公司所得税税基中扣除，因此支付给荷属安的列斯群岛附属公司的款项减少了对山姆大叔的应纳税款。与虚假合伙企业一样，这是一种严重的逃税行为，税务当局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叫停了这一行为。


  要看到如火如荼的公司税逃税避税，我们必须等到90年代中期。避税和逃税并不是自生自发地勃兴起来的，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它们主要是由兜售逃税避税的贩子们推动的。逃税避税产业并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它运作的意识形态、经济和法律环境至关重要。20世纪90年代，一路绿灯。柏林墙刚刚倒塌，自由市场思想一路高歌猛进。20世纪80年代，被灌输了“股东为王”思想的新一代公司高管正在接管美国的跨国公司。


  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带来了新的节税机会。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司在海外的收入还不到15%。在税务当局看来，当你所有的客户都在美国的时候，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建立空壳公司会显得可疑。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以外地区的公司收入份额激增，在21世纪的头10年达到30%左右。利润转移的热潮开始了。


  以下是它的运行方式。


  
欢迎来到百慕兰


  利润转移利用了管理跨国公司税收法律体系中的缺陷。这一法律制度是在20世纪20年代公司税实施后不久制定的，并基本保持不变。[image: ]它包含了一个概念，即跨国公司的任何附属公司都应被视为单独的实体。出于税收目的，苹果爱尔兰公司必须被视为一家独立的公司，不同于苹果美国公司。苹果爱尔兰公司的任何利润必须在爱尔兰纳税，苹果美国公司的任何利润必须在美国纳税。


  问题很简单：由于爱尔兰的公司税税率（根据法律为12.5%，实际上通常要低得多）低于美国的公司税税率（21%，不包括州公司税），苹果公司在爱尔兰将利润入账比在美国入账更有利，而且公司有充足的机会这样做。当然，某些规则限制了特定跨国集团子公司间的全球利润分配。理论上说，公司必须通过内部交换商品、服务和资产来确定利润的产生地，就好像它们的各个子公司是独立实体一样。每次交易中，子公司间必须以公允的市场价格交易商品、服务或资产，即所谓的公平计价原则。然而，实际上，由于避税行业的存在，跨国公司基本上可以自由决定自己使用的价格，因此自由决定在哪里登记利润。


  20世纪90年代，避税行业开始说服跨国公司进行一些资产和服务的内部交换，而这些资产和服务的关键优点在于：没有市场价格。由于一些资产和服务，如品牌标识、商标和管理服务，没有可观察到的市场价值，因此无法执行公平计价原则。苹果品牌标识的价格是多少？这是不得而知的，因为这个标识从未在任何市场出售过。耐克标志性的品牌标识“swoosh”的价格是多少？谷歌公司的搜索和广告技术的价格是多少？由于这些品牌标识、商标和专利从未对外交易，所以公司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任意价格。


  逃税行业兜售的产品是孤注一掷的（豪赌）：一笔创造性的集团内部交易，以及对交易收取经认证的“正确”的转让价格。在实践中，使用的转让价格通常服务于为最大化节省跨国集团的税收。提出并认证这些转让价格的会计师由跨国公司自己支付佣金。这一切的结果如何？由于以伪造价格进行的集团内部交易激增，高利润最终被入账在税率较低的子公司中，而在税率较高的地方则入账较低的利润。


  为了了解这在实践中是如何运行的，我们需要仔细思考几个例子。


  在2004年8月上市成为公众公司的前一年，谷歌于2003年将其搜索和广告技术出售给了在爱尔兰注册成立的子公司“谷歌控股”（Google Holdings），但因为爱尔兰法律允许注册在爱尔兰的公司不是本国的纳税人，只要该公司的中央管理机构不在爱尔兰，所以“谷歌控股”仍注册在爱尔兰，但将其中央管理机构转移至百慕大（大西洋上的一个岛屿），之后，被爱尔兰认定为百慕大纳税人。此次交易的转让价格并非公开信息。1909年美国公司所得税开征时，法律规定公司的纳税申报表必须公开，以防止逃税。但国会在1910年废除了强制性公开披露，自那以后，美国巨头企业的税务事项一直是保密的。


  尽管如此，人们很容易猜测，谷歌控股为收购谷歌技术付出的代价是微乎其微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价格高的话，2003年谷歌公司会在美国缴纳巨额税款。但根据2004年谷歌公司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招股说明书，该公司当年在全球交纳了2.41亿美元的税收。[image: ]即使该公司的全部税单是由于将其无形资产出售给百慕大子公司（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谷歌公司会由于其他原因纳税），也意味着无形资产的销售价格低于7亿美元。对于一项自那时以来已创造了数百亿收入的资产来说，这个价格并不算高。仅一年时间，即2017年（数据可获得的最新一年），百慕大的谷歌控股就赚取了227亿美元的收入。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谷歌控股是谷歌公司一些最有价值技术的合法拥有者。谷歌控股授权谷歌公司在整个欧洲的子公司使用这些技术（在亚洲也采用类似的办法，用新加坡代替百慕大）。谷歌公司在德国或法国的子公司向谷歌控股支付数十亿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以获得所谓百慕大技术的使用权，从而降低了在德国和法国的税基，并将在百慕大的税基提高了同等数额。[image: ]


  百慕大的公司税税率是多少呢？是零！


  欧洲的各个公司也采取同样的方法。2004年，在谷歌公司将其知识产权转让给百慕大公司几个月后，一家由瑞典人和丹麦人创办的公司Skype将其大部分网络电话（voice-over-IP）技术转移到一家注册于爱尔兰的子公司。在Skype公司的案例中，有趣之处在于，多亏了卢森堡泄密案（LuxLeaks, 2014年普华永道泄露的大量机密文件），我们知道了这笔交易的细节。根据普华永道的说法，这项颠覆电信市场的开创性技术到底值多少钱呢？总共值25 000欧元。[image: ]2005年9月，在这笔交易发生几个月后，Skype公司被易贝（eBay）公司以2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谷歌公司和Skype公司几乎同时将其知识产权出售给注册于爱尔兰和百慕大某地的空壳公司，这并非巧合。大约在2003—2004年，在避税行业中这是一种可选择的逃税方式。与谷歌公司一样，Skype公司也得到了同样的建议：在上市或被另一家公司回购之前，要迅速行动。为什么？因为当市场给你的估值数十亿美元时，你很难假装你的核心技术几乎一文不值。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怎么说，公司逃税都是相当简单的。其核心是操纵公司集团内部商品（如iMacs）、服务（如美国公司从瑞士关联方购买“管理建议”）、资产（如谷歌公司将其搜索和广告技术出售给百慕大子公司），或贷款（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逃税热潮中发生的）交易价格。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在世界各地为这些项目提供各种各样的方案。并且，它们都有同样的结果：账面利润最终被记录在雇用很少员工、使用很少资本的低税收地区的子公司。


  
40%的跨国公司利润被转移到避税天堂


  幸亏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拥有一套完善的统计系统，使我们可以追踪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演变路径。美国公司被要求每年向美国经济分析局报告有关其业务的详细信息，特别是它们在世界各国的账面利润和纳税额。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跨国公司尽管面临50%的公司所得税税率，但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离岸避税天堂。它们中的一些公司确实在瑞士设有办事处，或在加勒比小岛上设有控股公司，但总的来说，涉及的金额微乎其微：约95%的外国利润被入账在高税收地区，主要是加拿大、英国和日本。[image: ]20世纪70年代末，受荷属安的列斯群岛避税的启发，利润转移开始加速扩张，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公司在避税天堂入账的外国利润比例飙升至25%。不过，当时美国公司的大部分利润仍在美国。尽管它们将25%的外国利润转移到了避税天堂，但与它们的总收入（美国加外国）相比，涉及的金额仍然很小。最后，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避税热潮对美国巨头企业的全球税收影响甚微。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利润转移才真正变得显著起来。


  如今，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赚取的不断上升的巨额利润中，有近60%是在低税收国家入账的。具体在哪里呢？主要在爱尔兰和百慕大。不幸的是，更精确的地理位置是不可能得知的：正如我们在谷歌公司（即现在的Alphabet）的案例中看到的，这两个岛屿之间的边界并不清楚。而且，当我们研究利润转移的地理位置时，最好把它视为大西洋某处的一个国家，我们称之为百慕兰（Bermuland）。


  2016年，美国跨国公司在百慕兰一个地方入账的利润要比在英国、日本、法国和墨西哥入账的利润总和还要多。在波多黎各，美国跨国公司也入账了大笔利润，适用于1.6%的有效税率。波多黎各不征收美国公司所得税，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雅培（Abbott）这类制药巨头和微软（Microsoft）这类科技公司等逃税者可选择的逃税目的地。接下来是荷兰、新加坡、开曼群岛和巴哈马，在这些地区，美国跨国公司入账的利润比在中国和墨西哥的都要多。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在这场逃税闹剧中最离谱的是，美国公司在2016年（可获得的最新一年数据）将超过20%的非美国利润计入了“无国籍实体”（stateless entities）中，即无处注册、无处征税的空壳公司。[image: ]实际上，它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在另一个星球上赚取1 000亿美元的利润。


  美国跨国公司并不是唯一将利润转移到低税收地区的公司：欧洲和亚洲的公司也这样做。这种大范围的自由放任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所有国家都会互相窃取一些财政收入。美国公司夺取了欧洲和亚洲政府的税收收入，而欧洲和亚洲的公司则将这一好处回报给了山姆大叔。最近的一项研究估算，如今在全球范围内，所有跨国公司来自其注册地以外的利润，如苹果公司在美国以外地区的利润，或者大众汽车在德国以外地区的利润，有40%在避税天堂入账。[image: ]这相当于在美国、法国或巴西赚取的约8 000亿美元收入，最终在开曼群岛、卢森堡或新加坡入账纳税，税率通常在5%至10%之间。在这场所有跨国公司对所有国家的战争中，美国跨国公司似乎最大胆：它们每年不是转移40%（世界平均水平），而是转移60%的外国利润到离岸避税天堂。


  经济中各行各业的跨国公司都在从事这种利润转移。因为科技巨头公司拥有更多的无形资产，而无形资产更容易转移到国外，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它们是主要的罪魁祸首（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找到对它们征税的方法）。当然，硅谷的公司确实广泛利用了避税天堂。但是，在制药行业（辉瑞）、金融行业（花旗集团）、制造行业（耐克）、汽车行业（菲亚特）和奢侈品行业（开云Kering）中，逃税现象也普遍存在。[image: ]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得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适当建议，都可以创造出自己的无形资产（标识、专有技术、专利），并以任意价格出售给自己。同样，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从自己在低税收地区的子公司购买模糊的服务。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介绍的那样，这些问题有办法解决；但我们并没能实施这些办法。相比最近一些欧洲国家对数字公司收入的征税，这些办法需要更全面的修正。


  
账面利润还是设备转移到避税天堂？


  为了证明在避税天堂入账巨额利润是合理的，经常有人认为，这都是全球税收竞争的结果。[image: ]根据这一观点，公司只是对税率差异做出反应，并在税率较低的地方重新安排活动。它们已将工厂迁至爱尔兰，研发团队迁至新加坡，银行办事处迁至开曼群岛乔治镇。全球化在起作用。


  然而，数据并没有为这一观点提供太多支持。数据显示，大体上，过去几十年中转移到低税收地区的是账面利润，而不是办公室、员工或工厂。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以外的1 700万名员工中，约有95%的人在税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工作，主要在英国、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image: ]其中，不到100万人确实在避税天堂工作，主要在欧洲。例如，有12.5万人在爱尔兰工作。与爱尔兰约230万人的劳动力规模相比，这是不可忽视的，跨国公司为爱尔兰带来了真正的收益（远远超过税收收入）。但在相邻的英国，为美国公司工作的人数只相当于在爱尔兰的1/15，因为自21世纪初以来，英国的公司税税率平均比爱尔兰高出两倍。


  尽管有数十年的国际税收竞争，但没有证据表明生产已经大规模转移到了避税天堂。相反，美国公司已经扩大了它们在新兴经济体的活动。它们的海外雇员超过1/3，约600万人在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巴西工作。


  当我们观察公司在哪里拥有有形资产（包括厂房、设备和办公楼）的情况时，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大多数资产并非位于税收较低的地方，而是位于员工所在地。美国公司在境外公司拥有的有形资产存量中，只有18%在低税收地区；其余82%都在高税收国家。对照我们之前的发现，美国公司近60%的海外利润被入账在避税天堂，我们的结论很清楚：迁移到避税天堂的不是生产，而是账面利润。


  毫无疑问，当企业决定在哪里开展业务时，会考虑税收以及许多其他因素。甚至有证据表明，如今对税收的考量可能比几十年前更加重要。如图4.2所示，避税天堂的资本存量正在增长，而且，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跨国公司在低税收地区的雇员人数。这表明，为了节省税收，如今大公司可能比过去更愿意转移工厂和管理人员。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爱尔兰等某些避税天堂，低税率不仅在企业转移账面利润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企业转移实际活动中也是重要考量因素。


  
    [image: ]

    图4.2 账面利润正在转移到避税天堂；实际活动却很少如此

    （美国跨国公司在避税天堂的外国利润、资本和工资的百分比）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跨国公司自1965年以来在避税天堂入账的利润、拥有的有形资本和支付的员工工资的演变，表示为美国跨国公司的全部外国（非美国）利润、资本和工资总额的比例。在避税天堂入账的外国利润份额已从20世纪60年代的不到5%飙升至如今近60%，但员工和资本并没有同比例转移至避税天堂。详情请见taxjus ticenow. org。

  


  即便如此，从现有数据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从全球角度看，资本向低税收地区的转移远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普遍。所发生的并不是避税热潮，而是逃税瘟疫。一些著名的避税天堂，如百慕大、零税收的加勒比海岛屿，或马耳他，只会吸引账面利润，那里实质上什么都没有发生。相比那些流向备受珍视的避税岛的巨大利润，向爱尔兰等地（低税地区）流动的资本仍然很小。即使外国跨国公司在爱尔兰购买办公场所，那也可能只是一个合法性的幌子，意在掩盖人为转移到爱尔兰的利润，数据中有些看起来是有形资本的流动可能仅仅是为了粉饰。


  如今，公司税的逃税者们利用J. P.摩根的回应为他们自己辩护：这是完全合法的；世界各地的公司都遵守法律；政府应该谴责那些不遵守税法的公司。苹果公司在爱尔兰交纳1%的有效税率，欧盟委员会命令苹果公司向都柏林偿还它逃避的数十亿美元税收？这太离谱了：“在爱尔兰和我们开展业务经营的每个国家，苹果公司都遵守法律，我们缴纳了所有我们应纳的税款。”[image: ]耐克公司将数十亿美元的特许使用税转移到免税的百慕大空壳公司？这里没什么可看的，“耐克公司完全遵守税收法规”。此外，全球政策制定者是有责任的：“我们鼓励经合组织（OECD）切实解决这些问题”，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达沃斯就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公司的逃税行为受到质疑时如是说。[image: ]


  这样的辩驳苍白无力，因为谷歌公司在百慕大没有实质性的经营发生，但入账了227亿美元的收入，这么做合乎情理的原因就是为了逃避税收，因此谷歌公司违反了实质课税原则。这种逃税行为之所以持续，是因为执行公司税的政治意愿已经有所弱化，并且跨国公司拥有的资源远远在国税局之上。但这并不能使这种活动合法化。


  
国家主权的商业化


  如同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避税手段一样，利润转移业务使税收筹划方案的供应商及其客户变得富有，但同时也使世界其他成员陷入贫困。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逃税市场与如今为跨国公司提供服务的市场有一个重要区别。除了逃税方案的供应商及其买家之外，另一方也从这种商业中获益，那就是低税收国家的政府。这些国家出售一个关键要素，即它们自己的主权，如果没有这一必不可少的投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兜售的骗局将毫无用处。[image: ]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避税天堂的政府就致力于从事一种新的商业活动。它们向跨国公司出售了一系列权利，包括自行决定其适用的税率、监管约束和法律义务。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苹果公司要求低税率，以便将其部分公司设在爱尔兰？都柏林感激不尽。Skype公司担心有一天税务局可能会质疑它向爱尔兰子公司出售知识产权的价格？完全不用担心，卢森堡大公国（Grand Duchy）以所谓高级定价协议（advanced pricing agreements）的形式提供了安全保障，这种协议就是提前敲定跨国公司使用转让价格的合同。没有避税天堂政府的同谋，任何利润转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许多避税天堂的政府还夸耀其有高法定税率，但实际上，这些政府为它们试图取悦的公司提供了更低的税率，并为这些公司提供一系列方案，以规避任何其他地方实施的法律和法规。


  它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国家主权的商业化本身是相当有利可图的。有一些非货币性的好处，例如，卢森堡在大公司的金融交易中扮演着超出其国家地位的角色，因此在欧盟内部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最重要的是，对从事这种商业的国家来说，有着真金白银的现实回报。即使对吸引来的巨额账面利润实施低微的有效税率，避税天堂也能产生巨额财政收入。哪个国家的公司所得税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最高？臭名昭著的避税天堂，马耳他。第二呢？卢森堡。然后就是中国香港、塞浦路斯和爱尔兰。我们发现2017年，排名垫底的是美国、意大利和德国，这三个国家当年的公司所得税税率接近或超过30%。[image: ]相较于大国在20世纪30年代实行的税率，那些实施低有效税率（5%到10%之间）的避税天堂征收的税收要多得多（就其经济规模而言），税率越低，税收越高！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拉弗曲线”逻辑的一个醒目实例，拉弗曲线是由供给学派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在20世纪70年代推广并因其命名的。从这个观点看，大幅降低税率可以增加税收收入。即使是零税率，乍一看可能太低了，但也能为小国家带来大笔收入。英属维尔京群岛和百慕大政府收取固定费用，它们用零税率吸引了数十万空壳公司的创立，为它们带来了巨额财政收入。


  避税天堂的繁荣和供给学派预言家预测的繁荣之间有一个小区别。在阿瑟·拉弗的世界里，当税收低的时候，人们工作更多，企业投资更广泛，创新者更能不断创新，而且全球GDP也会上升。然而，在现实世界中，马耳他、卢森堡或塞浦路斯获得的任何一美元财政收入都是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的。这是一个并不会使世界更富裕的零和利润转移。当百慕大向大公司提供定制的税收漏洞时，当爱尔兰向苹果公司提供甜美的税收协议时，当卢森堡税务局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携手合作时，它们窃取了其他国家的税收，使全球GDP保持不变。这是彻彻底底的零和盗窃。


  
阻止逃税车轮前行的微弱力量


  我们的意图不是妖魔化这个或那个国家，也不是假装如果一些无赖国家停止其财政倾销，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大多数国家已经屈服于出售部分主权的诱惑，希望能吸引一些经济活动、一点税收，而不管它们能够获取什么样的蛋糕。一些国家在这条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典型的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国家，它们更有利可图。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变得更加一体化，随着发展中国家出现新的经济强国，相比整个地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变小。变身为避税天堂的诱惑无处不在。


  在限制国家主权商业化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尝试。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努力是经合组织于2016年启动的倡议，名为“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包容性框架”（inclusive framework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简称为BEPS。这是阻挡庞大的避税车轮前行的协调性尝试。它使企业更难操纵转让价格；它定义了一些有害的税收做法，鼓励各国放弃这些做法；它尝试修正各国税法的不一致之处，并迫使某些避税天堂放弃其最恶劣的避税方案。


  然而，数据表明，BEPS和其他努力大多没有成功。如图4.2所示，美国公司在低税率地区入账的利润份额逐年增长。对于非美国的跨国公司来说，证据更不全面，因为现有数据涵盖的年份较少，但趋势似乎是相同的。我们如何解释这种不成功呢？BEPS这一倡议并没有攻击到避税核反应堆的核心。公司仍然被认为应该在内部交易商品、服务和资产。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仍然在制造没有市场价格的交易。转让定价的会计师仍然有动机取悦其客户，并认证任何使客户税单最小化的安排都是正确的。当我们需要“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忙于完善托勒密的天堂模型。


  
税收竞争的胜利


  目前，国际协调合作的努力最终遇到了更深层次的制约：在税率协调方面缺乏认真努力的尝试。如今，政策制定者一致认为，利润转移应该受到打击，但只要各国照章办事，税收竞争就不应受到谴责。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一家公司在美国生产专利并将其转移到免税的百慕大，那就糟糕了。但正如今天所做的那样，如果该公司在爱尔兰生产专利，如果都柏林按6.25%的税率对其专利产生的利润征税，那就没问题了。如果明天税率是1%，那也未尝不可。只要这些专利是在爱尔兰，由在爱尔兰办事处工作的当地工程师产生，任何税率都是可以接受的。BEPS允许各个国家对源自专利的收入提供合法税收减免，即所谓的“专利盒”（patent box）制度。除爱尔兰外，英国提供10%的税率，美国在2018年税收改革以后提供13.125%的税率。下面举几个例子。


  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被允许讨论如何改进税基的定义，而不是讨论税率。除了各国税收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之外，国际合作还是存在的。经合组织希望通过它的努力，利润转移将很快消失：公司将在其实际经营的国家纳税，公平公正。但问题是，按什么税率征税呢？尽管BEPS最终成功地遏制了利润转移，但由于缺乏对税率本身的任何协调，总会有一些国家通过下调税率获利。降低公司税税率可能比幕后交易更透明，比提供量身定制的税收漏洞更直接，比对异常的集团内部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诚实。但是，它有着相同的含义：减少大公司及其股东的纳税义务。


  其核心是，大幅降低税率只是国家主权商业化的另一种形式。对于那些实施这种做法的小国家来说，这是有利可图的：它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相对于促进纯粹的账面利润转移而言，它甚至可以增加就业和工资。但如同其他形式的国家主权商业化一样，这些收益是以牺牲世界其他地区利益为代价的。避税天堂向大公司提供的税收优惠增加了其他人的成本，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负外部性”。它们助长了税收的恶性竞争，导致了这样一个世界：为了防止资本外流，大多数国家被迫采用非常低的税率，这要比它们原本民主选择的税率低得多。当前国际合作形式背后的根本问题是：这些合作并没有解决税收竞争的非民主力量，而事实上使之合法化了。


  确实，自BEPS项目启动以来，税收竞争加剧了，而且全球公司税税率的逐底竞争也在加速。自2013年以来，日本将税率从40%下调至31%;美国从35%下调至21%;意大利从31%下调至24%;匈牙利从19%下调至9%;许多东欧国家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1985年至2018年，全球平均法定公司税税率从49%降至24%，降幅超过一半，这或许是全球税收政策最异乎寻常的发展态势。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在21世纪中叶之前，全球平均公司税税率将达到0%。


  
    	
      参阅Zucman（2014）。

    


    	
      参阅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s Co -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7）。

    


    	
      在美国，从一战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员工代表计划和由员工选举产生的工会在公司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工会就工作场所发生的诸多问题与管理层协商（例如，参见Wartzman, 2017）。

    


    	
      参阅Wright and Zucma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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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ucker（2010）, Kleinbard（2011），第707—714页。爱尔兰已承诺2020年前逐步取消一家公司在爱尔兰注册但在百慕大纳税的规定。

    


    	
      参阅Bower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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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阅Tørsløv、Wier and Zucman（2018）, Clausing（2016,2019）。

    


    	
      例如，Phillips et al. （2017）估算了在《减税和就业法案》（the Tax Cut and Jobs Act）实施前夕，财富500强企业在海外持有多少利润。

    


    	
      例如，参阅Hodge（2018）。

    


    	
      同样的事实，特别是对于从事研发工作的员工来说，他们中的95%都在高税收国家工作。

    


    	
      参阅Cook（2016）。

    


    	
      参阅Wearden and Elliott（2018）。

    


    	
      关于国家主权商业化的概念，参阅Palan（2002）。

    


    	
      参阅Tørsløv、Wier and Zucman（2018）。

    

  


第五章

  税收不公正的螺旋上升


  尽管世界各国领导人可能会对极端的财政倾销形式（如百慕大的零税率）感到惋惜，但他们普遍认为，公司税下降未必是坏事。毕竟，减税意味着公司可以将更多利润用于投资。企业投资是增长的引擎：企业扩张支持就业和工资，并最终使员工受益。降低对资本征税可以使工薪阶层受益。


  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富人缴纳更高的税，最终会伤害到我们其他人吗？反过来，大幅削减对资本的征税是否会提升投资和工资呢？


  不幸的是，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陷入了空洞且毫无事实根据的意识形态的装腔作势之中。不乏预言家预测源于自由资本的奇迹，只要“税负”再下降一点，他们就会给出不切实际的增长预测。当税后利润被允许增加时，这些先知就会猜测投资激增和工资提升。让我们尽力说明是否如他们所说的那样。


  
劳动和资本：所有收入的来源


  要了解政府对资本征税时会发生什么，我们首先必须准确定义“劳动”和“资本”的概念。在征缴任何税收之前，国家的所有收入都是由员工或资本所有者获得的，因为我们生产的一切都需要劳动和资本（机器、土地、建筑物、专利和其他资本资产）。在一些经济部门，如餐馆，生产主要使用劳动，经济学家说，这类部门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其他经济部门，如能源，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时，资本可以独自产出（房屋产出“住房服务”，而不需要我们人类的帮助）。有时，劳动可以独自产出（例如，碧昂斯在公共场所举办一场无乐器伴奏音乐会）。有时，资本是有形的（房子、机器等），有时是无形的（专利、算法等）。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生产的一切以及由此获得的任何收入都源于劳动、资本，或劳动与资本的组合。


  劳动所得是付给员工的，相当于工资、薪金和就业附加福利，如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福利。资本收入是资本所有者独立于任何工作努力而获得的，包括公司所有者赚取的利润（无论是以股息支付还是再投资）、支付给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支付给房东的租金等。按照惯例，我们将私人律师和医生等自雇者赚取的“混合收入”的30%计入资本收入项下，70%计入劳动所得项下（原因是30/70为经济学家在企业部门观察到的资本/劳动比例）。[image: ]


  根据定义，不属于劳动所得的每一美元，就属于资本收入，反之亦然。这样说并不是在判断员工和资本所有者是否应该分得属于他们的蛋糕：经济学家和公众普遍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是政治冲突的核心因素。为了观察劳动和资本的这一事实，我们只需要描述经济如何运行。


  让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根据其官方账目，2018年苹果公司生产了价值约85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扣除苹果公司为生产iPhone、iMac和其他产品而购买原材料和其他投入的成本）。在850亿美元中，它向员工支付了约150亿美元，这是劳动所得。[image: ]剩下的700亿美元回报给苹果公司的所有者和债权人，这是资本收入。这些资本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股息，一部分用于支付债券持有人和银行的利息，一部分用于再投资。同样，部分劳动所得支付给了苹果公司的高管，部分支付给初级工程师，部分支付给苹果商店的销售人员。劳动有多种形式，资本也有多种形式，包括许多不同的社会实体、法律安排和权力关系。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观察到，劳动所得的比重波动不大，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5%，剩余75%是劳动所得。众所周知，凯恩斯将这种稳定描述为“一个奇迹”。然而，这种奇迹并不是永久的。[image: ]从1980年到2018年，美国的劳动所得份额从75%下降到70%（而资本收入份额从25%上升到30%）。在过去20年中，这一趋势尤为明显。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成年人平均劳动所得几乎停滞不前，平均每年增长0.4%，而受科技、制药和金融领域企业巨擘利润暴涨的推动，成年人平均资本收入每年增长1.6%。资本收入高歌猛进，劳动所得却裹足不前。


  
对资本征税越来越少，对劳动征税越来越多


  正如所有形式的收入都源于劳动和资本一样，所有税收要么归于劳动，要么归于资本。在选择对这两种生产要素分别征收多少税时，需要权衡。因为资本是有用的，我们并不想对它征税太多，以免降低经济生产能力。但减少对资本征税意味着劳动必须承担更重的税负，特别是在一个工资水平裹足不前的世界里，对那些没有继承财产可积累财富的人来说，更加举步维艰。


  当今的美国如何分摊税负呢？回答这个问题最全面的方法是对比三种税率的演变。第一个是平均宏观经济税率，即纳税总额除以国民收入。第二个是资本收入的平均税率，即公司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以及与股息、利息和其他形式资本收入对应的所得税合计得出的资本税总和除以经济中的资本收入总流量。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是劳动收入的平均税率，类似地定义为劳动税总额与劳动收入总额的比率。[image: ]从这三种税率的演变中，我们将会看到什么呢？


  过去几十年来，与其他富裕国家稳定的税收相比，美国的税收有所下降。今天的宏观经济税率显著低于20世纪末。直到最近，随着2018年的减税，这一趋势才真相大白：从短期看，税收收入随着经济扩张而上升，随着经济衰退而下降，而这些商业周期效应会掩盖宏观经济税率下降的趋势线。但现在看，宏观经济税率的中期趋势已经明朗。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整体税率达到了31.5%左右的峰值。2019年，经过9年的经济增长，并且失业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美国整体税率几乎低了4个百分点，约为28%。鉴于税收在经济衰退期间通常会下降几个百分点，可以肯定的是，当下一次经济衰退来临时，税收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将达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过去20年中，税收占GDP的比例下降了近4个百分点，这是一个罕见的历史发展。无论是罗纳德·里根，还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或是任何其他保守党领袖，都没有人能实现最近特朗普税制改革的如此壮举。在里根执政期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上下波动，没有明显趋势。在英国，铁娘子1990年离开唐宁街时的税收比她1979年入主唐宁街的时候更高。在这两个实例中，富人的税收都下降了。但是，其余人口的税收却有所上升，而税收总额基本保持不变。过去20年来，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税收持续大幅下降的第一例。


  在美国，宏观经济税率的下降全部源于对资本征税的崩塌（见图5.1）。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对资本征税的平均税率为36%。在特朗普税制改革之后，这一比例几乎不到26%。


  
    [image: ]

    图5.1 资本税的崩塌

    （在美国，关于劳动和资本的宏观经济税率）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自1915年以来，在资本收入、劳动所得和总收入上宏观经济税率的变化。资本收入和劳动所得的合计就是国民总收入。所有联邦、州和地方税收都包括在内，并分配给资本或劳动。从历史的角度看，对资本收入征税的税率远高于对劳动所得的税率，但这个差距已经缩小了很多。2018年，对劳动所得征税的税率首次高于对资本收入的征税。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除了财产税基本保持稳定外，所有资本税都是造成这一下降的原因。正如我们看到的，公司税已经崩塌。股息税已经减半，最高税率从克林顿执政时期的39.6%下降到如今的20%。遗产税产生的税收收入减少至原来的1/4，从20世纪90年代末占国民收入的0.4%降到如今的0.1%。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劳动和资本之间税收平衡的变化更为显著。从17世纪马萨诸塞州的财富税到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50%的公司所得税有效税率，资本税对美国国库的贡献非常重要。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资本税的平均税率超过40%，而对劳动征税的平均税率略低于25%。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达到峰值以来，资本税的平均税率已经下调了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工资税高涨的推动下，对劳动的征税上涨了十多个百分点。对于兴旺发达的资本所有者来说，税收制度已经给予了他们更多。而对于那些工资停滞不前的员工而言，税收制度向他们索取了更多。2018年，美国现代史上首次对资本征税低于对劳动征税。


  
医疗保险：一项巨大而隐秘的劳动税


  这些数字甚至也严重低估了资本所有者相对于员工的税收优势。因为这些统计数据只考虑了公共而非私人的强制性征税。向政府缴纳的税收被包括在内，但向非政府部门缴纳的并没有考虑在内。除了名义上的税收，最突出的是员工通过雇主向保险公司支付的医疗保险。因为美国的医疗服务费用过高（由于标准医疗程序的价格比其他富裕国家高得多）,[image: ]这种隐性劳动税是巨大的。如今，雇主为员工提供的平均缴费每年超过了13 000美元。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数字直线上升。[image: ]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隐性税收，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是如何为医疗服务提供资金的。美国老年人和低收入家庭享受公共保险计划[分别为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这是由税收（工资税和政府一般收入）提供资金的。其余的人口必须寻求私营公司的保险；在此情况下，保险不是由税收资助的。实际上，人们通常通过雇主购买私人保险，而不是单独支付。自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颁布以来，保险已成为强制性要求：为那些不在医疗保险或医疗补助范围内的人提供私人保险计划是法定的。保守派并不喜欢这项义务，且一直试图削弱它，但即使他们成功了，情况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无论保险费是支付给公共垄断机构（政府），还是支付给私人垄断机构（声名狼藉且毫无竞争力的美国私人医疗保险体系）,[image: ]几乎毫无差别。这两种支付方式都降低了员工的实际工资；尽管总是有可能逃税或拒绝向保险公司付费，但实际上几乎每个人都会遵守。


  这两种医疗保险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对总税收占GDP比例的影响。更多地依赖私人保险公司导致了官方宏观经济税率的降低。这种特殊功能在美国尤为明显，但也存在于瑞士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它们依靠强制或准强制的私人医疗保险（由工会、雇主或非营利组织管理）提供医疗保障。如同美国一样，这些国家都自夸其税收占GDP比例远远低于医疗保险全部或主要由税收提供资助的国家（如英国、瑞典和法国）。[image: ]但这种吹嘘毫无意义。


  为了提供更准确和更具国际可比性的图景，图5.2将支付给私人保险公司的强制性保费视为税收。仅这些隐性税收就占到2019年国民收入的6%,[image: ]相当于全部联邦所得税的1/3！这些强制性保费将宏观经济税率从国民收入的28%提高到34%，与加拿大和新西兰相当，略低于英国和西班牙。[image: ]根据定义，由于这些隐性税收只对劳动征收，因此劳动税率甚至会更加大幅跳升，从29%激增至37%。有了这种扩展的（而且在我们看来更有意义的）税收观，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劳动和资本的税率趋同。自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2018年税制改革以后，对资本征税要远低于对劳动征税。


  
    [image: ]

    图5.2 对劳动征税的增长

    （在美国，关于劳动和资本的宏观经济税率）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自1915年以来关于资本收入和劳动所得的宏观经济税率的演变。资本收入和劳动所得合计即为国民总收入。所有联邦、州和地方税收都包括在内，并分配给资本收入或劳动所得。该图还将一系列雇主资助的医疗保险加到劳动税中。医疗保险费用现在对劳动造成了巨大且不断增加的额外负担。2018年，如果包括医疗保险在内，劳动税的税率约为40%，远高于资本税的税率。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从这个更宽泛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美国并不是一个特别低税收的国家，至少我们曾经做过苹果公司对苹果公司（apples-to-apples）的国际间的同类比较。在包含了强制性私人医疗保险后，美国宏观经济税率（34%）仍然低于法国（52%）。但是，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法国几乎所有对养老金的贡献（占国民收入的16.5%）也被看成税收，而在美国，只有对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的贡献（占国民收入的4.5%）算是税收。最后，基本的事实是，美国人在缴纳了税款、医疗保险（私人化的税收）和养老金之后，平均保持了与欧洲同胞相同的税前收入比例；主要区别在于，欧洲人随后缴纳了更高的消费税（在法国，是国民收入的13%，而在美国是5%）。而且，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资助政府和医疗支出的负担越来越多地落在劳动身上。


  
资本的最优税率：0%


  我们应该担心降低对资本征税和随之而来的提高对劳动征税吗？毫无疑问，这个过程是一台强大的不平等引擎。无论何时何地，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家庭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劳动所得。如今在美国，对收入分配金字塔底部90%的人来说，85%的税前收入来自劳动所得，而资本收入仅贡献了15%。对富人而言，情况恰恰相反。对收入分配顶端1%的人来说，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资本收入，前0.1%的人超过2/3的收入源于资本收入。[image: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恒定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直至达到顶端，100%的收入都源于资本。当政府降低对资本收入征税时，他们几乎总是在为富人减税。


  对资本征税的减少意味着，从资本中获得大部分收入的富人可以机械地积累更多财富。这会带来滚雪球效应：财富产生收入，当对资本收入征税较低时，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储蓄；这种储蓄增加了现有财富，进而产生更多收入，依此类推循环往复。[image: ]这种滚雪球效应大大促进了美国财富集中度的飙升。20世纪70年代末至2018年，顶端1%群体的财富份额从22%猛增至37%。相反，底层90%群体的财富份额从40%下降到27%（见图5.3）。自1980年以来，顶端1%群体和底层90%群体交换了他们在整个财富蛋糕中的份额：底层90%的人失去了什么，顶端1%的人就得到了什么。[image: ]


  
    [image: ]

    图5.3 美国财富不平等的加剧

    （在美国私人财富总额中，收入前1%和后90%群体分别所占份额）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最富有的1%和最贫穷的90%的成年人拥有家庭总财富份额的演变。财富包括家庭直接或间接拥有的所有私人资产（包括住房、养老金和所有金融资产），扣除所有债务。已婚夫妇的财富平均分配。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前1%群体拥有的财富份额几乎翻了一番，从20%增至近40%。与此同时，后90%群体拥有的财富份额已从40%暴跌至25%左右。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然而，如果我们赞同某些经济理论，我们应该为这种发展态势感到高兴。因为资本税的暴跌使我们更接近普通员工的长远利益。根据这些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展起来的理论，对资本征税的最优税率为零：对公司利润、利息、股息、资本利得、租金、住宅地产、商业地产、个人财富、工业地产和遗产的所有税收都应该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对劳动收入或消费征收更高的税收。[image: ]从字面上看，这种逻辑会推导出异乎寻常的政策建议：世界上的比尔·盖茨们应该完全免税，并且，政府应该通过对秘书和退休人员征收更多的税来弥补税收损失。这一举措甚至会让那些根本没有财富、完全没有资本收入的社会中最贫穷成员受益，至少从长远看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将会看到自己的税前收入增加了。


  这听起来也许仅仅是象牙塔的猜想，但现在你需要意识到这就是传授给全世界经济学研究生的经典理论，也是华盛顿特区政策讨论的权威基准。当然，在基本理论上有许多变体，根据这些变体，高于零的税率是可取的。但这些理论改进往往会在政策讨论中迷失方向。当我们询问美国税法专家是否应该对资本征税时，你会惊讶（这是我们的经验）于有如此多的人会断言“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不应该对资本征税。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哪个大国削减了所有的资本税，而且实际上很少有人主张立即废除对资本的所有征税。但是，一种观念占据了主流，那就是对资本征税特别有害。


  这种信念从何而来？本质上，是有一种观点在作祟。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供给（人们每年的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加上从国外吸引的资本净流量）对税后回报率的变化非常敏感。从长远看，资本供给是如此敏感，以至于甚至很少的税收也不可避免地会毁掉大量的资本存量。由于资本是有用的，它可以使员工更具生产力，所以对资本征税最终将损害员工工资。用经济学术语表示，就是对资本的征税被完全转嫁给劳动。从这个世界观看，公司税被认为特别有可能转嫁给员工。被征税的公司和工厂会迁往国外；企业将停止购买固定资产，耗尽资本存量，并降低工资。在这样的分析中，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公司税的税负归宿在劳动上。


  税负归宿是任何税收政策分析的关键部分，因此让我们仔细探讨一下这个概念，以理解资本征税的反对者所持论点的价值。如果大幅削减公司税会怎样？股息和股份回购可能会飙升，并提高股东收入。但企业也可能购买更多的机器和设备，使员工生产效率更高，从而工资也会更高。或者他们可以降低所售产品的价格，实际上既有利于劳动也有利于资本（直至这两种形式的收入最终都被消耗掉）。对税收变化影响经济行为、经济产出水平和收入在人口中分布的各种方式进行追踪，可以说明税负归宿。


  在这一领域中，经济研究的主要结果是直观的：最没有弹性的生产要素承受了税收负担，而最具弹性的生产要素则逃避了税收负担。具体来说，如果资本是非常有弹性的，也就是说，每当资本被征税时，储蓄和投资都会暴跌，那么劳动就要承担对资本征税的负担。但是，正如对资本的征税可以转嫁给劳动，对劳动的征税也可以转嫁给资本。如果劳动有很强的弹性，也就是说，当提高对人们收入的征税时，他们就会大幅减少工作，那么对劳动征税就可以转移到对资本征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解释了对工资的征税如何转嫁给资本，这是对税负归宿所做的最古老、最著名的分析之一。如果农民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他们获得的只不过是勉强维持生计的收入，那么对他们的工资征税就会使他们挨饿。在这种情况下，对贫穷农民征收的工资税将转给更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因为那些土地所有者将被迫增加工资，以维持其劳动力的生存。


  税负归宿归根结底是一个简单的实证问题，即资本和劳动的弹性如何？特别是，当对资本征税上升时，资本存量会消失吗？如果会消失的话，那么对资本征税的确是有害的，而且，大幅削减公司税可能符合员工的长期利益。


  
关于对资本征税和资本积累的长期视角


  根据大多数评论家的说法，资本的极高弹性是一种自然规律，与地球引力一样确定。但是，这种信念和其他来自基本经济理论的贸然预测（例如，最低工资一定会摧毁就业）一样，需要现实的检验。尽管有许多方法可用来开展这种检验，但一个合理的起点是比较投资率与资本税的长期演变。从历史上看，当对资本征税更高时，美国的投资是否大幅下降？如果是的话，这将意味着对资本征税减少了资本存量，最终导致员工贫困。


  但答案是否定的。鉴于20世纪初的储蓄和投资数据，我们可以将这些数据与对资本收入征税的平均税率进行比较。原来，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个对资本征税居高不下的时期，储蓄和投资也都处于历史高位，平均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不管人们用什么方法衡量资本积累，例如私人储蓄（个人和公司的储蓄）、国民储蓄（私人储蓄加上政府储蓄）或国内投资（国民储蓄减去外国净储蓄，实际上，因为大多数时候外国净储蓄很小，所以国内投资接近国民储蓄），这都是真实的。没有迹象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对资本征税的税率开始下降，资本积累一直在增加。恰恰相反，自1980年以后，国民储蓄率逐渐下降，直至接近0%。富人的储蓄率保持稳定，但处于底层的99%人口（和政府）的储蓄率暴跌。这与“零资本税”理论得出其强有力的政策建议必须依据的假设恰恰相反。


  
    [image: ]

    图5.4 对资本征税和资本积累

    （美国宏观经济资本税率相对于储蓄率）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对资本收入征税的宏观经济税率（对资本收入的征税总额占资本收入总额的比例）、私人储蓄率（家庭储蓄加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和国民储蓄率（私人储蓄加政府储蓄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的演变。从1940年到1980年，美国实现了对资本征税的税率和储蓄率双高。自1980年以来，对资本征税的税率下降，储蓄率也下降。在宏观经济数据中，对资本征税似乎并没有减少储蓄。详情请见taxjusti cenow. org。

  


  在过去一百年里，对资本征税与资本积累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1980年以前，尽管对资本的征税有很大变化，美国的储蓄和投资率在国民收入的10%左右波动。主要例外情况发生在大萧条时期，那时在大规模失业和实际收入空前下降的背景下储蓄暴跌；还有在二战时期，由于消费实施配给制储蓄上升。除了这些特殊的历史事件，美国的储蓄没有任何趋势性表现。法国、德国和英国也有类似规律，这三个国家的储蓄数据可以追溯到19世纪。除世界大战外，这些经济体的私人储蓄率也在国民收入的10%左右波动，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资本征税的平均税率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从19世纪的不到5%到二战后几十年超过50%。[image: ]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对资本征税没有经济成本。它表明，由于储蓄率和投资率变化不大，从长期看，对资本的征税是由资本所有者承担的，而不是由劳动承担的。因为当对资本征税较高时，资本存量并没有变得更低（而且因此工资也并没有变得更低），所以对资本征税的税负归宿直接落在了资本之上。因为富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资本，而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大部分收入源于劳动，对资本征税主要伤害的是富人，而不是工薪阶层。当然，储蓄决策并非对税收完全不敏感。如果对资本按100%征税，那么经济中的财富可能会少得多。但对于大范围的资本税后回报（如20世纪的情况，回报率在2%~ 5%），现有经验证据表明，这些影响很小。


  
什么促进了资本积累：是监管而不是税收


  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对资本征税时，资本积累的反应似乎相对较小？简言之，在影响财富积累的众多经济和社会力量中，对资本征税只是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影响相对较小的因素。这些力量中更重要的是影响私人储蓄行为的法律法规。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从资产端看，财富主要包括住房和退休储蓄，从负债端看，主要包括抵押贷款、消费信贷和学生贷款。[image: ]公共政策直接影响了这些资产和负债的每一种形式。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法律法规鼓励企业向员工提供受资助的养老金。联邦政府发起了30年期的抵押贷款，为一生中的储蓄提供了有效工具，因为现在偿还你的抵押贷款债务和积累房屋净值，就是储蓄。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支持高等教育的公共资金减少，学生贷款激增。放松金融监管使人们更容易负债，例如通过再融资促进抵押贷款债务的永久展期，或通过增加消费信贷的供给。


  这或许是行为经济学给我们提供的主要经验教训。行为经济学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致力于采用对人类行为更现实的观点，而不是采取标准的超级理性的经济模型：当涉及对储蓄率的影响时，非税收政策淹没了税收激励。[image: ]以默认选项为例，当401（k）退休储蓄账户是提供给新员工的默认选择时（在这种情况下，80%的可能性选择加入），相比于他们必须自愿选择时（20%的可能性选择加入），在默认选项情况下新员工加入401（k）退休储蓄账户的可能性要高出3倍。[image: ]401（k）退休储蓄账户是美国目前最主要的退休储蓄形式。默认选项不仅会提高退休储蓄，还会提高员工的整体储蓄率：存入退休储蓄账户的资金并不会挤占其他形式的财富积累（如偿还住房债务）。相反，传统税收激励被认为会提升退休储蓄，即投资收益免税，但其实传统税收激励鼓励了人们将资金从非退休投资转移到免税的退休储蓄账户，而储蓄率并没有显著提高。[image: ]可见，与税收激励相比，默认选项等简单的“助推”措施对财富积累的实际影响要大得多。[image: ]


  这并不是说对资本征税没有效果。资本并不具有很强的弹性，但它可以被掩盖。富人可以把财富隐藏在海外。跨国公司可以将利润转移到百慕大。人们可以将投资转入免税账户。由于逃税服务的对象是富人，资本收入主要由富人获得，所以当逃税行业不受控制时，逃避资本税的机会就会多如牛毛。但是，这些逃税行为都不会影响人们拥有的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的真实财富积累。关于这些问题的辩论中有一个令人困惑的地方。是的，资本可以对税收做出强烈反应。但是，这种反应是利用无数种方式转移账面利润，而不是因为不管何时对储蓄增税，人们今天就开始消费更多。这种逃税反应不是自然规律，而是政府做出的选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逃税已经很广泛，因为各国政府一直容忍逃税行为，但此前逃税的情况微乎其微。


  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对公司利润的征税，这是一种被广泛认为最具弹性的资本收入形式。公司应对国际税率差异的主要方式不是把工厂搬到低税收地区，而是把账面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利润转移掩盖了真实的资本流动。更一般地说，大量证据表明，公司税率影响各个领域的行为。[image: ]当公司税率上升时，商业交易不太可能被注册成公司，而更可能选择不受公司税约束的其他组织形式，如合伙企业。当利息可以免税时，公司也倾向于借更多的钱。如果获得临时投资税收抵免，公司就会加速其投资计划。然而，这些选择都不会改变公司的长期资本存量，包括建筑物、机器和设备。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对公司利润的减税将会增加员工的工资。


  与许多空想家希望你相信的相反，经济学并没有“证明”员工会“承担”公司所得税的负担。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全世界的工会都会祈求政府削减公司所得税。现实世界中，认为普通员工而非富裕股东遭受高额公司税之苦的最强烈支持者是富裕的股东。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每人身价约500亿美元）支持的游说团体花费2 000万美元说服选民，特朗普总统对公司减税是有利于工资的。[image: ]同样，经济学也没有证明对劳动征税是由资本承担的。从长期看，对资本征税很大程度上由资本承担，对劳动征税很大程度上由劳动承担。穷人并没有遭受向富人征税之苦，也没有任何富人遭受向穷人征税之难。


  
走向累进所得税的终结


  没有证据表明，对资本征税少，对劳动征税多，是有益的，但确实是有实际成本的。它不仅破坏了全球化的可持续性，增大了保护主义卷土重来的风险，而且使全球化变成了为主要赢家减税的代名词。但是，这也为潜在而致命的避税方式打开了大门：将劳动所得转化为资本收入。对资本征税的低税率鼓励富人将其适用高税率的工资重新归类为资本收入。两种收入形式之间的税率差距越大，转化收入的动机就越大。随着这种转化的发生，一个大问题产生了：个人所得税行将消亡，而这是现代税收制度中主要的累进组成部分。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在劳动和资本之间转化收入是不可能的。教师、职员、大多数其他员工永远无法假装他们的工资实际上是股息。但对富人而言，转化收入就是小孩子的游戏。实践中，这是通过注册公司实现的。


  以约翰为例，他是一位成功的律师，年薪100万美元，但一般个人支出仅为40万美元。想象一下2050年，在一个税收竞争最终消除了公司税的世界里，约翰会怎么做呢？他会创建自己的公司，约翰有限责任公司（John LLC），该公司会支付给他40万美元作为股息，以满足购买食物、西装、假期等需求，并会储蓄剩余的60万美元。尽管约翰挣了100万美元，但他只需缴纳40万美元部分的个人所得税。其余部分不征税：他的储蓄是免税的。所得税也将是一种简单的消费税。


  当公司税率低时，任何数量的富人都可以变形为公司，并从中受益。律师、医生、建筑师和其他个体经营者都可以选择作为公司经营。金融资产所有者也可以将其股票和债券投资组合转移到控股公司。私营企业的所有者兼管理者可以决定大幅削减他们的工资，以使他们的更多收入留在公司里。即使高薪员工，如软件工程师、财务分析师、专栏作家，也可以成为独立承包商、公司，并且可以为他们提供的劳动向谷歌公司、花旗集团或《华盛顿邮报》开出账单。


  富人的公司化是有威胁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征收累进所得税的国家都要征收公司税。公司税是一种保护措施：它防止富人把他们的收入伪装成公司所得来逃避税务人员的稽查。这并不是它唯一的作用；例如，公司税还确保公司为其受益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但防止逃税一直是其主要理由，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同时产生的原因。就像“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O形环一样，如果公司税失灵，整个累进所得税体系就会崩塌。


  一旦每个富人都成为公司，不仅累进所得税会消亡（现在它仅仅是消费税了），而且逃避这一残存的消费税也充满无限可能。怎么做呢？在公司内部消费。约翰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向约翰支付（应税）股息，而是会支付他的餐费、服装费、假期费和其他个人费用。这就是逃税，简单明了：可免税的公司支出是受到严格监管的，不包括个人消费支出。但是，当每个人都是一家公司，而且是一家假冒的公司时，它不对任何人负责，只对其单一所有者负责，执行这些规则和监督公司就变得不可能了。一个引人瞩目的例子是，不用看别的，看看今天的智利就可以了，那里绝大多数富人都有自己的私人公司，并且经常通过向公司收取个人费用来逃税。[image: ]


  现在，最根本的问题已经显现：随着2018年美国公司税税率大幅下调至21%，并且公司税在全球也出现类似趋势，对富人而言，注册公司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对于任何人来说，如果能够节省其相当一部分收入，那么现在麻烦些变身为一家公司也是值得的，因为所有未消费的收入只需按21%的税率纳税。


  这是无聊的幻想吗？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收入转移的例子。[image: ]有记载的历史记录和当今的情况只有一个区别：直到最近，各国政府都在小心翼翼地限制劳动税和对富人征收的资本税税率之间的差异。差异确实存在，但通常也就是几个百分点。随着全球对资本征税的崩塌，我们正在进入无法无天的领域。


  如果你震惊于20世纪80年代的避税手段，沮丧于美国巨头公司疯狂的利润转移，那么请屏住呼吸，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税收不公正的第三个阶段。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积极的变化很可能会及时到来。但就常规情形看，新一轮逃税浪潮即将爆发。随着全球税收竞争的加剧，和各国推动公司税税率的下降，下一场灾难的发生已经到了决定性的时刻。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雇者的收入是混合的，因为它在概念上既对应于他们工作的报酬（治疗病人或提供法律服务的时间），又对应于他们的资本（医疗器械、无形资产，如律师事务所的品牌价值）。将70%的自雇收入归属于劳动多少有些武断，但由于大多数员工是赚取工资的个人（不是自雇者），改变这一假设基本上无关紧要。

    


    	
      在公开的财务报表中，总人工成本不单独列报（而是与“销售商品成本”项下的其他成本合并）。然而，我们知道苹果公司在2018年有大约132000名全职员工，而且由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了新的规则，强制要求披露公司首席执行官薪酬与员工工资中位数的比例，我们知道苹果公司员工的工资中位数是55000美元（不包括医疗保险等附加福利）。我们假设员工平均工资为95000美元，加上20000美元的医疗和退休福利，总劳动报酬约为150亿美元。我们将这一数额加在苹果公司2018年10- K报表第38页报告的709亿美元“营业收入”上，得出我们对苹果公司增加值（850亿美元）的估算。

    


    	
      参阅Piketty and Zucman（2014），其中系统分析了各国宏观经济层面的资本收入与劳动所得的份额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为了完整起见，我们也按照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销售税分配给劳动收入和资本利得。这就确保了平均宏观经济税率等于资本和劳动税率之和，并按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加权计算。

    


    	
      根据恺撒家族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数据，2014年，在美国核磁共振成像扫描的费用（平均1 119美元）是澳大利亚这类国家（215美元）的5倍。阑尾切除手术的费用为15930美元，相当于收入分配底层50%美国人全年的税前收入（参阅Kamal and Cox, 2018）。

    


    	
      2018年恺撒家族基金会的雇主医疗福利调查（Kaiser Fmaily Foundation Employer Health Benefits Survey）;也可参阅Kaiser/ HRT Survey，涉及雇主资助的医疗福利，统计数据覆盖了1999年至2017年。美国劳工统计局员工福利调查显示，2017年，58%的员工获得了医疗福利（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National Compensation Survey, 2018，表9）。2017年，美国有1.505亿全职和兼职员工（参阅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2019，表6.4 D），因此有8 730万人参加了医疗保险，每位参保员工的平均费用为12000美元。2017年，雇主资助的保险费总成本为1.044万亿美元（US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2019，国民医疗支出账户的表05-06）。假设从2017年到2019年，医疗费用名义增长率为4%，那么2019年，每位员工的医疗费用为13000美元。

    


    	
      参阅Dafny（2010）。

    


    	
      参阅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8c、2019c）。

    


    	
      雇主资助福利的保险费总成本相当于2017年国民收入的6.2%（16.756万亿美元国民收入中的1.044万亿美元，参阅US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2019，国民医疗支出账户的表05 -06;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19，表1.12）。由于医疗服务费用增长快于国民收入增长，2019年相应的数字也会略高于6.2%。

    


    	
      关于各国的宏观经济税率，参阅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8c）。

    


    	
      参阅Piketty、Saez and Zucman（2018）。

    


    	
      关于资本税、资本回报率和长期财富不平等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参见Piketty（2014）。

    


    	
      根据所得税申报表中申报的资本收入估算最高财富份额。参阅SaezandZucman（2016），以及Piketty、Saez and Zucman（2018）更新的数据序列。

    


    	
      这些零资本税的结论被称为阿特金森-斯蒂格利茨定理（Atkinson-Stiglitz theorem，参阅Arkinson and Stiglitz, 1976）和查姆利-贾德结论（the Chamley - Judd result，参阅Chamley、1986; Judd, 1985）。然而，这些结果依赖于非常强大和不切实际的假设。在更现实的情况下，资本税实际上是可取的（例如，参阅Piketty and Saez, 2013; Saez and Stantcheva,2018）。

    


    	
      参阅Piketty and Zucman（2014）。

    


    	
      参阅Saez and Zucman（2016），其中详细描述了20世纪收入最底层90%群体的储蓄和财富变化。

    


    	
      两本广受读者欢迎的书籍概述了行为经济学的文献，并总结了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Thaler and Sunstein（2008）和Thaler（2015）。

    


    	
      这一结果最初是由Madrian and Shea（2001）得到的，许多后续研究中也得出了这一结果（例如，参见Beshears et al. ,2009）。

    


    	
      参阅Chetty et al. （2014）。

    


    	
      这一点很明显，例如，在丹麦，1997年废除了累进财富税，但是财富不平等并没有加剧，因为养老金制度变化带来的中产阶层储蓄增加抵消了富人的储蓄率提高。参阅Jakobsen et al. （2018）。

    


    	
      关于实证文献的综述，参见De Mooij and Ederveen（2003）。

    


    	
      参阅McCormick（2018）。

    


    	
      参阅Agostini et al. （2018）。

    


    	
      以色列的情况，参阅Romanov（2006）。瑞典的情况，参阅Edmark and Gordon（2013）。挪威的情况，参阅Alstadsæter（2010）。芬兰的情况，参阅Pirttilä and Selin（2011）。

    

  


第六章

  如何阻止税收不公正的螺旋上升


  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公司税收和税收竞争的未来征求了一批专家的意见。该基金的大多数受访者回答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税收竞争“可能会加剧”。[image: ]既然每个国家都有选择征税方式的主权，谁能迫使避税天堂停止它们的税收倾销呢？专家们一致认为，如果符合其利益，一些国家总是会提供比邻国更低的税收。可转移的利润致力于寻求最低的税收负担。也许，有很多办法解决令人震惊的各种形式的税收滥用。但是要以高税率向跨国公司征税吗？在一个越来越紧密结合的全球经济中？毫无希望。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全球化中，没有任何东西要求公司税消失。选择是我们自己做的。如今激烈的税收逐底竞争是我们集体做出的决定，可能这个决定并不是完全有意识或明确的，当然也不是一个经过透明和民主讨论的选择，而仅仅是一个选择。我们本可以选择协商合作，但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本可以选择阻止跨国公司在低税收地区入账利润，但我们选择任由其肆意转移利润。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做出其他选择。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各国在协调合作方面步履蹒跚？


  为了看到我们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起初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迄今为止我们未能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财政挑战。


  首先，有一些相对温和且间接的解释。金融全球化是一种新现象。如今，全球近20%的公司利润是由总部所在国以外的公司获得的。[image: ]21世纪以前，这个数字还不到5%（见图6.1）。这一微薄的利润是否被适当征税对国库来说无关紧要，因此学术界或政策界很少有人关心。这就是跨国公司利润激增让人们措手不及的原因。财政部默认的假设是，20世纪20年代的资产转让定价制度将持续有效。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那样，这种假设过于乐观。但很少有人会想哪个制度可以取代它。这种无知使公司可以利用法律上的缺陷而几乎不受惩罚。


  由于跨国公司活动不透明，所以公司避税的规模也需要时间才能变得清晰。一般情况下，公司并不需要公开披露它们在哪些国家入账利润。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苹果公司提供了其全球合并利润的信息。但这家总部位于库比蒂诺（Cupertino）的巨头公司并未公开披露它在哪里入账这些利润，以及它在爱尔兰、德国或泽西岛子公司入账了多少利润（并因此在爱尔兰、德国或泽西岛缴税）。公众不可能知道苹果公司转移到避税天堂的资金有多少。其他大多数大型跨国公司也是如此。


  然而，无知很容易就成为罪魁祸首。要实现公司税税率大幅下降，并不需要增强数据资源或特殊智慧。除了简单的不知道，对所做的选择也没有什么好的解释。


  其中，首先是避税集团的成功游说。资产转让定价行业是由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公司税收制度支撑的，它在维护这一制度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利害关系。例如，如果对公司征税是按照合并实体征税，而不是按一个接一个的子公司征税，那么计算子公司之间交易的价格就没有意义。资产转让定价行业一夜之间也就会化为乌有。风险是巨大的：如今，无论是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还是直接受雇于跨国公司，有25万专业人员在私人公司从事资产转让定价工作。[image: ]如果认为当政策影响到他们的生死存亡时，他们仍然是被动的旁观者，那么未免太天真了。


  
    [image: ]

    图6.1 跨国公司利润的增长

    （总部所在国以外的公司赚取的利润在全球公司利润中的比例）


    注：该图描述了公司总部所在国以外的公司赚取的利润在全球公司利润中所占份额的演变。几十年前，这一比例很小（不到5%），但在过去20年里，这一比例增长到了21世纪10年代的18%。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逃税行业在确保尽可能少的国际协调合作方面也有既得利益。毕竟，如果所有国家都有相同税率，企业就不会在意利润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子公司之间转移专利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向卢森堡子公司借钱也就毫无理由了。对世界而言，百慕大的公司税收政策显然是一个祸根，但对普华永道来说，却是福音。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宁愿让你相信，税收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好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没有税收竞争，它们的生意也就不是什么生意了。


  有观点认为，税收竞争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如果没有税收竞争，政府就会变得太大，受这种观点影响，他们的游说已经合法化。根据这一由政治学家杰弗里·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和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等人捍卫的世界观，[image: ]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多数派政府倾向于对财产所有者过度征税，而财产所有者随后成为多数暴政的受害者。为了防止这种风险，各国政府需要受到强有力的约束，例如国际税收竞争施加的约束。这一理念符合一个长期学术思想传统，即试图通过一些非民主制度，例如，通过宪法规则和法院来削弱民主，尤其是对财产的民主监管。


  征税权需要受到制衡的观念就其本质而言并不荒谬。我们可以讨论如何以正确的方式设计税收政策，如此一来，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当然也就可以发挥作用。然而，认为税收竞争是一种福音的观点将民主中的不信任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即法院、宪法、制衡都不足以发挥作用。我们需要百慕大来保护我们不受多数暴政之害，来驯服利维坦；甚至那些被铭刻于宪法法典上的规则，也有可能无法保障财产安全。按照这种观点，在税收问题上，人们是无法理性地自我管理的。


  尽管人们很容易将这一看法驳斥为边缘自由至上主义（fringe libertarian）幻想和美国怪癖，但低估其影响力是错误的。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仅在美国有影响，在美国以外的国家也同样如此，包括欧盟。欧洲联盟条约（Treaty on European Union）是欧盟最接近宪法的条约，它要求所有成员国对任何共同的税收政策达成一致，由此将税收竞争变成了最终的合法条款。因为任何一个欧盟国家，无论多么小，都能够阻碍欧盟内部旨在统一税率的任何努力。卢森堡（人口：60万）可以向5亿欧洲人宣示自己的意愿。考虑到欧洲各大小国家的经济利益迥然相异（小国在税收竞争中有很大的胜算），事实上，这一规则阻止了任何形式的税收协调合作。尽管很少有明确的表述，但其根本原因似乎是欧洲福利国家太大，需要税收竞争使它们更加节俭。根据这个世界观，民主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即使精心设计的后民主体制（欧盟委员会中未经选举且不偏不倚的决策者）也无法控制社会支出。意大利需要马耳他才会变得更加节俭，法国需要卢森堡，希腊需要塞浦路斯。


  在现实世界中，税收竞争给我们带来的成本远远超过它可能带来的预期收益。正如我们看到的，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公司税，就不可能征收累进所得税，因为在公司税税率较低的情况下，富人会变身为公司，并将所得税转变为（几乎不可执行的）消费税。而且，如果没有累进所得税，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当然，有一系列的政策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不平等，从提高最低工资到改革公司治理、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更好地监管知识产权，以及遏制金融业的过度行为。但是，累进所得税历来就是抑制财富集中的最有力工具。[image: ]


  作为各国人民和相互联系的国家，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在税收竞争的道路上，税收不公正将泛滥，不平等将继续加剧。幸运的是，还有其他同样可行的途径。阻止税收竞争的螺旋上升是可能的：在不久的将来，期望大型跨国公司缴纳一笔可观的税款绝非空想。可以从四个方面支撑这一有效的行动计划：示范性、协调性、防御措施，以及制裁搭便车者。


  
每个国家都必须监管其跨国公司


  首先，示范性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应该监管自己的跨国公司。美国应该确保，如果美国公司在国外纳税不足的话，至少要在美国缴纳它们应纳的每一毛钱。意大利也应该对意大利公司采取同样的措施，法国也是如此，应该对自己国家的巨头公司采取同样的措施。


  为了理解这是如何操作的，让我们考虑一个具体例子。想象一下，通过转移无形资产和操纵集团内部交易，意大利汽车制造商菲亚特（Fiat）公司成功地在爱尔兰赚取了10亿美元利润，并以5%的税率缴税，在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之一的泽西岛赚取的10亿美元利润则以零税率纳税。这里有一个问题：菲亚特公司的纳税比它应纳的要少得多；尤其是比意大利国内企业缴纳的税收要少得多。我们称之为“税收赤字”（tax deficit）。好消息是，通过征收避税天堂选择不征收的税，没有什么能阻止意大利抑制这一“税收赤字”。具体来说，罗马可以对菲亚特公司在爱尔兰的收入征收20%的税。它可以按25%的税率对菲亚特公司在泽西岛的利润征税。更一般地，它可以很容易地征收补救性税收（remedial taxes），使菲亚特公司在其经营的每个国家的有效税率都等于25%。


  这样减少菲亚特公司的“税收赤字”并不会违反任何国际条约。它不需要避税天堂的合作。而且，可能更令人惊讶的是，它甚至不需要新的数据：必要的信息已经有了。在民间社会组织的压力下，包围跨国公司活动的神秘面纱已经逐渐揭开。作为经合组织“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计划”的一部分，大公司现在被要求逐国报告其利润和税收。哦，我们还远没有完全的财务透明，因为这些国别报告是不公开的，只向税务当局提供。但是它们是存在的：苹果公司现在必须向美国国税局报告它在世界各国赚取的收入；欧莱雅必须向法国报告类似信息，同样如此，菲亚特公司要向意大利报告。大约有75个国家已经开始收集这些信息，或者承诺在不久的将来会这样做，包括所有大型经济体。[image: ]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普通的税务管理问题，但你会意识到，正是由于这一丰富的新信息来源（利润和税收的国别报告），大国对本国跨国公司的监管从未如此轻松。在美国、法国、意大利，无论其巨头企业在何处运营，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确保向它们征缴25%的最低税率。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充当本国跨国公司的最后征税人。苹果公司在泽西岛按2%的税率纳税？美国可以向苹果公司征收其应纳未纳的23%的税收。总部位于巴黎的奢侈品集团，开云集团（Kering），在瑞士入账利润，按照5%的税率纳税？巴黎可以向开云集团征收应纳未纳的20%的税收。这样的政策将立即消除跨国公司在避税天堂入账利润的任何动机。它们仍将对入账于百慕大的利润支付零税收，但是这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任何减税都将被国内更高的税收完全抵消。


  以这种方式监管跨国公司将给母国带来大笔税收收入。利用美国国税局2019年首次公布的2016年美国公司国别报告，我们可以计算出如果美国对其跨国公司征收补救性税收，美国将会征得多少税款。2016年，美国大公司在全球的利润约为1.3万亿美元。就这一数额而言，它们（向美国和外国政府）缴纳了2 620亿美元的税款，相当于全球平均20%的有效税率。但是，在许多国家，它们的纳税要少得多：在巴哈马入账的220亿美元利润按照零税率纳税，在开曼群岛入账的240亿美元利润也按照零税率纳税，转移到波多黎各的390亿美元利润按照2%的税率纳税等。通过对每家美国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利润都强制实施25%的最低税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2016年美国将额外获得近1 0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有效税率提高7个百分点，从20%提高到27%。[image: ]


  当然，如果这种补救性征税在2016年就实施，美国公司就会在百慕大入账更少的利润，在高税收国家入账更多的利润（毕竟，这才是这项政策的要点所在）。百慕大的一些利润将会在美国入账，并且纳税，从而增加山姆大叔的财政收入。但也有一些利润会在德国和法国入账，意味着美国通过征收我们描述的补救性税收，可以征收的额外税收将比1 000亿美元少一些。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公司以及最终公司的股东（其中大多数是美国人）将被迫在全球多支付1 000亿美元税款。同时，美国也将从其他国家征缴补救性税收中受益：如果法国明天对其跨国公司巨头适用最低税率，法国公司将减少在卢森堡的利润，并在美国报告更多收入，从而提高山姆大叔的财政收入。


  在可预见的未来，期望大国开始监管其跨国公司是现实的吗？的确如此，因为这符合它们的利益。与贸易不同，税收竞争会使一些国家获益，一些国家受损，而且，所有大型经济体都处于受损的阵营。它们有明显的激励阻止这场空壳公司游戏。正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通过适用低微的税率，小国征收了大笔公司所得税收入作为其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小国可谓收益颇丰，因为相对于其国内（小的）税基，它们吸引了大量外国利润。但是，大国通过效仿这一策略，不会有任何收获。是的，通过降低税率，它们也可能吸引外国利润。但与小国不同的是，大国通过吸引外国利润获得的任何收益都会被其国内商业部门税率导致的税收损失淹没。最终，无论何时降低税率，整体而言，大国都必定会征收更少的公司税。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2018年美国的减税政策，该政策使联邦公司所得税收入骤降，减少了45%。[image: ]与马耳他不同，美国永远不能通过成为避税天堂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


  而且，必须抓住的一点是，由于几乎所有跨国公司的总部都设在大型经济体，罗马、柏林和华盛顿的立法者可以通过对跨国公司在低税收国家的利润征收补救性税收，宣告逃税游戏的结束。[image: ]


  一个重要的关键经验是：即使避税天堂不提高税率，国际税收竞争的螺旋式上升也可以停止。小国可能从实施低税率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但是对其他国家而言，这并不是此时此刻提高对公司利润有效征税的障碍。


  
现在就开始国际间的协调合作


  就这一点而言，你可能想知道，如果大国真的对其跨国公司实施监管，并开始充当最后征税人，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菲亚特、苹果和欧莱雅这些跨国公司难道不会把它们的总部搬到避税天堂吗？幸运的是，有很多种方式解决这一威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际合作。


  正如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同意协调其法律，以限制明目张胆的利润转移。下一步显然是大国之间需要就共同的最低税率达成一致： G20成员（包括世界上所有最大的经济体）可能都会同意，无论其跨国公司在哪里运营，都将对它们适用25%的最低税率。这些国家已经掌握了适用这一最低税率的必要信息。而且，作为最后征税人是符合其利益的。尽管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尽管近年来税收竞争还在加剧，但解决方案似乎触手可及。


  G20成员之间达成的最低税收协议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企业仍然可以通过将总部转移到避税天堂逃避税收。这个问题在公众讨论中赫然出现。在美国，“税负倒置”（tax inversions）的幽灵始终困扰着政策制定者，美国公司可以在爱尔兰或其他低税收地区与外国公司合并，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采用合作伙伴的国籍，进而将原本的高税率变为低税率，以达到避税的目的。


  但是，这种危险被夸大了。在所有关于税负倒置的讨论中，很少有公司已经将总部迁往热带岛屿。诚然，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案例：2001年，咨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从芝加哥迁至百慕大（之后的2009年迁至爱尔兰）;2005年，金融咨询公司拉扎德（Lazard）将其纽约总部迁至百慕大；自2002年以来，膳食补充公司康宝莱（Herbalife）一直是开曼群岛的荣誉国民。根据彭博社（Bloomberg）提供的逃税避税记录，1982年至2017年间，共有85家美国公司迁移海外（其中许多公司在制药行业，而且大多数公司你从未听说过）。[image: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几家一开始就把总部设在离岸金融中心的公司（或者很久以前就迁移的公司），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油田服务业巨头斯伦贝谢（Schlum berger）公司，总部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的库拉索岛。


  所有这些听起来似乎很让人担心，但你会意识到其实所有这些也就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如今世界上最大的2 000家公司中，只有18家总部设在爱尔兰，13家设在新加坡，7家设在卢森堡，4家设在百慕大。[image: ]近千家大公司的总部设在美国和欧盟，而其他大多数公司则分布在中国、日本、韩国和其他G20成员。


  尽管有这么做的动机，但实际上很少有公司会出现“税负倒置”，原因可能在于企业的国籍并不容易被操纵。一个公司的国籍定义受到严格的规则约束。例如，一家公司一旦在美国注册成立，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将其总部迁往国外，任何这样做的公司都将继续被视为美国公司，并在美国被征税。美国公司只能在外国并购的背景下改变国籍，即通过与外国公司合并来改变公司国籍。而且，对于这些产生法律上有效的“税负倒置”的公司合并而言，必须满足一些明确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条件也在不断地被强化，特别是2016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最重要的是，所有权方面必须是一个有意义的实质转变：一家美国公司不能通过与大西洋中部的空壳公司合并而成为百慕大公司。实际上，对于美国的巨头公司来说，将公司总部搬迁到人烟稀少的加勒比海岛屿是不可能的。自从奥巴马执政期间的规定（至特朗普任期时仍然保留）实施以来，“税负倒置”就完全停止了。


  第二个关键经验是，即使只有少数几个大国参与，国际协调合作也可以遏制逃税行为。如果G20成员明天对其跨国公司征收25%的最低税率，全球90%以上的利润将立即被实际征收25%或更高的税率。


  
如何对逃税者的税收赤字征税


  国际协调合作将需要些时日，在可预见的未来，发挥的作用可能也仍然有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计划的第三个方面包括了一些防御性措施，这些措施主要针对那些总部设在拒绝参与国际合作的国家的公司。


  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瑞士雀巢（Nestlé）公司。假设瑞士拒绝对其跨国公司进行监管，可能是因为瑞士认为，离经叛道符合其国家利益，或者是因为其决策者被富有的公司股东俘获。因此，雀巢公司被以非常低的税率征税，而且，瑞士拒绝按照国别征收25%的最低税率。这样你就知道了，一个巨头企业可以逃税，并且可以把利润转移到离岸避税天堂，而完全不受惩罚。那该怎么办呢？


  简言之，高税收国家应该向雀巢公司征收瑞士拒绝征收的税款。最简单的机制就是将雀巢公司这家瑞士巨头企业的全球利润按照其销售地点分配。如果雀巢的全球销售额有20%在美国，那么无论雀巢公司在哪些国家雇用员工或拥有工厂，无论其总部位于何处，也无论在哪里拥有专利，美国都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认定雀巢公司全球利润的20%是在美国获得的，并应该相应地在美国纳税。如果雀巢公司全球销售额的10%来自法国，那么巴黎同样可以认为雀巢公司全球利润的10%来自法国，并相应征税。


  这是无聊的幻想吗？当然不是，因为美国大多数州已经采用这一方式征收公司税了。44个州有其本州的公司税（其中，艾奥瓦州的税率高达12%），这也增加了联邦公司税。为了确定可口可乐公司的利润有多少应该在加利福尼亚州纳税，金州（Golden State，加利福尼亚州的别名）税务局将可口可乐公司在美国的利润按照其销售地分配。一些州使用了更复杂的分配公式，如堪萨斯州、阿拉斯加州和马里兰州，不仅考虑了销售地点，而且考虑了公司财产和员工所在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大多数州已经趋同于使用仅基于销售地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式。这样的利润分配是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机制，加拿大各省和德国各市也都采用了这种机制。[image: ]没有什么能阻止各国（不仅是地方政府）实施这一制度。


  实际上，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机制可以用来打击逃税者。高税收国家可以分配雀巢公司的税收赤字，而不是分配雀巢公司的全球利润。具体地说，美国（以及任何其他希望这样做的国家）可以计算雀巢公司的全球税收赤字，也就是说，雀巢公司需要在其经营的每个国家按25%的有效税率缴纳额外的税收。如果这家瑞士巨头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额是全球的20%，那么山姆大叔将征收雀巢公司全球税收赤字的20%。实际上，美国和销售雀巢公司产品的其他国家将担当起最后征税人的角色，瑞士拒绝这一角色也无济于事。


  据我们所知，这种有着许多优点的解决办法以前从未被提出过。


  首先，这是立即可行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关于跨国公司的国别利润、税收和销售信息已经存在。以雀巢公司为例，这些信息是由瑞士税务局收集的，但自2018年以来，信息已经与外国进行了自动交换。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截至2019年2月，有超过2 000对国家自动交换了国别报告。[image: ]法国、美国和雀巢销售其产品的其他大多数国家已经掌握了这些信息，计算出雀巢公司全球的税收赤字后，也就可以征收属于它们的未纳税款。即使没有这些信息，它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获取。在允许企业进入国内市场方面，各国已经设定了各种各样的条件，如安全条例。没有什么能阻止在这些条件清单上增加最低限度的财务透明度。


  我们的解决方案有第二个好处，它们没有违反现行国际条约。多年来，各国已经签署了无数公约，以防止发生企业被双重征税的风险。实际上，这些条约以及其中一些不一致之处，已经为各种各样的逃税行为打开了大门。尽管如此，许多政府和经合组织仍然遵循这些国际公约，而且改革公司税的其他尝试也被阻止，理由是它们会违反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公约。但是，因为我们建议的防御性税收（defensive tax）只会在一家公司缴纳低于25%的最低标准税率的情况下才会被征收，所以我们构建的解决方案不会引入任何形式的双重征税。因此，它并不违反双重征税的国际条约。


  所有国家都有动机实施我们描述的防御性税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成为最后征税人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不这样做就意味着把钱留在桌子上让别人抢！如果跨国公司销售产品的那些国家都实施这种防御性税收，那么每家跨国公司的税收赤字将会被全部分配。即使是总部设在百慕大的公司也将面临25%的最低有效税率。逃避税收的行为无所遁形。


  
对避税天堂的制裁


  当然，我们不应低估逃税集团的聪明才智。未来，律师可能会发现新的漏洞。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有效的行动计划都有第四个组成部分：对那些出卖主权、使逃税者得逞的避税天堂实施制裁。


  制裁不合作的避税天堂有充分的经济理由。每个国家都有权制定其法律，但是当这些法律具有重大的负外部性时，受害者有权回击。拒绝参加执行最低限度的全球标准，如25%的有效税率，应被视为一种极端倾销形式，一方面这些全球标准无论从国际上还是历史上看都不是特别高；另一方面，这种极端倾销行为是在牺牲所有其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填补了一些小国的国库，而且，更重要的是丰厚了全球股东的利益。这种做法必须受到遏制，例如对与不合作的避税天堂的金融交易征税。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美国成功地利用金融交易税的威胁，迫使避税天堂与美国国税局自动共享银行数据，为许多人认为不可能达成的新形式的全球合作铺平了道路。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说服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接受共同的公司税收标准。


  反对这种做法的主要论点是，税收是国家特权，而且向一个国家施压以提高其公司税税率侵犯了其国家主权。在美国施压下改弦更张之前，瑞士正是利用这一论点为其银行的保密行为以及缺少与其他国家税务当局的合作而辩护的。在一系列丑闻使离岸税收滥用的规模明显化之后，美国开始向瑞士施压。改变的关键是量化避税天堂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负外部性的规模。如今，我们终于可以获取跨国公司在其开展业务的每个国家入账的利润总额数据，如此一来，我们就有条件准确地评估爱尔兰的税收政策到底导致美国和法国的税收减少了多少。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忽视一些国家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财政外部性了。


  
从向税率逐底竞争转变为向税率逐高竞争


  政治上，现实的前进道路是什么呢？期望G20成员都会同意监管本国的跨国公司、加入最后征税人俱乐部，并对避税天堂实施制裁，这可能有些过于乐观了。但希望至少有一些国家会这样做也并非不合理。全球约有一半的跨国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和欧盟；这两个经济体加起来也占全球消费的50%以上。如果它们共同采用我们提议的机制，世界上高达75%的利润，即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的所有利润（占全球利润的50%），加上所有其他公司利润的一半（25%），将它按照25%或更高的税率征税。我们认为，这种性质的协议应该是今后几年所有跨大西洋合作支持者的首要目标。


  更宽泛地说，要在政治上取得进展，就需要把税收问题放在贸易政策的核心位置。未来的贸易协议除非在税收方面达成协调合作，否则不应该签署。如今，大多数自由贸易协定都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利，但是，如果完全无视税收，签订这些条约又有什么意义呢？所有权不能只是财产权利，而没有税收义务。


  有了足够高的税收门槛，国际竞争的逻辑将会被颠覆。一旦税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企业就会在劳动力高产、基础设施质量好、消费者有足够购买力消费产品的地方开展业务。各国也就不会以大幅降低税率的方式参与竞争，而是会以增加基础设施支出、投资教育和资助研究的方式参与竞争。国际竞争将有助于各国之间更加平等，而不是主要改善公司股东们的最终获利。


  而且，没有什么能阻止各国将公司税税率的最低标准提高到25%以上。例如，假设美国明天单方面适用50%的公司税税率。从历史上看，即使美国的税率明显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税率，很少有美国公司为了逃税避税而倒戈，20世纪90年代末至2018年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让我们想象一下，面对50%的税率，许多美国公司会把总部迁往国外。再进一步看，如果所有美国新成立的公司都在美国以外注册怎么办？无论发生哪种情况，山姆大叔仍然可以有效利用税率为50%的防御性税收，获得非常可观的财政收入。企业没有任何方式可以逃避这一税收：如果它们的产品在美国销售，而且在国外缴纳不到50%税率的税收，那就必须在美国纳税。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派调查的那些专家的看法相反，全球化并不能阻止各国以高税率向公司征税。有些人声称公司所得税税率的逐底竞争是自然的，声称对避税天堂实施制裁是对自由贸易的犯罪，它们不是全球化的捍卫者。使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不是对资本征税的消失，而是对资本征税的革新。这不是相互竞争，而是协调合作。这不是忽视财政问题的自由贸易协定，而是促进税收协调的国际协定。当人们欣然接受这些观点时，一切都将明朗起来，累进税并非注定要消亡，而是可以在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得到革新和拓展。


  
    	
      参阅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第47页附录1。

    


    	
      参阅Tørsløv、Wier and Zucman（2018）。

    


    	
      现有估算表明，近年来全球资产转让定价专业人员的薪酬每年约为200亿美元；参阅Tørsløv、Wier and Zucman（2018）。

    


    	
      参阅Brennan and Buchanan（2000）。

    


    	
      也可参阅Atkinson、Piketty and Saez（2011）, Piketty（2014）。

    


    	
      参阅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8）。

    


    	
      附录可在taxjusticenow. org上获得。

    


    	
      联邦公司税收入从2017年的2 850亿美元降至2018年的1 580亿美元（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19，表3.2）。州公司所得税的下降幅度为35%（从2017年的3 380亿美元降至2018年的2 180亿美元，同上，表3.1）。

    


    	
      2018年美国税制改革推出了补救性税收的雏形，采用了“全球无形低税收收入”（global intangible low - tax income, GILTI）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如果美国跨国公司在外国获得的利润被认为异常高（即有形资本的回报率超过10%），那么其外国利润在美国将按照10.5%的最低税率纳税。然而，基于两个关键原因，这一规则并不充分：10.5%的税率太低，而且补救性税收并不适用于国别（country-by-country）征税，而适用于合并征税（这意味着在百慕大登记利润但在日本缴纳足够高税款的公司可以避免补税）。更多细节参阅Toder（2018）。

    


    	
      参阅Bloomberg（2017）。

    


    	
      参阅Forbes （2019）,2019年7月4日。

    


    	
      有关公司利润分配的美国经验分析，参见Clausing（2016b）。

    


    	
      参阅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9b）。

    

  


第七章

  向富人征税


  在吹嘘逃税让他变得聪明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最终提供了关于他超凡会计能力的更多细节。“我可以把资产的金额记为费用或损失，以有效减少该资产的价值和收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折旧，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费用。”特朗普在第二次总统辩论中说，“我喜欢折旧”。为了夸大他认为税收制度是一场骗局的说法，他接着援引希拉里·克林顿的富人支持者的例子，并声称这些人也没有缴纳多少税收。“她的许多朋友享受了更大的税收扣减。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就获得了巨额扣减。”


  我们对特朗普心中的“巨额扣减”是什么还不清楚，但由于巴菲特曾经以承诺将其一生中大部分财富捐献而闻名，慈善捐赠的税收扣减很可能是一个主要考量。由于被这种控诉刺痛，第二天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巴菲特发表了一份声明，详细说明了他的税务事宜。他说：“我2015年的纳税申报表显示，经调整后的总收入为11 563 931美元”，而且巴菲特确实纳税了，“我当年的联邦所得税是1 845 557美元。往年的纳税申报表也是类似的性质。我从1944年13岁开始，每年都会缴纳联邦所得税”。这与特朗普在电视上宣称的相反，根本没有巨额扣减。这份声明证明这位“奥马哈的先知”巴菲特是一位负责任的公民，他不像真人秀明星一样，没有逃避承担社会责任。


  事实上，恰恰相反。据《福布斯》报道，巴菲特在2015年拥有653亿美元的财富。对于他拥有财富的确切回报率，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保守地假设为5%。如果属实的话，这意味着巴菲特2015年的税前收入至少达到653亿美元的5%，或者32亿美元。巴菲特自豪地披露，从这些收入中，他支付了约180万美元的联邦所得税。你来算算：当特朗普吹嘘自己没有纳税的时候，巴菲特反驳说，他有不同的道德品质，确实是，他的有效所得税税率约为0.055%。


  有责任心的纳税人都是一样的；每个逃税者都有各自的逃税方式。特朗普避开了从父亲那里继承巨额财富而需缴纳遗产税的责任，然后利用税务筹划行业为他量身定制各种逃税方案，以削减他的所得税账单。[image: ]巴菲特则另辟蹊径。他的财富主要来自他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不分配股息。当它投资于其他公司时，也会迫使其他公司停止派息。这种花招的结果是什么呢？几十年来，巴菲特的财富一直在他的公司里积累，免于缴纳个人所得税。长期再投资的利润逐年推高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价。如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的每股价格约为30万美元，是1992年的30倍。为了满足任何消费需求，巴菲特只需卖些股票即可。例如，他以每股3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40股股票，就可以将1 200万美元转到个人银行账户。然后，他只对刚刚实现的少量资本利得纳税，这是一笔不多的税收。仅此而已。


  巴菲特曾有一个著名的感叹：他纳税太少了，而且立法者也提出了一些纠正这种不公正的建议。这些努力中最著名的是2011年巴拉克·奥巴马和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提出的，包括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适用30%的最低税率。这种“巴菲特规则”（Buffett rule）已经成为民主党税收平台的支柱。本应解决的问题是，由于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2019年为20%）低于工资收入的税率（37%），所以巴菲特（主要是资本利得）适用的税率低于其秘书（主要是工资收入）适用的税率。但问题依然存在：当巴菲特出售少数股票时面临的20%的税率仅仅是其实际收入的纳米级部分。这个纳米级部分的30%更是无穷小。如果“巴菲特规则”得以实施，将不会对巴菲特本身的税单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


  特朗普和巴菲特自己承认，他们缴纳了微不足道的税款。即使那些自诩为合法纳税的亿万富翁也不会为国库贡献太多。正如我们看到的，当考虑到所有税收时，超级富豪作为一个整体享受着比中产阶层更低的有效税率。今天摆在桌面上的大多数提案对解决这一问题的作用甚微。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场混乱呢？


  
为什么要对富人征税？为了帮助穷人


  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对富人适用的理想税率是多少？尽管有很多种方式思考这一问题，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是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的社会正义理论，这一理论在社会科学家中得到了广泛认同。罗尔斯认为，如果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提高了社会中最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那么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image: ]当应用于税收政策时，这个观点建议我们不应该关注富人的货币利益，而唯一应该关心的是向富人征税如何影响其他群体。目标不应该是“让富人支付他们应缴纳的税收”（这是一个有些模糊的概念），而应该是确保一些人的巨额财富可以使最穷困的人受益。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如果提高最高税率会减少税收（例如，因为这会使富人减少工作），那么税率就应该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减少对富人征税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财政收入用于改善穷人生活条件的医疗、儿童保育和其他社会服务。相反，只要提高税率能够产生额外的财政收入，那么税率就应该继续提高，因为增加财政收入是符合社会最弱势群体利益的。简单来说，对富人征税的最优税率就是能够最大限度提升财政收入的税率。这在经济学家中也毫无争议。这是直观的：每个人都会赞同，额外的每一美元在穷人手中比在比尔·盖茨手中更有价值。对富人征税多一点也不会阻止他们提供良好的儿童保育，但是如果提高税率允许那些为他们端茶倒水或打扫房间的人也有良好的儿童保育，这就是值得的。[image: ]


  考虑到这一目标，税收成为一个应用工程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天才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正式证明，如果所有纳税人面临相同的税率，最大化政府财政收入的税率与应纳税收入的弹性成反比。[image: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第五章中介绍了弹性的概念。如果应纳税收入是没有弹性的，则意味着当税率上升时，纳税申报的收入不会有太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财政部会通过提高税率机械地获得更多收入。相反，如果应纳税收入很有弹性，那么高税率就会大大降低税基，以至于政府就不会获得太多财政收入，而且这也是不可取的。这就是最优税收的基本原则，称之为“拉姆齐法则”（the Ramsey rule）:政府不应该对有弹性的事项征收太多的税。


  拉姆齐的方法是有局限的，因为它只考虑了单一税率，即所谓的单一税率税，而单一税率税是一种粗糙的税收工具。原则上说，所得税可以累进征收，收入越高应该适用越高的边际税率。实际上，正如我们看到的，所得税在几乎所有民主国家都是这样运作的。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人员扩展了拉姆齐的结论，并研究了当所得税累进时适用于富人的最优税率。在标准的“拉姆齐法则”中，最大化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与应纳税收入的弹性成反比。但是有一点不同：事关紧要的弹性仅仅是富人的弹性。而且，最优税率现在还取决于不平等的程度：收入集中度越高，对富人施加的最优税率就越大。[image: ]


  
富人的最优平均税率：60%


  考虑到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在政府选择以最高税率对富人征税时，富人相应改变行为的方式是一个关键参数。在公开讨论中，有一种观点常常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富人申报的收入一定非常有弹性，因此不能对他们征收太多的税。但实际上，事情要更复杂一些，因为弹性不是不可变参数。它们深受公共政策的影响。


  毕竟，富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应对更高的税收。第一，改变他们的实际经济行为：例如，减少工作时间，或者选择利润较低的职业。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这样做，这是他们的权利。第二，也是更普遍的反应是避税。与更基础的税收应对措施相反，政策制定者可以大幅减少避税。


  当公司在热带岛屿入账利润时，当律师注册公司时，当医生在避税天堂投资时，他们并不是受到自然规律的驱使。当税法倾向于支持某些形式的收入而不是其他形式的收入时，当政府允许人们利用这些差异时，这种行为就会出现。但这些有时被容忍甚至被鼓励的行为，也可以受到监管和禁止。无论是资本利得还是劳动收入，无论是消费还是储蓄，无论是在百慕大还是在美国入账利润，无论是支付到苏黎世还是巴黎的银行账户，当所有收入都按同样的税率征税时，而且，当逃税计划的提供受到严格限制时，避税几乎可以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富人除了减少其真正的经济资源，也就是选择变得更穷之外，无法逃税。


  人们很少自愿变得更穷，即使为了逃避税收这样崇高的理由。通常，税法引起实际行为的变化是相当有限的。只要史蒂夫·乔布斯的税率为零，他就会再发明一个iMarvel，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如果《国内税收法》（Internal Revenue Code）的措辞有所不同，马克·扎克伯格将选择从事美术职业，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是的，苹果公司确实将利润转移到了泽西岛，而且一个庞大的产业在帮助富人削减他们的税收。但这就是在宽松的监管环境中蓬勃发展的避税。


  例如，1986年的《税制改革法案》将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降低到28%，导致富人申报的收入额上升。但是，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避税策略变化而产生的，而不是因为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也就是将企业组织形式改变为合伙性质，从而通过缴纳个人所得税来规避35%的公司税率，这是有利可图的。[image: ]当避税被遏制时，现代研究告诉我们，通常应纳税收入的弹性相当低，因此最优税率会相当高。


  准确地说，最优税率到底有多高呢？不会高达100%。在这一税率上，大多数人宁愿花时间与家人在一起或照料他们的菜园，而不仅仅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工作。但是，大量研究表明，为了获得最大可能的财政收入，适于向富人征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徘徊在75%左右。我们说的富人是指2019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人，也就是收入前1%的群体。[image: ]这一估算建立在过去20年许多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也是如今最好的结论。如果避税的机会有限，富人对税收变化的反应就会很温和：每当他们的留存率提高1%（额外赚取的每一美元税后不是留存70美分，而是会保留70.7美分），他们就会更加努力工作，相应地将税前收入提高约0.25%。[image: ]这意味着，当富人被更重地征税时，税基不会缩水太多，说明最优的最高边际税率在75%左右。


  关于这一结论有几件事要考虑。首先，我们正在讨论的是边际税率，这个税率只适用于如今超过50万美元高起征点的收入。相关的平均税率低于这一水平，因为任何低于这一高门槛的收入都会少缴税。只有超级富豪的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是相同的。具体来说，如果明天对5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适用的边际税率提高到75%，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适用的平均税率将达到60%。[image: ]换言之，顶层纳税人群的最优平均税率为60%，也就是说，在最富有的1%群体中，底部人群的税率低于60%，超级富豪的税率高达75%，以及最富有的1%群体的平均税率为60%。从许多方面来说，用平均税率推理更为透明，这使人们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到各收入群体对社会融资需求的真正贡献。考虑到平均宏观经济税率在30%左右，平均60%的税率就意味着从纳税额占收入的比例看，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是平均收入群体的2倍。


  其次，这些最优税率考虑了各级政府的所有税收。也就是说，对富人60%的最优平均税率不仅应包括联邦所得税，还应包括州所得税、富人缴纳的一部分公司税、工资税、销售税等。由于工资税是封顶的，而销售税对顶层收入群体来说微不足道，因此75%的最优最高边际税率应该被认为是联邦所得税、任何州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组合。


  最后，必须明确指出，在不改变税法或税收执法的情况下，提高最高税率是个坏主意，因为流通中的逃税方案很多。在我们能够有效地对富人征缴更多税收之前，必须限制避税。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机构，使强大的税收制度即便是在极端不平等的时代也能够长期持续。


  
如何阻止富人逃税：公共保护局


  第一步是建立一个我们称之为公共保护局（Public Protection Bureau）的机构，负责监管逃税行业。在美国，如同联邦机构监管各个行业一样，如消费者金融保护局（the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监管金融部门、联邦航空局（the Federal Avia tion Agency）监管航空部门、食品和药品管理局（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监管制药行业，公共保护局也应该监控提供税务相关服务的企业，并确保它们的做法不会损害公众利益。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推动了逃税避税行为的是逃税计划的提供者，而不是纳税人本身。在每一次避税风波背后，都是逃税市场创造力的爆发。当然，在现行法律中，有一长串的漏洞应该被堵住，否则后来会有更多漏洞出现。但堵住这些漏洞并不能触及问题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所得税避税激增，这并不是对新推出的减税政策的回应，而是逃税行业“创新”的直接结果。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当公司税避税爆发时，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情况：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促进新的税收滥用行为的资产转让定价制度已经有了。为了遏制税收不公正，我们必须消除税收欺诈的供给。


  不幸的是，在监管逃税行业的问题上，国税局以卵击石。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国税局在税收执法方面的预算急剧下降。在过去10年里，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国税局预算下降了20%以上。[image: ]更低的预算意味着更少的审计师：2017年，国税局只有9 510名审计师，低于2010年的14 000多名。而上一次的不到1万名审计人员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美国人口只有如今的一半。第二，收入补偿。考虑一个人通过创造成功的逃税而获得的回报，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获得的收入要远多于为打击逃税的公共服务工作获得的收入。


  最后一个，也是至关重要的是国税局很容易受到政治变幻莫测的影响。在公共服务的日常运作中，主要风险并不是受到行政部门的直接干预。它比这更微妙，更基本。国会和现行政府影响着税收执法：它们决定了可供税收审计的资源，它们影响着国税局挑战富人减税策略的力度，它们会影响实质课税原则的应用。[image: ]即使这些选择并非由总统直接决定，也是受到华盛顿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当执政党将遗产税丑化为对神圣财产权的攻击时，国税局不可能投入大量资源来执行遗产税（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那样，自1980年以来，遗产税的审计频率已经大幅下降）。这种对税收执法的隐形侵蚀是不民主的，也是对任何累进税制的威胁。为了避免在21世纪出现一种新的逃税避税狂潮，我们需要一个机构，使包括公众、税务会计行业、国税局在内的所有人都能信任，不管执政党是谁，都能有效应用法律的精神。国税局本身将永远被视为单方面的行动者，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独立的机构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


  公共保护局应该有两个宽泛的任务。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应该执行实质课税原则，这一原则将以逃税为唯一目的的所有交易都认定为非法。税收执法从收集必要的信息开始。根据法律，公共保护局应自动了解税务规划行业的任何商业化新产品：集团内知识产权的销售、对虚假合伙企业的投资、隔代信托等。通过这种方式，公共保护局可以发现为帮助富人和企业逃税而创造的新产品。那些不披露其行为的企业应该受到严厉的处罚。而且，所有违反实质课税原则的税收筹划产品都应立即被取缔。


  第二，美国公共保护局将监督外国的税收行为，并指示财政部对那些抽走美国税基的避税天堂实施经济制裁。当英属维尔京群岛允许洗钱者以1便士的价格创建匿名公司，或者当卢森堡向跨国公司提供甜蜜的秘密交易时，它们窃取了外国的财政收入。在自由交换的逻辑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这种盗窃行为是正当的。主权贸易需要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例如对与搭便车的避税天堂从事金融交易征税。[image: ]


  
堵塞漏洞：相同收入、相同税率


  另一个遏制避税的关键步骤就是对常识的简单应用：收入相同的人应该缴纳相同的税款。这看起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直至你意识到21世纪头20年的大多数改革都是相反的。从2003年对股息的优惠税率到2018年更低的企业所得税，美国立法者的主要关注点一直是对资本利得的征税低于对劳动收入的征税。同样的趋势在法国也可以观察到，2018年，马克龙政府对利息和股息采取了单一税率税，实际上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对相同收入的人征收相同的税是“堵塞漏洞”的具体应用。这有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这意味着每个收入来源都应适用累进个人所得税：不仅包括工资、股息、利息、租金和企业利润，还要包括资本利得，目前在许多国家（包括法国和美国），资本利得是按较低的单一税率征税的。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证明，对资本利得征税要低于对其他来源的收入征税。这种做法只会鼓励富人将其劳动收入和商业利润重新分类为资本利得。历史上许多国家之所以采取这一次优政策（second-best policy），是因为税务机关没有跟踪资产（股票、债券、房屋等）的购买价格，以至于难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美国，国税局2012年才开始系统地收集这些信息。但是，由于当今计算能力充足且成本低廉，累进资本利得税可以强制实施，包括那些超过一代人的资产增值的情况。[image: ]反对意见普遍认为资本利得税在企业出售时不公平地施加了巨额税单（因为资本利得是一次性暴利），而这种反对可以通过分散支付来解决，正如在遗产税情况下通常做的那样。


  此外，鉴于如今政府已经知晓了资产购买日期，所以它们可以通过从资本利得中去除价格通胀的机械影响来改进税法。在我们当前的税制中，对于2012年以100美元购买、2020年以150美元出售的资产而言，产生的应纳税资本利得为50美元。这没什么意义：在50美元的增值中，20美元对应的是一般的价格通胀，而不是收入；只有30美元对应的是真正的资本利得。对20美元征收的税相当于财富税，一种模糊且随机的财富税，因为它是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这种隐性财富税应该被抛弃，而且只有30美元纯粹的资本利得才应该被征收累进所得税。这是我们都能同意的减税措施！


  
结束公司逃税避税：一体化


  “同等收入意味着同等税收”原则的第二个应用是，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应该被合并为一体，就像欧洲国家过去那样进行整合，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其他国家现在仍然如此。将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合并为一体意味着，一旦企业将利润分配给股东，企业缴纳的任何企业所得税都将从个人应纳所得税中扣除。以约翰为例，他是一位富有的股东，适用的边际个人所得税税率为50%。假设约翰拥有一家公司，该公司盈利100美元，缴纳了20美元的公司税，并分配了剩余的80美元作为股息。下面就是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合并机制的工作原理：约翰会将100美元的全部利润（不仅仅是80美元的股息）计入他的个人应纳税收入中。他将为这笔收入交纳50美元的税，即适用于他的50%的边际所得税税率乘以100美元。但鉴于他的公司已经交纳了20美元的公司税，所以他的税单将减少20美元，即降至30美元。


  这种机制承认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公司所得税只是个人所得税的预缴税款。这样做有很多优点。首先，它大大降低了企业逃避公司税的动机。想象一下，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精心建议下，苹果公司完全避免了税收：在一体化机制中，其富有的股东将不会获得任何税收抵免，而且（在上面的例子中）必须缴纳其在苹果公司利润中所占份额的50%的全额税收。苹果公司缴纳的任何税收都将从股东层面的税单上一美元一美元地减去。几乎可以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苹果公司将会削减其逃税预算。


  这种一体化机制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可以消除失真。例如，一个企业成立（须缴纳公司税），或不成立（其所有利润转移给其所有者，并须缴纳个人所得税，如在美国的合伙企业），都是中性的。对公司而言，发行债券或股票也是中性的，因为利息和股息的支付都有相同的税收影响。更一般地说，这种一体化机制确保了资本利得和劳动收入被同等征税，不减不增。在上面约翰的例子中，我们看到100美元利润的总税额是50美元：公司支付了20美元，加上约翰支付的30美元。这是50%的税率，如果约翰获得的不是公司利润，而是个人工资，他也会面临同样的税率。为税收目的放弃对劳动收入和资本利得一视同仁的理想从来都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样做总是会创造避税的机会。而且，避税减少了被征集的财政收入。如果目标是税收累进，我们不应该通过对资本利得征收比劳动所得更多的税，而应该通过更高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对所有收入更加累进地征税。


  尽管美国从未实行过一体化的所得税，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制度在欧洲都是一种常态：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过去都依赖于这一制度。然而，这种一体化的税收制度逐渐消失了。为什么？简而言之，是因为对全球化的应对不佳。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还很少投资于外国公司。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当跨境投资激增时，各国政府发现向国内股东提供税收抵免以抵消外国被征收的公司税是不可接受的。例如，法国没有给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的法国股东提供税收抵免，因此通用汽车的法国股东比雷诺公司（Renault）的法国股东缴纳了更多税款。2004年，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裁定，对外国公司的不平等待遇是歧视性的，导致法国和其他国家在2005年放弃了税收一体化体系。[image: ]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外国公司税应像国内税一样给予税收抵免。法国应向美国公司的法国股东提供税收抵免，美国也应向法国公司的美国股东提供税收抵免。这种互惠性已经适用于一个国家的纳税公民在另一个国家工作赚取工资的情况。这很容易在双边税收协定中进行谈判，或者在前一章讨论的那种公司税协调合作的背景下谈判会更好。在全球化中，没有什么能阻止税收一体化机制的良好运行。


  “同等收入意味着同等税收”原则还有第三个含义。公司税一体化具有一个主要优点，每一美元的工资总是会与每一美元被分配的利润同等纳税。尽管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一体化税收仍留下一个棘手问题未得到解决：留存收益，即公司取得但未作为股息分配的利润，仍比其他收入来源更少被征税。如果约翰的公司不分配股息，而是将利润再投资，那他会过得更好，因为100美元利润只需缴纳20%的公司税，而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无论何时何地，富有的股东都有激励在公司内部留存收益；这使他们能够逃避对股息的征税，而且可以免税储蓄。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内部持股企业（closely held businesses）来说，风险尤其严重，因为企业被少数股东拥有，所以股东为了自身利益可以直接控制股息政策。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为了征税要强制内部持股企业将其所有利润分配给其所有者。非公开上市企业应始终被视为合伙企业：不征收公司税，但公司所有利润应缴纳所有者的累进个人所得税。自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颁布以来，大多数内部持股企业，包括许多大型复合公司，都被组织成纳税穿透企业（pass-through businesses）[image: ]。美国经验表明，从技术上讲，在股东层面对内部持股企业征税是可行的。[image: ]


  这一规定使富人不可能将其所得进行免税再投资，而免税再投资是当今税收不公正的最强有力的根源之一。这也将摧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膨胀的空壳公司业务，因为空壳公司将不再向其创建者提供任何税收优惠。空壳公司不是公司，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税收目的而承认它们为公司，并给予相关税收优惠是荒谬的，必须停止。


  
收入前1%的人会缴纳多少税？


  随着避税被降到最低限度，人们普遍认为对富人增税是可能的。但具体是多少呢？根据我们的计算，约占国民收入的4个百分点，或者说2019年一年有7 500亿美元。


  为了了解我们是如何得出这个数字的，请回想一下，收入前1%的人作为一个群体，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0%。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考虑到所有税收，如今他们的平均税率是30%。他们的纳税额加起来是美国国民收入的20%乘以30%的平均税率，即国民收入的6%。正如《华尔街日报》编辑部从未忘记提醒我们的那样，富人确实为国库做出了贡献。但是，与他们希望我们相信的相反，这并不是因为富人的有效税率很高（几乎与经济中平均宏观经济税率相同），而是因为美国富人有很高的收入。


  正如我们看到的，在打击偷税漏税后，对富人最大化征税的平均税率远高于目前30%的税率，接近60%。诚然，如果适用于他们的税率翻番，即使避税得到控制，富人也会减少收入申报：想想领导人可能会减少带薪演讲，公司高管可能会提前退休，等等。因此，税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将会下降；根据现有的最佳估算，前1%群体的收入占税前国民收入的份额从20%下降到16%左右。[image: ]让我们再来计算一下：如果他们的平均税率翻一番，美国的富裕家庭将支付国民收入的16%的60%作为税收，这大约是国民收入的9.5%。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国民收入的9.5%是能够对前1%群体征收的最大税收。提高那些收入略低于前1%群体的人的税率（例如，通过提高公司税税率），将产生额外的半个百分点的财政收入，使富人的纳税总额达到国民收入的10%。这比今天的6%多了4个百分点。


  将顶层收入群体的平均税率从30%提高到60%现实吗？正如我们看到的，这并非没有先例。20世纪50年代，收入前0.1%群体的平均税率接近60%，而且1950年收入前0.01%群体的平均税率接近70%，当时较高的公司税创造了大量财政收入，股权仍然高度集中。在20世纪中叶，富人的有效税率远高于其他人的税率。1950年，收入底层90%群体缴纳了其收入的18%作为税收，比收入前0.1%的人少了40个百分点。有人认为，对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人实施高累进税率将是一个巨大的背离，但这种想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可以说，即使在累进税的鼎盛时期，富有群体的平均税率（收入前1%群体，但不是收入前0.1%的那部分人）更接近40%，这是真实的。因此，整个收入前1%群体的平均税率接近50%，低于如今理想的60%。然而，在20世纪中叶，富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比今天要小得多。当收入更加集中时，经济学理论认为富人应该被征收更多的税。


  
    [image: ]

    图7.1 当美国对富人课以重税时

    （收入前0.1%群体的平均税率对比后90%群体的平均税率）


    注：本图描述了税前收入前0.1%和后90%群体的平均税率。包括所有联邦、州和地方税收。税收表示为税前收入的一部分。对于收入前0.1%的人而言，如今使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税率大约是65%，类似于在20世纪中叶达到的有效税率。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如今，实施更累进的税收制度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二战后的累进税制尽管有其优点，但远未完美。那时的税收制度违反了“同等收入意味着同等税收”原则，对资本利得征税的税率低于普通收入。个人所得税是存在漏洞的。每一个这样的缺陷都意味着富人有逃税的空间。通过利用现代技术，吸取过去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有可能做得更好。


  
财富税：向亿万富翁征税的恰当方法


  在21世纪向富人征税，特别是要达到60%最优税率的恰当方法包括三个基本补充要素：累进所得税、公司税和累进财富税。公司税确保不论利润是否被分配，所有利润都要纳税，这实际上是对富人征收的最低税收。累进所得税确保高收入者缴纳更多税收。而累进财富税则使超级富豪缴纳的税收与其真实能力相匹配。


  为什么光有所得税不够呢？很简单，因为在社会上最具优势的群体中，许多人拥有大量财富，但应纳税收入很低。也许他们拥有一个没有多少利润但很有价值的生意，但是每个人都会预料到，这门生意在未来会有丰厚的利润[看看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或者，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可能会对已经盈利的生意进行结构调整，使其几乎不产生应纳税收入（看看沃伦·巴菲特）。在这两种情况下，如今这些亿万富翁几乎可以过着免税的生活。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即使从经济效率的严格角度看，在不对社会需求做任何贡献的情况下，允许超级富豪的财富增长数十亿美元也是毫无理由的。


  没有财富税，就很难在财富规模最大时达到60%的平均税率。提升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不会显著影响杰夫·贝佐斯和沃伦·巴菲特的税单，因为他们两人一开始就没有多少应纳税收入。提高其他税收，如遗产税，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也许有个想法会让我们感到舒服一些，那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杰夫·贝佐斯总有一天会为他的巨额财富缴纳遗产税。但是，亚马逊创始人在2019年才年满55岁，2050年前，这不大会发生。更别提1984年出生的马克·扎克伯格了，等到2075年让他为国库捐款，这明智吗？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向财富本身征税，是在今天，而不是在遥远的未来。[image: ]


  财富税永远不会取代所得税；它的目标更为有限，即确保超级富豪缴纳的税收不会低于其他人。那些收入丰厚的公司高管、运动员或电影明星可以被适当地征收综合所得税（comprehensive income tax）。对于拥有大量财富，但几乎没有应纳税收入的大多数超级富豪来说，征收财富税至关重要。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将财富税与累进所得税和公司税结合起来，使美国最富有群体的有效税率达到60%。[image: ]在图7.2中，有效公司税税率乘以2（基本上是将税收恢复到2018年税收改革前的水平，这并非不可能）；所得税变得更全面（通过将资本利得与劳动收入同等对待）、更累进（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为60%）;遗产税收入翻番（更好地实施税收执法）；而且每年对5 000万美元以上的财富征收2%的财富税，对10亿美元以上的财富征收3.5%的财富税。


  结果如何？对收入顶层的征税制度与20世纪50年代的税收制度非常相似（见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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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 一个可能的目标：回到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税收累进性

    （按税前收入群体分组列出的平均税率）


    注：该图描述了1950年和2018年美国各收入群体的平均税率，以及在提高公司所得税、提升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并且加上累进财富税的改革情景下的平均税率。这种改革方案将恢复1950年税制的税收累进性。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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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 财富税：累进税制的关键要素

    （按税前收入群体分组列出的平均税率）


    注：该图描述了在提高公司所得税、提升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和引入累进财富税的税制改革情景下，各收入群体的平均税率。累进财富税是恢复收入最顶端人群的税收累进性的关键要素。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相比20世纪50年代的税收制度，我们建议的主要区别是累进财富税。20世纪50年代没有累进财富税，取而代之的是，该体系主要通过高达52%的公司税税率实现了其急剧的累进性，这一公司税税率适用于当时拥有股东（主要是个人而非机构投资者）相对较少的盈利公司。[image: ]如今，由于超过20%的美国上市公司股票由外国人持有，30%由养老基金持有，[image: ]即便是上一章所述的措施（系统地征收跨国公司未缴纳的税款），再加上大幅上调公司税税率，也不会产生与20世纪50年代相同的税收累进性。就恢复税收公正而言，非累进的公司税是一个有效性很差的工具。正如我们看到的，即使所得税有了很大改善，也不可能对超级富豪恰当征税。这就是为什么财富税对任何税收改革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对财富征税：利用市场的力量


  征收累进财富税是可能的，因为与可以人为减少的应纳税收入相比，最高收入群体的财富可以被很明确地定义。财富是一个人拥有资产的市场价值减去其所有债务。与真实的经济收入相比，沃伦·巴菲特向美国国税局申报的应纳税收入简直微不足道。但是，他无法掩盖自己身价超过500亿美元的事实。如果对5 000万美元以上的财富征收2%的财富税，对10亿美元以上的财富征收3%的财富税[正如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2019年提出的财富税税率]，巴菲特每年将交纳约18亿美元的税收，相当于他2015年180万美元所得税税单的1 000倍。


  并非所有形式的财富都容易被估值。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有着明确的市值；由于巴菲特的财富全部投资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因此很容易向他征税。但富人也可以拥有非公开上市（也称私人或内部持股）企业的股份。其他形式的财富有时很难估值，如艺术品或珠宝。但总体而言，这些对估值的担忧被夸大了。


  像美国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拥有明确的产权，并对大多数资产进行了估值。根据我们的计算，在美国前0.1%收入群体拥有的财富中，80%由上市股票、债券、共同投资基金的份额、房地产和其他易于获得市场价值的资产组成。至于剩下20%财富的估值问题比你想象的要少，主要是私人企业的股份。虽然没有公开上市，但大型私人企业的股份经常会买卖。例如，甚至在2019年来福车（Lyft）公司和优步（Uber）公司上市之前，富人们就有可能投资于搭车服务公司。私人公司经常会向银行、风险投资者、富有的个人和其他拥有足够资本的“合格投资者”发行新股。事实上，这些交易对私人公司进行了估值定价。


  诚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几年内都不会进行任何交易。对于由少数股东控制的成熟私人企业来说，情况往往如此。让我们看看农业综合巨头企业嘉吉公司（Cargill），这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公司，其90%股份由嘉吉和麦克米伦家族（MacMillan families）的大约100名成员持有。上一次嘉吉公司股份的交易是在1992年，当时公司17%的股份以7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因此整个公司的估值略高于40亿美元。[image: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看起来对财富征税似乎毫无希望：在上一次股份交易之后差不多三十年，如今嘉吉公司的价值是多少呢？难道任何估价都充满了无数税收滥用的风险吗？


  公平地对嘉吉和麦克米伦征税并非不可能。首先，国税局可以接受嘉吉公司1992年的估值，并根据此后公司利润的任何变化更新估值。如果公司现今的利润是1992年的3倍多，那么相信它的价值是1992年的3倍也不无道理。当然，更多数据应该能为可靠的估值提供信息。例如，嘉吉公司的那些直接竞争对手，它们已经上市并有了相应的数据，如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和邦吉公司（Bunge）。为了更好地评估嘉吉公司，美国国税局可以考虑这些公司每一美元的收益如何被股票市场估值。国税局可以研究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和邦吉公司自1992年以来的市盈率（price-to-earnings ratios）变化。用这种更复杂的方式评估私人公司，是成百上千的金融分析师每天做的事情。美国在这方面并不缺乏专业知识。借鉴私营部门的标准做法，美国国税局可以在每年年底对嘉吉公司的市场价值做出合理估算，这并不是非常复杂。


  但是，这是最有趣的部分。假设嘉吉和麦克米伦觉得被国税局欺骗了，也就是说，它们觉得税务局高估了其公司的价值。或许，自1992年以来嘉吉公司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最先进的估值技术可能也无法捕捉到这种变化。或许，它有竞争对手不具备的缺点。那该怎么办？


  问题的核心是市场缺失：虽然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和邦吉公司的股票存在活跃的流动市场，但嘉吉公司的股份没有这样的市场。在我们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政府介入并创造一个市场。美国国税局可以允许嘉吉公司的股东选择用实物支付财富税，即用嘉吉公司的股份而不是现金支付。如果它们选择这么做（根据定义，只有在相信公司的估值被国税局夸大的情况下，它们才会这么做），那么国税局就会在公开市场上将其公司股份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包括任何投标人：风险投资者、私募股权基金、基金会，或者其他有兴趣收购这家农业巨头企业股份的家族。


  据我们所知，这一解决方案以前从未提出过，这解决了实施财富税的一个严重障碍。正如运作良好的所得税应该平等对待所有收入一样，良好的财富税也应该以同样方式，以其当前市场价值评估所有形式的财富。如果某些估值是缺失的，那么解决方案就是创造估值。就创造一个市场价值而言，没有什么比创造一个估值市场更好了。对于以2%的平均税率征收的财富税，嘉吉公司的股东每年需要交出2%的股份（或者，如果他们希望保留对公司的完全控制权，则需要交出现金等价物）。就像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一样，这是无法逃避的。[image: ]把嘉吉公司的股份转换成现金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这一方案还解决了另一个经常反对征收财富税的问题，即流动性问题。非常富有的人可能拥有大量财富，却没有足够的收入支付他们的税单。在手头没有现金的情况下，强迫他们纳税难道不公平吗？坦率地说，流动性问题往往是恶意提出的。大多数时候，人们认为身价1亿美元的人可能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100万美元的税款，这种想法根本经不起推敲。当超级富豪假装他们几乎没有现金时，通常是因为他们选择实现很少的收入来逃避所得税。富豪们的非流动性是由他们自己安排出来的。


  但在某些情况下，流动性问题确实存在。最相关的案例是，一家没有盈利但估值很高的初创企业。对于以公司股票为主要财富来源的人来说，每年产生现金可能会变得复杂或昂贵，因为年轻公司通常不会分派股息。在这种情况下，允许纳税人以公司股份的形式进行实物支付，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富人的财富大多由股权构成，而与房地产相反，股权总是可以被分割的，所以可以用来纳税。如果财富税可以用资产而不是现金缴纳，那么实施累进财富税并不会比实施累进所得税难多少。


  中产阶层已经以财产税的形式为其财富纳税。但富人不会，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财富是由金融资产组成的，而这些金融资产是免于缴纳财产税的。与今天恰恰相反，19世纪大多数州的财产税都对所有资产征收，包括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20世纪初，美国通过联邦遗产税首先对财产实施了累进税制，但不幸的是现在联邦遗产税已行将消亡。在背离这一杰出传统之前，美国一直处于通过税收制度对财产进行民主监管的前列。通过对极端财富征收累进税，美国将再次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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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参阅Kiel and Eisinger（2019）。

    


    	
      参阅Zucman（2015）。

    


    	
      在美国现行法律中，当资产转让给继承人时，其购买价格将重置为转让时的现行价格。这一臭名昭著的漏洞，即所谓的递增基数（stepped-upbasis），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持有资产直至死亡来逃避资本利得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弥补的关键漏洞。

    


    	
      参阅Zucman（2014）。

    


    	
      纳税穿透企业是指纳税资格穿透至最终投资者或所有者层面不被征税的实体，以避免企业和股东被双重征税问题。——编者注

    


    	
      非个人股东（如养老金计划和基金会）的利润将仍然受到公司税的管制。已实现的资本利得将被征收累进所得税，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资本利得将被双重征税。原因如下：在我们描述的一体化税收体系中，留存收益将被视为股东的新投资，并因此计入股东的股份基数中（就目前美国的S公司而言）。因此，资本利得不会反映留存收益，而仅仅反映了纯粹的资产价格升值。

    


    	
      我们假设，对于前1%的收入群体来说，其收入弹性为1减去边际税率，即0.25。在现行制度下，前1%收入群体缴纳30%的平均税率，而且面临35%的平均边际税率。当前1%收入群体适用的边际税率变为75%时，他们的税前收入将会下降到以前的（（1 -0.75）/（1 -0.35））0.25= 79%。前1%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将降至20%× 79%= 15.8%。

    


    	
      Saez and Zucman（2019b）更详细地讨论了美国累进财富税的前景。

    


    	
      在taxjusticenow.org上，任何感兴趣的读者都可以模拟任何税收组合的效果。

    


    	
      20世纪50—70年代，美国的财富集中度处于历史低位。累进财富税的提案通常来自对财富集中度不断增长的实证分析。在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财富不平等加剧的研究之后（Wolff, 1995）, Wolff（1996）提出了累进财富税（尽管税率适中）。最近，Piketty（2014）提出了最高税率为5%~10%的全球累进财富税，以应对全球财富集中度的上升。Piketty（2019）建议按最高90%的财富税税率对亿万富翁征税，为每个年轻人提供一笔资本赠予。

    


    	
      参阅Rosenthal and Austin（2016）。

    


    	
      参阅Meyer and Hume（2015）。

    


    	
      对于较小的企业（如单一所有者拥有的夫妻公司），最简单的方法是遵循最佳国际惯例。瑞士通过使用基于企业资产账面价值和利润倍数的公式，成功地对单一所有者的小型私营企业股权征税。在美国，为了征收企业（business）和公司所得税，国税局已经收集了私人企业资产和利润的数据，因此采用类似公式是很简单的。

    

  


第八章

  超越拉弗


  自2015年以来，游客就可以去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欣赏一张印有阿瑟·拉弗画作的餐巾布。尽管这也许不是拉弗1974年在两大洲餐馆画出同名曲线的原始餐巾布，而更可能是多年后创作的纪念品，但作品中的所有要素都在那里。经济税率在一条轴上，税收收入在另一条轴上，这是有道理的。随着税率的提高，税收收入首先会增加，但随着税率的进一步提升，在某一点税收收入开始下降。当税率达到100%时，税收收入就归零了。这堂课很简单：过度征税会扼杀税收。餐巾布是献给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他在1975年至1977年担任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的国防部长，2001年至2006年又在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的领导下担任国防部长。


  作为一幅简图，博物馆里陈列的餐巾布令人费解。它把所有东西都搞颠倒了：轴线是颠倒的，方程式有错误的符号。不过，虽然拉弗可能不是像弗兰克·拉姆齐一样的数学奇才，但他找到了重点。如果从明天开始，所有收入都按100%的税率征税，人们要么花费大量精力隐藏收入，要么就停止工作。因为0%和100%的税率都不会产生任何税收，所以在这两个极端税率之间必定有某个税率，通常被称为拉弗税率（Laffer rate），税收收入在这个税率上达到峰值。


  当然，很难知道这个税率是多少：50%?60%?80%？按纯粹的逻辑来说，一切皆有可能，这取决于人们对税收的敏感程度。但无论什么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峰值相对应，我们似乎永远都不应该超过这一水平。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就意味着我们获得的税收收入要比税率更低时还要少。任何社会都不会希望处于拉弗曲线（Laffer curve）“错误”的一边，税收收入随着税率的上升而下降。对吗？


  在这一章中，我们要解释为什么民主政府可以合理地选择税率，使其高于使富人收益最大化的税率，为什么破坏部分税基可能符合社会利益。如果你觉得这个想法很疯狂，那是因为大多数关于税收的讨论都是基于餐巾布的这幅简图得来的，而忽略了市场经济中历史、政治和权力关系。现在是时候行动起来超越拉弗了。


  
拉弗之前的最高所得税


  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很高的税率只能带来很低的税收收入，也可能是一项好的政策，这种想法并不奇怪，至少对美国读者来说是这样。毕竟，这是美国政府数十年来的官方立场。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从1930年到1980年，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平均为78%，从1951年到1963年超过了90%。早在拉弗的餐巾布简图问世之前，政策制定者就明白，面对90%的边际税率，即使最受利益驱动的个人，也没有动力获得更多收入。从罗斯福总统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很明显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并没有增加税收。他们是在拉弗曲线的“错误”一边。他们破坏了收入。


  这不是一个错误：这是政策目标。罗斯福总统及其继任者倡导的准没收性最高税率，意在减少超级富豪的收入，压缩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回想一下，它们只适用于非常高的收入，相当于超过今天的几百万美元。只有超级富豪才会受到影响。例如1960年，91%的最高边际税率是针对收入超过一个高门槛的群体征收的，这个门槛几乎是成人人均国民收入的100倍，相当于今天的670万美元。[image: ]那些一般富有的人，包括高收入专业人士、中等规模公司的高管、按照如今标准收入在数十万美元的人，适用25%~ 50%的边际税率纳税，这与现在的典型情况相吻合（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州，当你计算州所得税的时候）。


  现有证据显示，对天价收入实行准没收性税率的税收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前1%群体的收入在税前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减少一半，从二战前夕的接近20%降低到70年代初的不到10%。以1960年为例，只有306个家庭的年应纳税收入超过670万美元，超过这一标准的收入按照91%的税率被征税。[image: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强劲。而且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不平等的减少并不是一种财政幻想，而是一种真实的现象。当然，还有避税存在。但富人并没有把巨额收入隐藏于国税局的雷达之外。在测算前1%群体的收入在税前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时，我们包括了所有形式的收入，无论是否向国税局申报，其中包括公司内部留存收益、免税债券投资，以及当时可用的其他避税手段。准没收性最高税率确实降低了税前收入的集中度。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奉行这一政策的国家。英国更为激进，1941年至1952年和70年代中期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高达98%（这两段时间之间的税率也始终高于89%）。如同美国一样，这些高税率只适用于极少数人，并没有带来可观的税收收入。而且就像美国一样，20世纪40年代，英国的收入和财富集中度急剧下降，直到7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历史低位。


  
实施没收性最高所得税税率的理由


  在这些时代，大西洋两岸的税收政策反映了一种观点：极端不平等会损害社会；当租金攫取（rent extraction）被阻止时，经济会更好地运行；不受限制的市场导致了财富集中，进而威胁到民主和精英治国的理想。


  这种观点至少和美国本身一样古老，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派（Anglo - Saxon liberals）的特权。财富过度集中会侵蚀社会契约，这一观点得到了著名保守派的认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18世纪末写道：“政党的伟大目标应该是与邪恶做斗争：第一，通过在所有人之间建立政治平等；第二，阻止少数人的不必要机会，以过度的尤其是不应得的财富积累加剧财产不平等。”[image: ]保守派更可能认为极端财富是“应得的”（争论常常涉及美国亿万富翁是好的，而且创造了工作机会，并与俄罗斯或非洲糟糕的“盗贼统治”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这些争论忽视了这些行为人之间经常存在的共性，比如他们的垄断权力和对立法的影响）。尽管存在这一重要差异，甚至保守派人士也常常认为，极端财富本身是一件坏事，这可能就是罗斯福实施的准没收性最高所得税政策在里根执政前一直由共和党政府延续的原因之一。在麦迪逊看来，就民主而言，极端的财富集中像战争一样有害。“在战争中，行政当局的自由裁量权也得到了扩展；行政当局在处理职务、荣誉和薪酬方面的影响力成倍增加……共和主义同样恶毒的一面可以追溯到财富不平等。”[image: ]


  财富就是力量。财富的极度集中意味着权力的极度集中。影响政府政策的力量、遏制竞争的力量、塑造意识形态的力量合为一体，在市场、政府和媒体中，形成了为某些人的利益而倾斜收入分配的力量。这就是而且一直是某些人的极端财富能够减少留给其余人的财富的核心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超级富豪收入的获得是以牺牲社会其他人利益为代价的。这就是卡内基、洛克菲勒和其他镀金时代的实业家们获得“强盗资本家”称号的原因。


  如今，苹果、杰夫·贝佐斯和沃尔顿的继承者在做什么？他们在保护自己的财富。他们在保卫自己的阵地。他们在新进入者对他们的生意构成威胁之前就收购他们。他们在与竞争对手、监管机构和国税局作战。他们收购新闻媒体。这就是那些已经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在做的事情。苹果、亚马逊和沃尔玛的创始人都做出了大量创新，创造了新产品和服务。有些还没有停止。但未来最伟大的创新既不可能来自这些成功创始人的继承者，也不可能来自那些多年来一直高居财富500强榜首的公司。


  这是超越拉弗的理论依据。极端财富像碳排放一样，给我们其他人带来了负外部性。征收碳排放税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为了减少碳排放。同样，对收入非常高的人实施高税率也是如此：从长远看，这并不是为了资助政府项目，而是旨在减少超级富豪的收入。它们防止或阻碍了各种各样的租金攫取，而这些租金攫取都与极端且稳固的财富有关，都与不平等社会中市场经济的现实有关。[image: ]当额外获得的任何一美元中有90美分会被国税局拿走，那么谈判2 000万美元的薪酬、通过创造零和金融产品赚取数百万美元、抬高专利药品的价格，又有什么意义呢？一旦准没收性税率就位，就可以重新分配经济力量，可以公平化税前收入的分配，还可以使市场更具竞争力。


  从纯逻辑的角度看，这一论点，即压低自由市场经济产生的不平等的标准理由，也可以朝另一个方向发挥作用。或许极端财富和巨额收入的外部性是正向的。或许超级富豪给社会带来的益处比他们个人获得的还多。或许我们都从比尔·盖茨今天收入的数十亿美元中获益，而且如果这些收入被征税拿走，情况会更糟，例如，这将意味着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 da Gates Foundation）的资金会减少，而据一些观察人士称，该基金会的资金使用情况要比政府好。这是著名的涓滴理论（trickle -down theory）的一个变种，根据这一理论，富人的财富最终会流入社会的其他部分。


  要想更深入地思考超越拉弗的理论根据在今天是否有经验性的价值，我们需要某种在这场辩论中经常被忽略的东西，即数据。


  
极端财富的好处：一场没有数据的争论


  科学地看待这些问题需要大量数据。超级富豪的繁荣（和影响其繁荣与否的公共政策）如何不仅影响经济的总体增长率，而且影响每个社会群体的收入动态？当富人的税收减少时，工薪阶层的收入会增长吗？首先，我们需要研究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


  不幸的是，国民账户只提供整个国民收入增长的信息，而没有提供每个社会群体收入增长的数据。这是政府统计中的一个重大空白。几年前，我们踏上了弥补这一空白的征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跟踪过去几十年中谁真正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例如，增长是如何分配给工薪阶层、中产阶层、富人和超级富豪的。对于这一评估，总体增长数字很重要，但它们太粗糙了。重要的是，教师和银行家的收入如何增长；退休人员和适龄工作的成人收入如何增长，各行各业的收入如何增长。


  我们创建了“分布式国民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这个数据库系统地将国民收入分配给每年居住在美国的所有成年人。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晓每个人挣多少钱，任何地方都没有全面记录这些信息的行政文件，因此我们数据库中的观察结果并不对应于任何真实的人。它们是综合性的观察结果，是通过结合纳税申报数据、家庭收入和财富调查、社会保障统计数据，以及许多其他官方数据来源而构建的。总之，在我们的数据库中，合成的、虚构的美国人完全代表了美国人口。他们的收入合计就是经济的国民总收入，而且自1980年以来，他们的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4%，与宏观经济的统计数据相符。


  我们的计算肯定不是最完整可靠的。我们希望这项工作将由政府统计学家接管和改进，最终公共机构将公布自己的官方分布式国民账户。我们现在使用的国民账户是以类似于20世纪中叶的方式创建的。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我们这一工作的价值在于其一致性（跨收入阶梯的增长可以加总为宏观经济的增长）、透明度（我们的代码和资源是公开的）和普适性（类似的统计方法也适用于其他国家）。[image: ]


  
1946—1980年：高速而公平的增长


  准没收性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形象化当时谁从经济增长中受益，我们将人口划分为100个同等规模的群体（100%），并计算随时间的推移每个群体的平均收入增长率。考虑到百分位顶端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我们继而采用更精细的次分组：将前1%的收入分成10组，接着将前0.1%的收入分成下一个10组。有了这些分组，我们就可以计算从最低工资员工到亿万富翁的收入增长率。


  我们看到了什么？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经济增长强劲，并惠及广大民众。从1946年到1980年，成人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2.0%，这是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录得的最高增长率之一。几乎每个群体的收入都以年均2.0%的宏观经济增长率增长（见图8.1）。唯一的例外是前1%的最高收入群体，他们的增长速度要比整个经济体更慢一些。但除了这一点，不同社会群体在增长经历上的相似性令人惊叹。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会在这一时期选择只用一个“代表性主体”（representative agent）来模拟经济。几乎每个社会群体的表现都像整个经济一样。


  
    [image: ]

    图8.1 从社会所有群体受益的经济增长到仅富有群体受益的经济增长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1946—1980年和1980—2018年，对应每个收入分配百分位数的成人人均年度实际税前收入的增长。从1946年到1980年，收入增长均等分布，所有群体的收入都以2%的宏观经济年均增长率增长（除了收入前1%群体的增长较慢）。从1980年到2018年，增长分布不均，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极低，中产阶层的收入适度增长，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极高。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1980—2018年：工薪阶层与经济增长脱节


  1980—2018年的情况看起来完全不同。


  首先，平均增长放缓。里根和后里根时期，美国经济的第一个特点是增长表现不佳。自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略有回升（特别是与欧洲的情况相比），但如果我们回顾一段较长的时期，即平均看繁荣和萧条、衰退和随后的复苏周期，情况也并不好。自1980年以来，成人人均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仅增长1.4%。而且，自21世纪初以来成人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甚至低于这个水平，每年仅有0.8%。


  其次，大多数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率都没有达到1.4%的水平。对近90%的群体来说，收入增长率低于这个数字，通常非常低。只有收入前10%群体经历了1.4%或以上的增长。如果你随机选择一个群体，它的收入增长水平很可能与经济表现如何毫无关系。经济增长（1.4%）与人们的收入增长（人均收入平均增长0.65%）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代表性主体”的故事已荡然无存。


  与此同时，美国的富裕阶层已经繁荣起来。看看图8.1中的峰值。图中显示，收入前1%的富人（如今年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已经获得了很高的收入增长。而对极少数人来说，收入增长极其迅猛。自1980年以来，对于前0.1%的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了320%;对于前0.01%的群体，收入增长了430%。而且，对于前0.001%的群体（2 300名最富有的美国人），收入增长已经超过600%。


  在这40年相同的岁月里，尽管工薪阶层占总人口的一半，却是人口中收入最低的，而且收入几乎没有增长。2018年，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处于后50%，平均税前收入为18 500美元，但几乎没有增长：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相当于70年代末的约17 500美元。也就是说，40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1%。自1980年以来，收入顶端富人们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仅有所上升，而且，他们的绝对收入也在扶摇直上，但是总人口中另一半人的收入却止步不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富人的收入已经“涓滴”到了工薪阶层。相反，经济增长的大门已经对工薪阶层彻底关闭了。


  我们知道，这些证据既不能证明涓滴政策伤害了工薪阶层，也不能证明超级富豪的财富是以牺牲其他人利益为代价获得的。从纯逻辑的角度看，如果税收政策没有惠及富人，工薪阶层的境况可能会更糟。在过去40年里，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可能并不会每年平均增长0.1%，反而甚至会下降。这似乎毫无说服力，但这并不能想当然地被排除。按百分位统计收入增长是非常有用的，但如果单独考虑，它们也无法明确各种公共政策的优缺点。唉，我们不能回到1980年，做一个税率保持在1980年水平的实验，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与二战后几十年的收入增长相比，并不能证明涓滴理论是正确的。


  
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两个国家的故事


  将美国的结果与1980年以来实施其他政策的国家进行比较，也不能证明涓滴理论是正确的。


  让我们看看法国，一个广泛代表欧洲大陆的国家。美国成人人均国民收入比法国高：如今而言，大约高出30%。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平均工作效率更高，而是因为他们工作得更多：他们更早地开始工作（部分是为了支付更高的大学费用），更晚地退休（部分是为了弥补较少的社会保障福利），而且，在这两者之间，他们的假期更少，育儿假也更短。就生产率而言，美国和法国看起来是一样的。作为衡量生产率的最有意义的方法，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工作小时数是可比较的，目前大约为75美元，而且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保持相同趋势。[image: ]


  尽管美国人工作时间更长，但如果我们将分析范围限制在后50%的收入群体时，法国的成人人均收入要比美国高出11%。如果严格地按货币计量（不考虑法国更好的健康结果和更长的闲暇时间），占一半人口的工薪阶层在法国生活得更好。法国的福利状况并没有对这一功绩起到任何作用，因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政府征税和转移支付前的收入。如果你考虑用于儿童保育、健康和教育的公共资助，法国工薪阶层的状况会更好，这并不奇怪。有趣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法国，市场带来的收入比美国要高。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过去40年里，美国工薪阶层的收入停滞不前，在法国却有所增长。平均每年0.8%的收入增长率并不是很好，而且自2008—2009年的大衰退以来，收入增长也已经完全停止。但是，对一代人来说，收入每年增长0.8%，即使不算多，也要比0.1%好。法国工薪阶层已经足以超越美国工薪阶层了：对处于收入最底层的那一半人而言，如今美国的平均收入比在法国低2 000美元，但是在1980年要高2 000美元（见图8.2）。


  一些人认为，美国工薪阶层的收入停滞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提到了经济力量的汇集（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增加），这些都导致了人工生产率的持续下降，以及对他们生产的产品需求减少。通过比较美国和法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观问题。法国和美国的经济都受到了技术进步浪潮的影响，在大西洋彼岸使用计算机的程度并不比此岸更普遍。两国都在与新兴经济体开展国际贸易。在汽车和其他产业中，这两个国家的许多员工都在被机器取代。然而，法国工薪阶层的收入是增长的，虽然增长并不多，但自1980年以来已经增长了30%，而美国工薪阶层的收入则停滞不前。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压力并不是美国工薪阶层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


  
    [image: ]

    图8.2 美国工薪阶层的困境

    （后50%收入群体的平均税前收入：美国与法国的比较，2018年美元）


    注：该图显示了自1962年以来，在美国和法国，政府征税和转移支付前，后50%收入群体的人均收入。通过使用购买力平价汇率将欧元转换为美元，该数据系列使用2018年美元。在法国，后50%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更快，而且现在收入要高于美国。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有观点认为，美国工薪阶层的生产率突然下降，但这一观点根本经不起仔细推敲。国际证据表明，政府政策已经将收入重新分配，从工薪阶层汲取，转而向富人重新分配。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政府都故意在这方面做出了选择，包括侵蚀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削减对富人征税、限制工会力量，以及增加进入公立大学的费用。[image: ]法国和其他大多数富裕国家也经历了一些同样的政策变化，但美国这种转向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情况更加激烈。


  
增长被低估了吗？


  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跨度中工薪阶层的收入停滞不前，这或许是美国经济最根本的发展趋势，具有深远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这真是太令人惊讶了，以至于对一些观察家来说，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我们一定低估了生活条件的真正改善。这是我们在吸取政策教训之前必须讨论的一个反对意见。反对意见有三种。


  首先，官方统计数据低估了增长率，因为它们高估了真实的通货膨胀率。在测算经济增长时，统计学家艰难地试图弄清楚国民收入增长的哪一部分来自实际生产的增长，而哪些仅仅是由于物价的普遍上涨。这不是一门完美的科学。如果我们每年都生产同样的产品和服务，那会是一项简单易行的任务。但是经济增长的本质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品质量趋于提高。当一件商品的价格上涨时，是因为它的质量提高了，还是因为价格普遍上涨了？有时，质量变化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而且统计人员可以很容易地解释质量提高的原因，例如，电视屏幕比20年前的更大。但有时质量提高并不太容易量化，就像微创手术或更友好的计算机软件一样。另一个困难是，包括谷歌和脸书在内的企业有时会向客户提供免费服务。我们并没有为谷歌地图提供的地理定位服务付费，因此这项服务没有被计入国民收入。


  这些棘手的问题导致一些观察家指出，国民账户统计（因此我们的分布式国民账户）低估了增长。据说，在过去几十年里几乎所有参与经济决策的高层人士，或者新经济中有影响力的人物都这么认为。曾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说：“官方数据低估了实际产出和生产率的变化。”[image: ]比尔·盖茨说：“即使在富裕国家，GDP也低估了增长。”[image: ]下面这句话是与硅谷相关的经济学家最喜欢的一句话：“人们对硅谷正在发生的事情缺乏了解，因为我们并没有好的方法衡量它。”谷歌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Hal Varian）如是说。[image: ]所有这些评论都表明，有一个影响经济的隐形增长奇迹，无非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方式衡量它。


  理论上，这些反对都是合理的。然而，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即使我们把这些因素纳入考虑，官方数据描绘的画面也没有太大改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与1946—1980年相比，1980年后的增长放缓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image: ]原因很简单：比尔·盖茨和其他人提出的担忧并非新事，它们是经济增长过程本身所固有的。同样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就出现了，而在当时甚至更为重要。是的，智能手机的质量确实有了改善，就像二战后几十年来汽车和家用电器质量的提高一样。是的，硅谷生产的一些新服务确实是免费的，但广播和电视节目也是免费的。总体而言，自1980年以来，美国成人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可能为1.5%，而不是官方数据中的1.4%。但同样的原因，与我们相信的数据相比，1946—1980年的增长也可能更强劲，也许是2.2%，而不是2.0%。通过修正全时间序列的官方数据，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放缓更加严重。而且，它几乎不影响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也许是每年0.2%，而不是0.1%）。


  事实上，官方统计数据可能过于乐观，而不是过于悲观。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质量改进有时很难量化，那么质量恶化也同样很难量化。航空旅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服务质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下降。更严重的是，增长数据忽略了气候的急剧恶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下降。总的来说，这些被错误衡量的退化可能比被错误衡量的产出增长更重要。谷歌地图很不错，但也许没有地球的未来那么重要。


  第二种观点认为，统计数字歪曲了工薪阶层真实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的核心是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对于那些组成后50%收入群体的个人而言，他们会一年又一年地发生变化。一些人会攀上更高的收入阶梯，离开这个群体，而其他人又会进入。移民也来到美国。一些评论家认为，如果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较每个群体的平均收入，而是多年来跟踪一个人，我们可以看到工薪阶层走向富裕。这一论点表达了人们的普遍信念，即美国是“机遇之地”。


  然而，这是个谬论。收入流动性是存在的：通常，人们的收入会在一生中增加。工资会随着工作阅历的丰富而增加，员工会得到晋升，等等。但是，统计数据显示的很简单：美国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并没有高于他们父母在相同年龄段挣得的收入。[image: ]在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不比上一代人更富裕。为什么说工薪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富裕是错误的，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下面的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试想，我们生活在一个国民收入零增长的世界里，老一代一年又一年地被年轻一代取代，而年轻一代开始时的收入相对较低。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尽管国民收入是稳定的，但每个人的收入都会在一生中增长。看看这个零增长的经济，赞美发展的美德有意义吗？没有。在工薪阶层的生命周期中，收入增长并不意味着工薪阶层实质上是富裕的。


  而且，移民的情况如何呢？是不是美国的许多工薪阶层来自工资更低的外国呢？一些新美国人确实符合这些标准，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统计效应很小，无关紧要。从2010年到2016年，美国年平均流入的永久移民占总人口的0.33%，比加拿大、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英国的移民要少1/2到1/3。[image: ]早在特朗普政府到来之前，美国就一直是低移民国家。


  
再分配的限度


  最后一个论点是，统计数据扭曲了工薪阶层的真实增长，这涉及政府的再分配。我们的估算是，自1980年以来，在政府征税和转移支付前，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每年仅增长0.1%。正如我们看到的，税收增加了。但是，政府的转移支付甚至增加了更多。因此，在税后和政府转移支付的基础上，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增长了一些。


  但再分配的效果并不大。在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后，后50%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仍然微不足道，自1980年以来每年增长大约0.6%。在急着颂扬政府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之前，让我们先暂停一下。政府的这些转移支付有哪些是增加的？答案很简单：主要是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这并不是说政府一直在通过现金转移支付保护我们中最弱势的群体，或者通过补贴父母来降低抚养孩子的成本。相反，政府一直在为国家飞涨的很大一部分医疗费用买单。面对政府的这种慷慨，“受益者”并不能选择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消费。补助的钱没有流入弱势群体的银行账户，而是流向了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银行账户，使其中一些人轻松地处于前1%的收入群体。我们确信这些转移支付换来的服务是物有所值的吗？


  最后，美国预期寿命的变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最显著的失败。预期寿命比收入更容易衡量；在许多方面，它也比迄今为止讨论的幸福概念更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大多数人最关心的是健康长寿。平均而言，美国人每年每挣5美元，就要向医生、医院、药房和保险公司支付1美元。他们在医疗服务上的花费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而且这些花费远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居民多。然而，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2017年连续第三年下跌。198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超过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人口1.5岁。如今，这一数字比其他富裕国家少了近两年。[image: ]


  这种恶化是逐渐发生的，其发生时间恰好与工薪阶层生活条件的逐渐恶化相互映照。富人活得更长，穷人死得更早。从最近的历史看，在和平时期只有一个预期寿命下降的例子可以比较，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俄罗斯在脱离共产主义的混乱转轨时期预期寿命下降。


  美国预期寿命的反转真是令人震惊，使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们的收入增长统计数据并没有夸大而是低估了美国工薪阶层的痛苦。


  
抑制财富集中：激进财富税


  那么，这就是超越拉弗的实证依据。无论我们是将过去40年与战后时期相比，还是将如今的美国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似乎超级富豪的兴起并没有惠及其他人口，而主要是以牺牲工薪阶层利益为代价的。


  回想起来，这不应该是一个可怕的意外。诚然，供给学派的政策确实促进了供给，但具体供给了什么呢？这些政策是否鼓励了教师、发明家和科学家工作更多呢？也许吧。这听起来显然令人难以信服，但从逻辑上讲，这并非不可能，至少其中一些人会受到巨额利益的诱惑，在税率较低的情况下更加努力地工作。然而，不管他们对税后回报的敏感程度如何，显然他们不是对货币收益最敏感的人。当税收下降时，零和金融产品的销售者、致命药丸的制造者、逃税的推动者以及给他们提供认证的律师、价格欺诈者、专利操纵者、假大学文凭的制造者应运而生，加倍努力地工作，他们才是对货币收益最敏感的人。这些唯利是图的人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大胆“创新”，使监管者越来越难以追赶，或者在人们陷入新的欺诈之前越来越难了解他们的欺诈行为。如果低的最高税率鼓励“创新”，它们必定会助长租金攫取。


  在众多能够遏制既得利益势力、防止寻租行为的政策中，历史证明，对超高收入实施准没收性税收是行之有效的。但它面临着一个重大限制：正如我们看到的，通过申报很少的应纳税收入，富豪拥有大量财富已经变得太容易了。在美国，恢复90%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不会对许多亿万富翁的税单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为了克服这一限制，我们需要以高税率对顶级财富征税。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述，实施适度财富税，对5 000万美元以上的财富适用2%的边际税率，对10亿美元以上的财富适用3%的边际税率，如此每年将产生大量税收收入，据我们估算，相当于每年GDP的1%左右。这样就会处于拉弗曲线“好”的一边。


  现在考虑一种激进财富税，对10亿美元以上的财富实施10%的边际税率。拥有10亿美元财富的人将支付1 900万美元的财富税，这个结果与采用适度财富税相同。[image: ]如果我们采用激进财富税，那么成为亿万富翁并不会变得更难，但保持超级亿万富翁就会更难。一个拥有20亿美元的人每年要支付大约5%的财富税，一个像乔治·索罗斯这样的百亿美元富翁每年要支付9%的财富税，一个像杰夫·贝佐斯这样的千亿美元富翁每年要支付10%的财富税。罗斯福实施90%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导致收入超过1 000万美元（以当今货币计量）的家庭数量大幅减少，同样，激进财富税将会使超级亿万富翁减少。财富税不仅能够征税，而且还可以分散财富。


  毫无疑问，还会有超级亿万富翁。如果在过去几十年里实施了这种更高的财富税，那么2018年马克·扎克伯格的财富仍将达到210亿美元，而不是福布斯记录的610亿美元。为什么呢？因为自2018年扎克伯格首次成为亿万富翁以来，他的财富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每年10%的财富税并不能阻止他的财富突飞猛进。但是，像比尔·盖茨这样一位更成熟的亿万富翁却“只”值40亿美元，而不是2018年的970亿美元，因为他成为亿万富翁已经30多年了，这就使激进的税收有更多时间挤压他的财富。如果从1982年开始实施激进财富税，那么在美国400位最富有的人中，2018年大部分人仍是亿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仅为目前的1/3。他们在美国财富中所占的份额会与1982年相似，1982年以后财富不平等现象大幅加剧（见图8.3）。


  
    [image: ]

    图8.3 财富税是限制不平等程度的扩大还是分散财富？

    （《福布斯》公布的前400位富豪的财富份额：自1982年以来的实际财富


    相对于征收财富税后的财富）


    注：该图描绘了自1982年以来《福布斯》杂志选出的美国前400位富豪的全部财富份额。它也描述了如果自1982年起实施适度财富税或激进财富税，这些富豪的财富份额变化。对于高于10亿美元的财富，适度财富税的边际税率为3%，激进财富税的边际税率为10%。从1982年到2018年，前400位富豪的财富份额从不足1%上升到近3.5%。如果自1982年起实施适度财富税，2018年他们的财富份额将在2%左右。如果征收激进财富税，2018年他们的财富份额将在1%左右，与20世纪80年代初一样。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如果开征激进财富税，仅在2018年就可以向400位最富有的美国人征收2 500亿美元的税收，超过GDP的1%。但如果从1982年开始征收激进财富税，到2018年，只能从这400位最富有的家庭中征收660亿美元的税收，而如果实施适度财富税，即使其税率低得多，也能征收近500亿美元的税收。从长远看，激进财富税大量侵蚀了顶级富豪的财富，从而降低了超级富豪的税收：它超越了拉弗。[image: ]


  征收激进财富税值得吗？如果每年对10亿美元以上的财富征收10%的财富税，尽管这意味着对收入顶端的征税会减少，但抑制巨额财富对社会是否有好处呢？多年来，随着数据越来越清晰地向我们表明，工薪阶层收入止步不前而极端财富扶摇直上，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在不断演变。也许你的想法也是这样的。


  
    	
      评论家通常只使用价格通胀调整来转换收入级档，而没有考虑经济增长。这夸大了过去的税收负担，因为那时的实际收入要低得多。

    


    	
      参阅US Treasury Department,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1962），第32页。

    


    	
      参阅Madison（1792）。

    


    	
      参阅Madison（1795）。

    


    	
      Piketty、Saez and Stantcheva（2014）根据这些原则开发了一个税收模型。他们发现，如果高的最高税率减少了高收入者的租金攫取，那么采用超过拉弗税率的没收性最高税率是可取的。利用国际上有关首席执行官薪酬的证据，他们表明，高的最高税率确实在调节高管薪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Piketty、Saez and Zucman（2018）介绍了美国分布式国民账户，Alvaredo et al. （2016）介绍了一般方法论。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和经合组织也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制定了这方面的举措（Fixlerand Johnson,2014; Zwijnenburg et al. ,2017）。

    


    	
      参阅Garbinti、Goupille - Lebret and Piketty（2018）。

    


    	
      参阅College Board（2019）。

    


    	
      参阅Feldstein（2017）。

    


    	
      参阅Gates（2013）。

    


    	
      参阅Aeppel（2015）。

    


    	
      参阅Mouton（2018）。

    


    	
      参阅Chetty et al. （2017）。

    


    	
      参阅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8b）。

    


    	
      参阅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9c）。Case and Deaton（2015）记录了这些死亡率趋势，并表明美国死亡率的增长集中于没有大学学位的中年白人。他们表明，死亡率增加的部分原因是“绝望死亡”:经济前景不佳导致了吸毒、酗酒和自杀。

    


    	
      因为对5 000万美元以上财富按照2%的税率征税，拥有10亿美元财富的人需要支付9.5亿美元的2%，即1 900万美元。

    


    	
      关于这里讨论的财富税统计数据的计算，Saez and Zucman（2019b）提供了所有细节。

    

  


第九章

  充满可能性的世界


  在本书的这一阶段，关于公共政策的大多数争论会反复出现，这可能会令你大吃一惊：争论的焦点是税收制度的累进性并不重要。按照这种观点，政府总是可以通过公共支出实现其期望的再分配。只要公共支出可以帮助弱势群体，如何征税是无关紧要的；税收收入才是重要的。这种观点盛行于美国和欧洲，并在过去几十年影响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的大部分税收建议。它们鼓励亚洲或非洲的政府提高其增值税，以资助其社会项目，但增值税使穷人的税负比富人的更重。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财富税？这些都是不必要的，甚至可能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诚然，这一策略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增值税可以产生大量财政收入，有助于为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产品提供资金，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问题在于有关发展过程的基本观点，它们影响了这些善意的专家。不管某种财政支出多么有用，发展主要不是为了财政支出而机械地征税。发展是要建立起对制度的信任，最重要的是对政府的信任。当政府对穷人比对富人征税更多时，对政府的持续信任就变成了天方夜谭。


  从中世纪的税收起义到2018年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这种深刻领悟对于理解税收历史至关重要。未来可能仍会有很大关系。[image: ]以环境税为例。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碳的定价至关重要，但由于燃料和其他碳密集型产品的支出在穷人收入中所占份额要大于富人，碳税是典型累退的。为了抚平这种痛苦，应对气候变化将需要附加的累进税。如果政府忘记了这一基本事实，那么将很难从中吸取教训。


  或者，以医疗服务为例。在美国，关于全民医疗保险的两次最全面的尝试是1993年克林顿的提案和2014年佛蒙特州的单一支付方的医疗服务项目，但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有获得通过，这并不是因为缺乏普遍支持，而主要是因为没有令人满意且公平的资金解决方案。当只认为支出是重要的，而不考虑如何筹集资金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通常，支出不会发生（提案夭折，也就没有支出发生了）。自从1993年克林顿的全民医疗保险计划夭折以来，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因缺乏医疗保险而死亡；[image: ]数百万人生活在失去医疗保险的恐惧之中。


  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的，美国可以通过额外向富人征税增加4个点的国民收入。这足以为数百万目前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障。但这可能是更雄心勃勃地扩展美国社会福利国家（US social state）的起点，其核心是为所有人的医疗服务提供公共资助，为所有人提供从幼儿到大学教育的公共资助。扩展美国社会福利国家需要资金，而不仅仅是更多地向富人征税。在本章中，我们将展示一种可能的方式来产生这种资金。


  
社会福利国家的兴起


  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政府应该资助医疗服务和教育呢？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认为退休也应该主要由政府提供资金。因为基本生活水准是一项公认的基本人权。实际上，没有教育、老龄收入资助和医疗服务，基本生活水准的权利就无法实现。


  20世纪以前，家庭为老年人和病人提供支持，而不是政府。父母为子女的教育买单；子女照顾年迈的父母。宗教组织为那些没有家庭支持的人提供帮助。但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短暂的，医疗服务是基本的，老年人不能指望长寿。随着技术进步、预期寿命的提高和医学的进步，教育、退休和医疗的成本也在增加，因此公共资助也就成为必需。


  2019年，美国工薪阶层（占人口的一半）的人均收入是每年18 500美元。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将国民收入的20%用于医疗服务，也就是每个成人15 000美元。所有发达经济体即使要努力控制成本，也都会将至少10%的国民收入用于医疗。[image: ]如果美国效仿这些国家，将医疗支出控制在国民收入的10%，那么每个成年人的医疗服务支出仍将达到7 500美元，而这一数字对于18 500美元的收入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穷人难道不能购买打折的医疗和教育吗？不能，因为廉价的医疗就像廉价的教育一样，在实践中，意味着当你需要的时候没有医疗，也没有教育。有观点认为医疗服务就像理发或餐饮服务一样，总有一种产品适合任何预算，这是一个神话。穷人需要与富人同等的医疗和教育。几乎所有的美国孩子，不管他们的背景如何，都至少要接受12年的教育才能从高中毕业；我们都希望有更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能上大学。每个人的断腿都需要被修补。没有一个发达经济体能够成功地以低廉的成本提供体面的医疗和教育。


  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所有发达国家都逐渐将教育（包括幼儿园前的儿童保育）、养老和医疗服务的任务交给了政府。当然，对于政府应该支付多少、个人应该花费多少，以及如何监管教育、退休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存在一些合理的争论。但是，对于退休、教育和医疗而言，并没有一个不通过税收或相当于税收的强制性捐款来获得大量资金资助的成功模式。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总税收从1900年前后不到国民收入的10%增加到今天的30%~ 50%，主要是为社会福利国家的三大支柱提供资金：青年人的教育、老年人的退休福利和全民医疗服务。[image: ]


  
私人医疗保险：巨额人头税


  美国也不例外。1935年创立的社会保障体系由工资税提供资金，现在每年将国民收入的6%用于退休和伤残津贴。大众化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一直主要由政府组织，由一般税收提供资金。[image: ]尽管高等教育的学费很高，学生贷款负担了很多，但政府仍然为美国2/3的教育支出提供了资金。政府还为穷人提供医疗补助、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障，为退伍军人提供医疗保险。


  然而，美国的社会福利国家存在重大漏洞。政府在儿童保育和早期教育方面的支出很少，导致这一指标在国际排名中几乎垫底。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都会保障母亲有一年以上的带薪产假，但美国什么也不保障。除了一些领先城市，美国没有五岁前儿童的公立学校；美国没有公立的托儿所或保育院。其他富裕国家早就明白，教育应该由社会提供，包括早期教育，这比由市场提供会更好、更有效，但美国没有。


  儿童保育费用高得令人望而生畏，每年每名婴儿的日间护理费用很容易达到20 000美元，使许多家庭不得不采取父母抚育的方式。而实际上，这项任务主要落在母亲身上。事实上，政府支出的缺乏相当于对妇女的时间征缴高额税收，这可能是最古老的税收形式。这种税收对妇女的职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并加深了性别不平等。美国母亲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的平均收入比父亲下降了31%。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事实上女性比男性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有可能从大学毕业，但收入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性别差异。[image: ]把资源投入高等教育，却因为没有给这些年轻母亲的孩子提供早期教育，使她们在事业的关键时刻遭遇挫折，即使从纯效率的角度看，这难道不荒谬吗？


  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的另一个特点是公共医疗保险远未普及。大约一半的医疗服务支出（20%国民收入中的10%）是由政府资助的。很大一部分人必须购买私人保险。私人保险制度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排斥在外，给工薪阶层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私人保费类似于一笔巨大的私人税收。尽管大多数员工通过他们的雇主获得了保险，因此雇主名义上支付了保费，但保费和工资税一样是劳动成本。就像工资税一样，保费最终要由员工承担。唯一的区别是，因为保费与收入无关，所以甚至比工资税更具累退性。就像人头税一样[image: ]，每位员工都同样适用于固定金额，仅取决于年龄和家庭覆盖范围的不同。实际上，秘书支付的金额与高管相同。


  毫无疑问，人头税并不受欢迎。1988年，当玛格丽特·撒切尔用人头税取代房地产税时，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反抗，并于1990年辞去首相职务。没有哪个政府会突然征收人头税来资助医疗服务，这将是中等收入家庭的沉重负担。但是从本质上看，这正是美国今天所做的：雇主正在代表政府征收巨额人头税。自2010年通过《平价医疗法案》以来，如果雇主拥有50名或以上雇员，那么在法律上就会被要求为其员工提供医疗保险，或在2019年就要为每位员工支付2 500美元的罚款。考虑到医疗保险的年平均保费（每名参保员工1.3万美元）是如此高，显然这个体系是不可持续的。


  为了说明这项人头税的规模，让我们看看把强制性的私人医疗保险费包括在内的美国税收分配。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如果仅考虑常规税收，美国的税收体制看起来像是一个庞大的单一税率制，在收入顶端会变得累退。但是，随着医疗服务人头税的增加，事实上税收的累退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将私人医疗保险考虑在内，平均税率就会从收入分配底部的略低于30%上升到中产阶层的接近40%，然后暴跌到亿万富翁的23%（见图9.1）。


  人头税重创了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在收入分配的底部，相当于人头税的医疗保险费没有销售税和工资税那么重。但这是因为许多美国工薪阶层没有从他们的雇主那里获得医疗保险。他们要么自己承担医疗保险的负担，要么依靠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医疗保险，要么加入医疗补助（Medicaid），要么只能放弃医疗保险。《平价医疗法案》增加了符合医疗补助资格的美国人数量，并且为那些原本不在医保范围内的低收入群体购买私人保险提供补贴，但是2019年，仍然留下约14%的成年人口没有医保。[image: ]对于那些通过人头税为自己的医疗服务提供资金的员工来说，这并不能减轻他们的负担，因为就中产阶层而言，人头税成本远远超过了所得税成本。


  
    [image: ]

    图9.1 美国的税收制度：单一税率还是大规模的累退？

    （包含强制医疗保险的税率，2018年）


    注：该图描述了美国2018年按收入群体划分的平均税率及其税种构成情况。包括所有联邦、州和地方税。该图增加了准强制性雇主资助的医疗保险费，作为在职员工支付的附加税。包括这些准税收在内，美国的税收制度是急剧累退的，工薪阶层，特别是中产阶层要比非常富有的人支付更多税收。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为社会福利国家提供资金：超越工资税和增值税


  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医疗保险是全民或接近全民的，而且儿童保育的公共资助也更为普遍，那么它们是如何为这些基本的社会需求提供资金的呢？一般来说，医疗保险的资金来源是工资税或一般政府收入，如增值税。虽然聊胜于无，但这种提供资金的方式并不理想。


  工资税比人头税要更公平一些，因为它们与工资成正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但是，工资税有一个很大的局限：工资税典型地只对劳动收入征收，而将资本收入排除在外。某些国家已经在尝试扩大工资税，将部分资本收入纳入税基之中，但尽管如此，劳动仍承担着为医疗服务提供大部分资金的负担。[image: ]


  如果人们有机会获得医疗服务，不管他们获得的是劳动收入还是资本收入，没有理由只让劳动做出贡献。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对资本收入的征税越来越少（尽管在大多数国家，其增长速度高于国民收入），而对劳动的征税越来越多（尽管其增长速度慢于国民收入，而且有时甚至停滞不前）。在这种情况下，免除资本为不断增长的医疗支出提供资金，似乎既不明智，也不可持续。


  除了工资税，美国以外的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有大量的增值税。增值税原理产生于20世纪初，是由德国实业家威廉·西门子（Wilhelm von Siemens）和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分别独立发明的。1948年，法国是第一个尝试实施增值税的国家，而且，在1954年更广泛地推行了这一做法。20世纪60年代，这一概念流行起来，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被大多数国家采用。[image: ]增值税取代了以前的消费税，如对特定商品征收的产品税、销售税和流转税（与增值税类似，区别在于它们对中间商品征税）。[image: ]


  相比被取代的消费税，增值税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如今美国仍然存在消费税。增值税对服务和商品征税。它不会像流转税那样，在生产链上产生重复征税，因为企业购买中间商品的成本可以从其销售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中扣除。相对于销售税，逃避增值税会更难，因为税收是在生产的每个阶段征收的，而不仅仅是在最终销售时。这就是在法国的带领下，增值税在全世界被广泛采用的原因。


  对一些观察家来说，解决之道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应该采用增值税为改善其社会状况提供资金。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增值税有两大缺陷：它是累退的，而且尽管其税基大于工资税，但也太小。


  增值税是累退的，因为它是对消费征税，而不是对收入征税。工薪阶层和许多中产阶层无力储蓄：他们消费掉所有的收入，而且在一些艰难的日子里，他们的消费会超过收入。增值税给这些群体带来了巨大负担。相反，当一个人上升到收入金字塔的顶端时，相对于收入，消费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即使你花钱大手大脚，你也只能消费那么多，而相对于超级富豪的收入，几乎任何增值税都不用支付。在某种程度上，即使富人消费他们的储蓄，但这可能也是在获得收入的几十年后（如果储蓄是用于为退休提供资金），或几百年后（如果储蓄传给了后代继承人）。相对于所得税而言，消费税根本的不公正之处在于，富人可以通过储蓄推迟消费税的征收，而穷人则需要用现金立即支付。“迟到太久的正义就不是正义”[image: ]:在税收方面也是如此。


  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经济中的相当一部分没有被纳入增值税。金融、教育和医疗服务作为我们现代经济中最大的三个部门，通常被排除在外。金融业对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行业，医疗服务业也名列前茅。[image: ]通过引入一种将这些部门排除在外的新税收，并不能精准地推进缩小收入不平等的斗争。增值税将金融业排除在外，因为在金融业中没有简单的计算“增值”的方法。对常规商业来说，增值等于对客户的销售额减去中间投入成本。金融部门通过削减回报来管理你的资金（银行账户、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以高利率借钱给你（信用卡、学生贷款、抵押贷款）。但是，金融部门对其提供的服务并没有明确而单独的收费。


  20世纪50年代首次开征增值税时，金融、医疗服务和教育加起来也只是经济中的一个小部门。然而，从那时起它们发展迅猛。此外，由于增值税被（正确地）视为累退的，食品等必需品可以享受优惠税率。由于这些原因，以法国和德国为例，它们的增值税标准税率分别为20%和19%，通过增值税只增加了大约8%的国民收入。[image: ]换句话说，增值税只将40%的国民收入作为税基。在美国，医疗服务和金融部门的规模大于欧洲，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储蓄了更少的收入，所以美国增值税的税基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同样较低（40%）。为了增加6%的国民收入，美国需要实施的增值税税率是15%。


  增值税和工资税的局限性意味着，在高度不平等的时代，它们无法承担为改善国家社会福利提供资金的责任。这两种选择在战后几十年的欧洲很流行，当时不平等达到了历史最低点，但现在已经不合时宜。我们需要创新。


  
为21世纪的社会福利国家提供资金：国民所得税


  美国可以跃过增值税。它可以为创立21世纪的财政制度铺平道路，正如它在20世纪所做的那样。怎样做呢？通过创立国民所得税（national income tax）。


  其基本思想很简单：国民所得税是对所有收入征收的税，不论这些收入是来源于劳动还是资本，也不论它们来源于制造业、金融业、非营利组织，或任何其他经济部门。这一税收对储蓄并不豁免，因为储蓄高度集中于富裕阶层，而且与税收减免相比，政府法规（如养老金计划的默认加入和金融监管）可以更有效地鼓励储蓄。为了简化管理，国民所得税只有一个税率，而且不提供任何抵扣。


  让我们明确一点：国民所得税当然不是要取代所得税或任何其他累进税。它旨在补充累进税，取代累退税，因为这些累退税不公平地对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施加了沉重的负担（见表9.1），其中最主要的是私人保险费，这是最具累退性的征税。


  国民所得税是一种真正的单一所得税（flat income tax）。1985年，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和阿尔文·拉布什卡（Alvin Rabushka）提出了“单一税”，并被许多保守派接受，而这种“单一税”实际上和增值税一样，是一种单一税率的消费税，但为了更具吸引力，它常常被伪装成一种所得税。[image: ]国民所得税是更全面、更公平的单一税，因为它不区分收入的不同用途（消费与储蓄）。


  要了解税收如何运行，就必须牢记国民收入是劳动收入、企业利润和利息收入的总和。具体来说，对国民收入征税就意味着对每一项收入流征税。


  对劳动收入而言，国民所得税将由雇主管理和汇缴。所有雇主，无论是营利性企业、非营利性组织，还是政府，都要按其所有员工的全部劳动成本比例纳税。这看起来像是雇主的工资税，但征税基数更大，包含所有附加福利，而且没有上限。已在公司和企业纳税申报表上申报且达到国民收入62%的所有员工薪酬，都将被纳入国民所得税。


  下一步，所有企业，从夫妻餐厅到大公司，都必须为它们的利润缴纳国民所得税。税基是全部利润，既不抵扣也不豁免。企业会对其固定资产折旧，以反映正常损耗，但不允许抵扣任何已缴税款。企业利润已经在公司或企业纳税申报表上以国民所得税为目的进行了计量。


  国民所得税也将对利息收入征税。企业支付的贷款和债券利息可用于扣减企业利润，但相应的贷款人收到的利息必须纳税。对企业而言，收到的利息已被计入利润。这就只剩下个人和非营利组织获得的利息需要被纳入税基，而且这不存在任何管理困难。个人和非营利组织从国外获得的股息以及其他形式的收入也应纳税。


  因为以这种方式定义的税收只对所有收入来源一次征税，所以无须对美国股息（公司已经为利润纳税）、退休收入（因为包括退休金在内的劳动收入已经纳税），或任何政府转移支付（如社会保障金或失业救济金）征税。这就是与增值税的一个关键区别：国民所得税不会给那些靠转移收入为生的人带来负担，而这些人往往处于收入分配的最底层。这就使国民所得税比增值税更具累进性。


  我们的计算显示，国民所得税的税基接近国民收入的100%。房主支付给自己的租金（属于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但并不容易被征税）不在税基之内；但是，国民所得税的税基不扣除抵押贷款利息支出。实际上，逃税会使国民所得税的税基略低于国民收入的100%。在非正规经济中，征税是无法实现的，包括那些从账外领取工资的员工或者获得现金支付的自雇者，而且一些企业也会少报利润。根据现有的估算，这些活动将使国民所得税的税基减少约国民收入的7%。[image: ]


  因为国民所得税的范围如此之广，所以能够以较低的税率征收可观的税收收入。这将是一个稳定的税收来源，因为国民收入在一年与另一年之间变化不大，这对为社会福利国家提供资金这一核心长期任务很重要。偶尔会有人认为，碳税可以为医疗或儿童保育提供部分资金，但这是错误的。当然，碳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手段。但它的目标只应该是：为应对气候变化消除未来的碳排放，而不应该是在中期内获得税收收入。成功的碳税最终应该会产生零税收收入。


  如果国民所得税是个好主意，那么为什么以前没有被提出并实施呢？可能是因为国际税收竞争，因为国民所得税确实增加了对公司利润的征税。然而，如第六章所述，如果对跨国公司恰当征税，那么对税收竞争的担忧就会消失。


  
实现全民医疗保险刻不容缓


  国民所得税开启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在美国，它可能被用来资助全民医疗保险、儿童保育和更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例如为公立大学提供更多资助。在美国，高等教育尤其不平等，只有30%来自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在22岁之前上大学（而富人的比例接近100%）,[image: ]而且学生们背负着沉重的贷款，这些贷款阻碍了中产阶层的财富积累。如果联邦政府毫无作为，各州可以采用国民所得税取代过时且累退性很强的销售税，并且也可以为社会福利国家提供资金。其他国家也可以实施国民所得税，以减少对劳动收入征收的增值税或工资税，从而降低其税收制度的累退性。


  例如，在美国，以6%的税率征收国民所得税，加上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收，将使政府获得约国民收入10%的税收收入。如果其中的6%用于医疗服务，1%用于全民儿童保育，0.5%用于高等教育，美国将实现与21世纪相称的社会福利国家。剩余的税收收入可以用来消除陈旧的销售税（和特朗普关税），目前这些税收都对工薪阶层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见表9.1）。


  尽管很难量化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对经济的影响，但有证据表明，这种增长的影响将是积极的。因为摆脱了失去雇主提供医疗保险的风险，更多的人可能开始创业。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将会提高生产率。全民儿童保育将会增加妇女劳动力的参与。反过来，收入的增加会提升税收收入，最终减少政府财政赤字。


  
  表9.1 为21世纪的社会福利国家提供资金
[image: ]


  
    [image: ]

    注：我们提议的改革可以资助全民医保和全民教育（从早期的儿童保育到大学教育），而且取消了累退和过时的销售税（但保留了产品税，这主要针对汽油、酒精和烟草）。这项改革的资金来源是对富人的额外征税（累进财富税、更累进的所得税，以及对公司提高征税）和比增值税更公平和更广泛的国民所得税。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原书此处即为9.8%，应为四舍五入原因，导致与各项加总不等。——编者注

  


  如果我们采用税率为6%的国民所得税资助医疗服务，那么下面就是它发挥作用的原理。4.5%的税率足以资助标准医疗保险，这样就可以覆盖目前所有通过雇主交纳医疗保险费的工人的医疗需求。它还允许将《平价医疗法案》的商业医保补贴扩大到所有参与者，而不论其家庭收入如何。将这一税率提高到6%也将足以覆盖目前没有参保的3 000万美国人，实现真正的全民医疗保险。


  如果我们采用税率为6%的国民所得税为医疗服务提供资金，那么大多数美国人会受益无穷。当然，这样的税收会减少6%的劳动收入。但是，如今大批员工用于医疗保险的费用都超过了其收入的6%。假设你的收入是40 000美元，而且你的雇主目前为你的医疗保险支付了12 000美元。实际上，你的劳动收入是52 000美元，但是其中的23%被医疗保险的人头税吃掉了。如果参保员工的保险费低于其总劳动收入的6%，那么他们将受益匪浅，这会是90%以上由雇主提供医疗保险的员工情况。另一方面，高收入者和有资本收入的个人将会支付更多。


  对于“全民医保”（Medicare for All）计划来说，实践中主要的反对意见是，目前参保的员工并不想放弃他们已有的私人医疗保险，所以不会转而参加新的公共保险计划。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是，让员工有权选择是否保持他们目前的医疗保险计划。假设你目前的收入是40 000美元，而且你的雇主要为私人医疗保险计划贡献12 000美元。再想象一下，公共医疗保险价值8 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付给你的雇主8 000美元。对于你的雇主来说，定期缴纳你喜欢的私人医疗保险计划的费用将从12 000美元降到4 000美元。法律会规定，雇主把从政府获得的8 000美元转移给员工；因此，你的实际工资将增加8 000美元，增幅为20%。对雇主来说，医疗保险费用的降低是中性的，而且会直接显示在员工的薪水工资单上。


  图9.2说明了在我们提议的改革下，美国的税收体系会是什么样子：对富人征税直至拉弗曲线的顶端，征收国民所得税（比增值税更公平、更广泛），废止销售税和巨额医疗保险人头税。


  对所有社会群体而言，当包含了医疗保险费时，从最底层到大约95%分位的群体将缴纳比如今更低的税收。工薪阶层（要缴纳很多销售税）和中产阶层（目前医疗服务费用高得令人望而却步）的可支配收入将会增加。在中位数社会群体值附近，税率将会从38%降至28%:大约13个百分点的医疗保险费将会消失，3个百分点的销售税也没有了，而所有这些都将被6个百分点的国民所得税取代。


  
    [image: ]

    图9.2 21世纪的累进税制

    （税率，税前收入百分比）


    注：该图描述了2018年按收入群体划分的平均税率，将雇主资助的医疗保险费视为税收。改革方案废止了所有销售税和雇主资助的医疗保险费，引入税率为6%的国民所得税，设立累进财富税，增加公司所得税，以及提升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详情请见taxjusticenow. org。

  


  这样的税收体系会损害经济增长吗？会不会是我们所谓的美国末日呢？历史告诉我们，并非如此。正如我们看到的，类似的税收累进水平在20世纪50年代就达到了，在美国对收入顶端的征税崩塌前，激增的医疗费用和上涨的工资税使美国的税收体系变成了不公正的引擎。富裕国家正是通过在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产品上的公共支出才变得富有，而不是通过神化极少数超级富豪。如果以史为鉴，未来繁荣的国家将继续是那些为所有人的成功而投资的国家。


  
    	
      Kuziemko et al. （2015）显示，在美国，当公众对政府信任度较低时，由于高度不平等，公众对再分配的支持要弱得多。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公共医疗保险可以挽救生命（尽管很难精确量化）;例如，参见Card、Dobkin and Maestas（2009）。

    


    	
      参阅OECD Health Statistic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c）。

    


    	
      新加坡经常被认为是低税收发达经济体的典范。2016年，新加坡税收与GDP之比仅为13.5%。但这是一种误导，因为为了保证员工医疗、退休福利和教育费用，新加坡征收了非常庞大的强制性工资缴款，称为中央公积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 www. cpf. gov. sg），这基本上等同于工资税。缴费率非常高，对于非老年员工来说，员工和雇主的合并缴费是其收入的37%（参阅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d,Global Tax Statistics Database）。

    


    	
      经合组织国家中，关于公共和私人教育经费相对于GDP的水平，参见经合组织统计数据（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Revenue Statistics, 2019e）。

    


    	
      关于按性别和群体划分的大学毕业率，参阅Goldin、Katz and Kuziemko（2006）。关于性别差距的分析，参阅Blau、Ferber and Winkler（2014），关于各国“儿童惩罚”的估算，参阅Kleven et al. （2019）。

    


    	
      历史上，1964年以前，在美国殖民地和一些州，投票登记是以支付“人头”税为条件的。在本书中，我们使用了人头税的经典定义，即对每个成年人的征税，不涉及其收入或拥有的资源。

    


    	
      参阅Gallup surveys（Witters, 2019）。

    


    	
      这是法国的情况，例如一般社会缴费（Contribution Sociale Généralisée）（参阅Landais、Piketty and Saez, 2011）。

    


    	
      关于增值税的详细历史，参阅Ebrill、Keen and Perry（2001）。

    


    	
      流转税是指对企业总销售额征收的税，而不管是对最终消费者还是对另一个企业的销售。美国一些州仍在征收此类流转税（参见Watson,2019）。

    


    	
      1963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在偷偷运出监狱的《从伯明翰市监狱发出的信》中使用了“来得太迟的正义就不是正义”（Justice too long delayed is justice deined）这句话。

    


    	
      参阅Bakija、Cole and Heim（2012）。

    


    	
      参阅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enue Statistics（2018c），表3.14。

    


    	
      Hall and Rabushka（1985）提出了“单一税”。Viard and Carroll（2012）介绍了各种消费税的建议。他们明确指出，被伪装成所得税的单一税很难向公众推行，因为它们是免除了利息收入、股息收入和已实现资本利得的“所得税”，也就是说，免除了高度集中于富人的收入形式。

    


    	
      参阅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2019），表7 -14、表7 -16和表7 -18。2015年，误报的工资收入为862亿美元、误报的非法人企业收入为6 720亿美元、误报的公司利润为3 670亿美元。2015年，误报的总收入为11 252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的7.2%。详细情况，参阅Saez and Zucman（2019c）。

    


    	
      Chetty and Friedman et al. （2017）按照家庭收入提供了大学入学率的分析。他们的研究显示，按22岁年龄划分，上大学的可能性随着父母收入的增长而线性增大，从底层收入人群的32%增长到顶层收入人群的95%（附录，图I）。富裕家庭的孩子也比穷人家的孩子就读更好的学校。

    

  


  结论

  税收公正已刻不容缓


  我们从调查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个主要结论：各个社会可以选择它们想要的任何税收累进程度。全球化引发了如何对跨国公司和富人征税的棘手问题，但是国际开放并没有使我们注定要面对一个税收不公正日益严重的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逃税就被纵容，但从技术上讲，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遏制逃税。随着目前日益疯狂的税收逐底竞争，税收的累进性正受到威胁，但正如一个世纪前美国率先实行累进税一样，美国也可以创立新的财政体制，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


  在本书中，我们提出了应对这些挑战的建议：通过征收大幅累进的财富税，我们可以遏制各种形式的租金攫取，而这些都与根深蒂固的极端财富有关；对跨国公司有效征税，以调和全球化与税收公正的冲突；通过征收国民所得税资助社会福利国家，并缓解医疗服务的巨大成本。我们的解决方案并不完美。当然，它们也不是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通往税收未来的道路不是单一的，而是充满无限可能。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创造力是无穷的。经济学家能够提供帮助的，不是拔高一些被他们经常认为不可战胜的约束或普遍规律，而是让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更加切实可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发税收公正网（taxjusticenow. org）的原因。本书给出了一套解决方案，税收公正网则展示了现在通往未来道路的无限可能。该网站从当前的纳税分布开始，这正是我们在第一章研究的，目前美国的税收制度是庞大的单一税制，在收入顶端出现累退。但是，税收公正网做到了任何书籍不管多长时间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它展示了如何通过调整现有税种、取消其中一些税种、增设新税种，或者加强税收执法改变每个群体的有效税率，从最低工资员工到亿万富翁。任何人都可以迅速评估财富税、更高的最高所得税税率，或者对大公司实施更严格的征税将如何影响政府的税收收入和税收制度的累进性。


  税收公正网的税收模拟器有一个关键创新点：它展示了税收如何长期影响不平等的动态发展。具体来说，如果你偏爱自1980年起就开始征收财富税，那么杰夫·贝佐斯、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其他亿万富翁今天拥有多少财富呢？如果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明天提高到70%，前1%群体的收入占比会受到什么影响呢？


  我们从一开始就说明，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提供完美精准的答案。尽管经济学家在理解什么样的经济力量影响不平等的演变，以及税收如何影响经济行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们仍然远不能完美地预测税收对不平等的影响。然而，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到最好。税收制度的主要作用不是影响经济的总体增长率，而是改变经济资源的分配，因为它改变了每个社会群体的可支配收入，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人们获取收入和积累财富的激励。任何关于税收的严肃思考都必须把不平等置于首位和中心，尤其在当今财富集中度不断上升的世界里，更应如此。


  这正是我们尝试用税收公正网做的事情。我们的目标不是提供一个政府政策与不平等之间复杂而相互作用的决定性模型，而是利用现有知识促进对民主财政的讨论。我们的税收模拟器是透明的、开源的：我们的代码、数据和程序都可以在线获取；我们的每个结果都可以重新验证；我们的每个假设都可以被修改；我们的每个选择都可以追溯到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但为了使用这个工具，你并不需要成为专家；它是一个为人民、为所有关心集体行动未来的个人提供服务的工具。[image: ]随着关于税收和税收如何影响不平等的新知识的出现，我们计划在未来几年改进这一工具，我们也提前感谢读者的反馈和建议。


  加入我们的税收公正网吧： taxjusticenow. org!


  
    	
      不同的政府机构，包括国会预算办公室（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美国财政部（the US Treasury）和联合税收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以及诸如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等智库都有各种税收模拟器。这些工具捕捉了税法的微小细节，使精确地模拟联邦立法变化成为可能，但是公众无法获取。我们的工具可供所有人使用，并侧重于税收与不平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希望今后能为这项任务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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